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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地理、政治与全球化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



任何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富强，其最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表现就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过渡，这样的趋势不可阻挡。



基本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总量的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劳动供给数量的增长将放缓，同时，曾经较高的储蓄率也可能下降，从而降低投资率，即使中国能够维持过去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中国经济也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Perkins and Rawski, 2008）。从生活水平的提升来看，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比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要实现人均收入意义上的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关键。本书不讨论技术进步问题，而将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和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在这样一个国家，通过调整户籍、土地等制度，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进行更有效的配置，这种结构调整将可能大幅度地提升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仍然笼罩在浓重的封闭经济和农业文明色彩之下。在农业占有重要比重的封闭经济中，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因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在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地理相对不重要。与农业文明不同的是，现代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当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资本和生产活动有集中于大城市附近的趋势，地理变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最近一轮的全球化冲击之下，中国经济重新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去，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均从属于这个全球化进程，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这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否靠近港口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成为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因素，那么，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否采取了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当代中国，经济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始终是影响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配置的重要因素。当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并且面对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考核时，每个地方都有激励发展自己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增加本地经济规模的主要手段就是争取来自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在中央政府那里，由于简单地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而把政策重点放在了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资源上，较为轻视促进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人口流入地，由于地方政府主要面对的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当出现大规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当地政府有激励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外来人口成为本地永久居民，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理和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分权体制及其派生出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限制了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配置，妨碍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强。



这本书主要以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单位，研究地理与政治对于城市体系的影响。本书的基本分析视角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这是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在空间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强调资源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对于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而本书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意指“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市场分割。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地理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的政治因素却可能导致效率和平等两个目标兼失。因此，为了追求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必须突破政治因素对于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再配置的阻碍，通过城市体系的优化来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1.1 关于城市的三个故事




在开始本书更为详细和缜密的分析之前，让我们先用三张图来展现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密度与生产率”的故事，与“地理”有关。图1.1用2008年中国城市数据展现了就业密度与职工年平均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就业密度反映的实际上是人口密度，而平均工资则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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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与生产率正相关的故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而不只是在中国。也许有的读者会说，大城市人口密度高，工资更高，这很正常，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和生活物价都更高。但是，我们应该追问两个问题：首先，从企业角度来看，为什么在大城市的企业宁愿支付给员工更高的工资，也不搬到小城市去呢？其次，从个人角度来看，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的大城市，人口规模还在不断增长呢？肯定是因为大城市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它们才会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居民也肯定是因为在大城市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才愿意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人口密度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蕴含着城市之所以存在，并且具有不同规模、密度和功能的基本原理。城市发展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将详细地予以讨论。






第二个是“港口与工资”的故事，与“开放”有关。图1.2刻画了一个城市到香港、上海和天津这三大港口的最近的距离与其职工平均工资的关系，三大港口分别代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都市圈的核心港口城市。可以看出，在大约500公里的范围内，到大港口的距离越远，职工平均工资越低，500公里之外的工资水平差距就比较小了。在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处，工资水平大约为28110.12元，比大港口附近低大约36%。在全球范围内，大的海港很多都是（或曾经是）制造业的中心。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海运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其成本显著低于陆上运输或空运，将制造业布局在大的港口附近，能够降低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而当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到以服务业为主时，其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源优势仍将保持，从而继续增长，制造业的中心往往转型成为服务业中心。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重新加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发展了出口加工型的制造业，于是，到大港口越近，便距离国际市场越近，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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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集聚与差距”的故事，与“政治”有关。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第二、第三产业在空间上集聚于一些地区，能够发挥生产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其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么，人口与经济活动会同步集聚，这样，人口流动会对地区间实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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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起反应，只要存在足够大的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那么，人口就会从收入低的地方流动到收入高的地方，从而起到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当前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市场分割，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本地的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政府税收，较发达地区居民又不愿意接纳外来人口成为本地的永久居民。于是，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受到了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制度的阻碍，造成了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的现象。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而经济集聚却持续发生的情况下，地区间收入差距将会扩大。图1.3显示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不充分之间的关系。图中的横轴表示一省内部经济集聚在多大程度上超过非农业人口的集聚，纵轴表示这个省的城市间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可见，如果一个省内的GDP在向少数地区集聚，但其人口集聚程度却相对较低，那么，这意味着低收入地区的人们未能充分通过流动而追求更高收入，省内不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将扩大。读者可能会说，这是不是因为在经济活动集聚的过程中，集聚到经济中心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更高，从而导致了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呢？可能的确是这样，但是，请注意，当前的户籍制度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更大，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更多地集聚到经济中心，这本身就是劳动力未能充分自由流动的体现。对此，本书在后文中还将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这三张图虽然简单，但却直观地勾勒出了有关中国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总结一下，就可以成为三句话。第一，地理重要。第二，在开放经济下，港口重要。第三，由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口流动不自由会加剧地区间收入差距。本书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对这三句话的诠释和拓展。




1.2 地理：凹凸不平的中国




当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是否能够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就要看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式是否遵循了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其中，全球土地面积1.5%的区域囊括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占埃及国土面积0.5%的开罗，其GDP超过了埃及的一半。同样，只占巴西总面积15%的中南部三州，贡献了全国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世界银行，2009）。另一个现象是，在很多国家，最主要的城市都是在港口。以亚洲为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和产业都集中在少数的几个港口城市（Fujita and Mori, 1996）。在铁路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前，贸易高度依赖于水运，国际贸易更是以海运为主，于是，港口的交通枢纽作用使得生产活动聚集在港口周围，形成了港口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Mills, 1972, Ch.5; Goldstein and Moses, 1975; Schweizer and Varaiya, 1976, 1977）。后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发展优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续了下去。



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我们所说的“地理”因素主要还不是港口、气候、地形这样一些城市先天的差异。要理解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首先理解“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这两个词。假设有A、 B两个城市在任何先天条件方面都完全一样，而A市首先发展了工业，这时，就将有以下三个机制会使工业和相应的服务业集聚在A市，成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core）地带，而B市则成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相对稀疏的“外围”（periphery）地带，于是经济活动出现了集中在A市这样的地理分布特征。



马歇尔早在19世纪末期就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市场群聚（labor market pooling）以及知识的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导致集聚的三个根本原因（Marshall, 1890）。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这三个导致集聚的原因天天都在发生，但人们却往往熟视无睹。具体来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经济机制做了这样的总结（参见Gill and Kharas, 2007）：



第一，分享（sharing）。在城市里，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也使得供应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举例来说，一个印刷企业既可以为制造业企业生产包装袋和宣传册，又可以为媒体印刷报纸和广告，布局在客户多的地方，就可以通过增加业务量来分摊机器设备的固定投资。同样道理，在服务业里，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来共同分担成本。



第二，匹配（matching）。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有众多企业的地方，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有了规模的保证，就可以使生产更为专业化，在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式菜肴都吃得到，这是因为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使得饭店可以专业化，从而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劳动者专业化水平提高后，就可以使生产者更容易在大城市招聘到专业人才，这就是为什么高规格的演出和会展更适宜在大城市举办的另一个原因。大学生毕业后，之所以愿意留在大城市，是因为“机会多”，能够找到与自己技能更匹配的工作。



第三，学习（learning）。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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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因为很多创意和思想是在面对面交流中产生的，很多信息和知识是在人与人的直接互动中传播的，越是知识、信息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越是会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样的产业往往属于“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教育、医疗。越大的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信息越密集越多样，人跟人的交流越频繁，从而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Ciccone and Hall, 1996）。从事艺术或学术的人之所以愿意聚集在大城市，一大好处就是方便与同行交流。同时，人口规模大的地方，一项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较多，从业者就可以通过更多地提供这种服务来积累经验，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看疑难杂症的医生往往在大城市的医院里，就是因为他可以在不断地重复中“边干边学”，积累经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全世界范围内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最强的还是纽约、伦敦、东京这些所谓“国际大都市”。



当然，经济活动的集聚并不是无止境的。经济集聚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好处，其中，相对重要的是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拥挤，如果给定交通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城市扩张会增加人均的通勤时间，这会使得劳动者的人均净产出有所下降。比如说，当一个人上班路上要花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实际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就少了，人均产出就会下降，更不用说通勤时间太长会影响服务业的精神面貌了。最终，只有当留在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而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知识和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对于知识的生产和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Au and Henderson, 2006a）。



上述城市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城市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城市体系。此外，在本书的主题之下，还非常有必要将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与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这样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几个维度上的大国，经济的集聚发展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有何体现呢？哪些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有关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秦朝以前，群雄纷争，严格说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始皇以后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第二个好处是分散风险。比如说，一场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分散风险对于古代的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古代自然灾害频发，历代王朝都以“海晏河清”为目标，高度重视黄河淮河的治理，久而久之，高效地救灾赈灾就是王朝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除了河工，历代王朝另一个高度重视的就是“漕运”，因为政治中心往往不一定是产粮区，皇帝非常注重粮食储备和调配。大国的好处在于“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有些地方遭受旱灾或者水灾歉收了，还总有些地方是丰收的，所以它能保证皇城的粮食储备足够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和地方的赈灾。事实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现代经济中，大国的经济波动也更小（di Giovanni and Levchenko, 2011）。在中国，当一个省面临经济冲击时，省之间的财政转移可以帮助受冲击的省减少消费波动，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减少内地省份的消费波动（Du, He and Rui, 2011）。第三方面是国家安全。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在人均军费支出方面就可以被摊薄。更为一般地来说，国防是一种公共品，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提供的主要就是国防。在现代经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和高速铁路网。公共品不只是指国内公共品，中国虽然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讲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规模已经全球第二了，因此，中国已经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



在农业社会，人口是分散分布的，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还不太需要国家内部的经济集聚。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不仅没有比前现代时期下降，反而是更加重要了，而这时，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就与一国内部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经济集聚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代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政策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尽管学术界对一国是否可能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仍有争论，但在理论上，如果欠发达国家在发展战略性产业时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的确可能在更长的时期里获得该产业的比较优势（Reddi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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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提升本国分享国际贸易分工利益的谈判地位（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如果一个国家有较大的规模，那么，就可能将战略性产业的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从而能够获得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是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两家垄断的，一般的小国如果想进入这样的行业，其国内市场不够大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将其平均生产成本降到足够低来与既有的厂商竞争。而中国能够发展商用大飞机产业，和中国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有关。



第二，即使是一般的产业内部，规模经济也有利于技术创新。一件新的产品如果在大规模的市场上销售，就可能很快能够收回该产品在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都纷纷在中国设置本地的研发中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新的技术（比如在信息产业里的一些技术）将试验场放在中国，一些新的产品（比如微信）能在中国得到领先的发展。同时，中国由于总体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因为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在中国也有着足够大的规模。



第三，规模经济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比重也越高，而标志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以文化产业为例，一个国家规模大，依托于本土文化的相关产业（比如电影业）就可能有足够多的消费群体。类似地，金融、医疗、教育这些现代服务业也是以服务于本国需求为主的，有大规模的需求为支撑，相关产业就有可能有足够的收入来聘用最为优秀的人才，从而提升其竞争力。



表面上看，上述来自于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仅与国家的规模有关，而与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分布无关，其实不然。仔细来看世界上各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高度集聚在以少数几个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里的。其中的道理也非常简单，一方面，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可以减少上下游产业之间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越是技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越是需要相关的企业和劳动者相互分享技术、知识和信息，就越是需要相关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发展。而一个国家此类产业的比重越高，经济的集聚程度也越高。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使得中国比小国更能够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经济的空间集聚发展和国内市场整合却是实现规模经济优势的两大必要条件。如果市场不整合，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跨地区配置，生产出的产品不能低成本地跨地区贸易，或者一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分散在相距较远的地方，那么，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便无从谈起。




1.3 开放：面朝大海的中国




全球化加强了产品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加强了地理因素对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显著加速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前现代经济，农业比重仍然很高，改革开放之初，农业人口占80%左右。再加上当时经济不开放，大量的经济资源通过政府力量往内地布局，其中还有一部分布局在内地的工业是出于战备的考虑，选址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在“一五”时期，特别是后来的“大三线”建设时期，很多人被政府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支援内地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要加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客观需要是节省运输成本和发挥集聚效应，于是，在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生产要素重新集聚到接近港口的地方。



全球化到底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在现代经济中，国际贸易将加强地理在决定城市布局中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发展首先经历的是工业化过程，通常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如果要促进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打开国门，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整合。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历史上曾经有过所谓“出口导向型”还是“进口替代型”的争论。一些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生产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替代国外产品的进口，这种“进口替代型”战略的结果是出现大量低效率和政府负担，结果以失败告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曾经走过一条“进口替代型”的发展道路，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走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是这一发展战略调整的体现。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三个机制导致地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第一，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布局在靠近港口的地区能够节省运输成本。中国是个单面临海的大国，而且海岸线相对于整个国土和国境线来讲并不长，以港口条件而论，只有东部才有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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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还有沿长江的城市。沿海地区和靠近大港口的地方开放程度更高，这也促进了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参见陆铭、陈钊，2006；陆铭、陈钊、朱希伟、徐现祥，2011）。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由于它获得了优惠政策。我们不妨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当年没有在沿海沿江开发过程当中实施优惠政策，今天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会有根本性不同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先发展起来的仍然是东部。也就是说，当年所实施的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只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从根本上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实际上还是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进程。另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四个城市同样获得了经济特区的政策，其中，深圳的发展远远好于其他城市，珠三角的一些非特区城市也发展得远比其他城市好，这说明决定发展状况的因素中，政策的作用也并不重要。同样道理，为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4年5月曾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随后，营口市（1985）、威海市（1988）获批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又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基本一样的开放条件下，发展的好坏仍然取决于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距离，这也同样说明地理比政策重要得多（对于地理和政策的作用，本书在后面的章节还将给出基于数据分析的详细讨论）。



第二个使得地理更为重要的机制就是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开放，90年代中期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再加上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强化了沿海地区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的优势，是其他地区甚至东南亚一些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难以比拟的。读者可能会说，沿海地区有港口，西部因临近俄罗斯，也有它的地理优势。请注意，在全球贸易中，至今为止份额最大的仍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市场。尽管西部是离俄罗斯很近，但是对于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来讲，这个市场却相对次要。由于集聚效应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即使是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在浙江生产，再加上运费，仍然可能比在西部生产更为便宜。所以，只要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沿海地区拥有港口，并且形成了集聚和规模效应，其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优势就特别明显。这就是经济规律。



第三个使得地理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随着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地理也越来越重要。制造业虽然需要集聚，但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分离的，比如说，可以在安徽芜湖造奇瑞汽车，然后卖到上海来，甚至可以卖到菲律宾去。但是，绝大多数的服务业必须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完成生产和消费，所以它对于集聚的要求就更强了。中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实施了“送家电下乡”和“送汽车下乡”的政策，这还是因为家电和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分离的。如果随着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居民要消费更多服务了，就难以送服务下乡了。发展服务业最终还是要发展城市，而大城市的服务业更多样，更能满足人们对服务业多样性的偏好。




1.4 政治：市场分割的中国




与地理因素之重要相对的是，中国却存在着城乡和地区间市场分割，不利于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城乡和地区间分割的政治因素对于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调整和城市体系的重构形成了不利影响。从地理和政治的矛盾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纵贯千年的大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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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自古以来，发展和平衡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目标，没有发展显然不行，而没有平衡，则会导致地方间的利益冲突，对国家统一不利。我们不妨把中国的发展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段叫作“农业文明时代”，后一段是“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地理和政治这两个因素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平衡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历史上不断地在开土拓疆，目的是为了增加土地这样一种生产要素，来满足不断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土地的自然属性是无法移动，所以在开土拓疆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人口分布实际上也有分散化的趋势。当一个地方的人地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就通过移民的方式——不管是政府主导的还是老百姓自发的——到那些人口稀少的地方再开辟一些土地，这样的活动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开发“北大荒”时期仍然在进行。在农业文明时期，一个地方沿海与否这样的地理因素不太重要。在明代实施“海禁”政策之后，直到当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更是抛弃了融入海洋文明的机会。



接下来再看“分权”的政治以及由此派生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维持统一时间最长的大国。葛剑雄（2008）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统计，如果按照历史上中国这个概念所对应的最大疆域为范围的话，统一其实只维持了81年，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这段历史里，这81年仅仅占到4%。如果用一个更加小的口径，以基本上恢复前一代的疆域并且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作为标准的话，总共年份950年，也只占秦至清的这段中国古代史的45%。这意味着，尽管统一的大国对于中国来讲有利于实现税收、分担风险、国防等规模经济，但是要去维持这个大国的统一，却不太容易。



那么，中国又为什么能够做到长时期的统一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不少降低统一国家的成本的工作。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有统一度量衡。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所谓“驰道”，并且在驰道沿途做了很多驿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安全创造了条件。这些为了维持国家统一所做的工作在世界古代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也为后世的中国能够维持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有助于中国统一的历史事件是汉武帝时推行的“独尊儒术”。王亚南（1981）指出，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和学说是竞争的，相比之下，之所以选中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思想提供了三样东西，非常契合维持一个大国的治理和统治的需要。第一是所谓“天道”观念，也就是说，现有的统治秩序即使是专制和集权的，也都是一种自然秩序，是天授予的。第二就是“大一统”观念，儒家非常追求天下的统一，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第三是“纲常”教育，儒家的伦理秩序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皇帝带头遵守这套伦理秩序，可以大大降低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定的成本。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在国家统一之后，历代王朝最伤脑筋的就是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在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统治范围内的很多边远地区，其实都是“天高皇帝远”的，皇权根本就管不到当地。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李斯在一次朝廷辩论里力主建立集权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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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由中央任免地方官。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是在中央的，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与集权相对的是分封制，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也曾有官员主张回到“周制”，实际上，就是主张分封制，但李斯和秦始皇看到了分封制可能导致国家再次走向分裂的危险。秦灭亡之后，西汉之初，刘邦也曾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结果就是在汉景帝时期出现了“七国之乱”，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最后导致王朝覆灭，往往都是因为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分封制。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集权均指政治层面的中央集权，而在经济事务上，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制定税收和土地制度，而其余事务则交给地方管理，而在乡以下，地方治理更是由乡绅来完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在经济事务上是高度分权的，也正因此，历次由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重大的税收和土地制度改革往往会受到来自地方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文明”时代。在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当中，真正决定中国城市体系布局的关键因素，不再是土地，而是资本。资本可以不断积累，而且可以流动。由于面临全球化趋势，中国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发展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于是，是否靠近沿海这一地理因素就对地方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发挥沿海地区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此时，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地方官员晋升和考核机制下，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却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分权”体制下，为了激励地方发展经济，中国用GDP增长和招商引资来考核地方官员，一个地方如果经济增长更快的话，这个地方官员就更可能晋升（Li and Zhou, 2005）。即使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也受到了一些质疑（陶然等，2010；杨其静、郑楠，2013），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没有晋升激励，地方政府还是会有激励尽量把地方的经济规模做大，这样，当地的税收多了，政府可以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于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占优策略”就是，不管其他地方怎么做，本地政府将采取分割市场的做法，限制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本地更快的经济增长（陆铭、陈钊，2009b）。同时，欠发达地区也在采取压低地价和牺牲环境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和发展工业。



生产要素的不自由流动突出地反映在劳动力和土地两个方面。有种看法是，似乎今天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已经非常自由，特别是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已经没有障碍。其实，在中国的城市，如果没有当地的城镇户籍，外来劳动力至少面临以下“三歧视一障碍”，这就加大了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具体来说，“三歧视”包括：



第一，就业。早期，城市政府曾经直接通过政策管制来限制企业招收外来劳动力，其主要手段是向招收外来劳动力的企业征收额外的费用，同时，外来劳动力也被限制进入一些特定的行业。今天，虽然大多数歧视性政策已经被取消，但是，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要进入到政府的公务员系统和高收入的垄断行业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社会保障。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由本地财政支撑并独立运转的，因此，各个城市的社会保障均以服务本地居民为主。即使有些城市有专门为外来人口提供的社会保障，其保障水平也比较低，外来劳动力的参与率不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将养老保障的个人账户变成可以跨地区携带的，但直到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养老统筹仍未实现。在现有制度下，普遍的规定是，一个外来劳动力必须在工作地缴费15年后方能享受养老保险，如果未满15年便离开工作地，只能退保，但退保时职工只能带走个人账户中个人缴纳的累积金额，而企业缴纳的统筹部分则只能带走一小部分，这对外来劳动力而言是不小的损失。而这一制度安排又反过来会降低外来人口的参保率。



第三，公共服务，特别是子女教育。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些是没有歧视的，也难以有歧视，比如绿化和公共交通。但是，仍有公共服务项目是与户籍挂钩的，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如果没有本地城镇户籍，就不能以向本地居民实行的收费标准上公立幼儿园。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前的制度是本地公立学校不招收外来务工人员的小孩，即使招，收费也更高，导致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产生，而这类学校由于资金有限，所提供的教学质量相对更差。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已经对外来务工人员开放，但是，那些较好的学校却未能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实行同等待遇。在“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制度下，只有买了房子才被认为是片内居民，这样，大量租房的外来人口实际上就未能拥有同样的教育权利。在修订本书的2016年，由于特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的导向，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歧视政策甚至有所加强。此外，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往往倾向于将高考招生名额分配给本地考生，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面临更严酷的竞争，这显然会造成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并阻滞代际的收入和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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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连的一个结果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中教育实际上也是不对外来人口平等开放的。



城乡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也面临着土地制度的障碍。中国为了保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给出建设用地开发的指标总数，不能突破。这个总数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采取了偏平均主义的方式，这就导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沿海地区更需要建设用地却没有足够的用地指标，而内陆地区有用地指标却使用并不充分，土地利用效率低。设想如果存在一个市场交易机制，用地指标需求更多的地方就可以去购买别的地方相对富余的用地指标，从而可以将更多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而卖出建设用地指标的地方则需要相对增加农业用地的保有量，这在实践中叫农业用地的“占补平衡”。如果允许农业用地跨地区地进行“占补平衡”，东部城市在给外来劳动力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时候，可以得到外来人口在农村老家的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把沿海地区农业用地更多用于工业或者住宅开发。相应地，农民工在家乡的宅基地就可以复耕为农业用地，农业用地总量保持不变。这个做法对用地紧张的城市有利，也为企业提供了用地的空间。农民的宅基地指标成了一笔可交易的资产，对进城的农民工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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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截止到本书写作的时候，跨省（市、区）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仍然是被禁止的，也不允许跨地区进城的农民转让其在家乡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换句话说，农民家里的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被作为资产来交易，这就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巨大的成本和障碍。



在土地政策被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同时，财政转移支付也在起到均等化的作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随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2000年以后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倾向于欠发达地区，中央对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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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32.9%上升到2001年的41.6%（范子英和张军，2010b）。之后，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比重还进一步上升。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本身是对的，但转移支付用于做什么却是值得推敲的，如果转移支付用于发展了违背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可能产生低效率、高负债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具体参见本书第3章）。同时，客观上转移支付也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从而对于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形成了制约。



上述这些制度上的制约加大了劳动力流动成本，对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融入城市造成了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明显高于上一代，于是，制度制约对他们融入城市形成的障碍就更为明显了（刘传江、程建林，2008）。现有的户籍和土地制度实际上都是限制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不愿意让外来人口进城落户并分享公共服务，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实现就业，政府要增加税收，他们也想做大自己的经济规模，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建设用地指标的计划配置和劳动力不充分流动对欠发达地区也未见得是件坏事。在当前的状态下，生产要素未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东部和大城市的劳动力和土地需求未能充分得到满足，既有损于效率，也不利于平等，这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的局面，受损失的是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1.5 本书的视角、结构和主要发现




本书是我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本书将首先用第2章来评论中国城市化走过的道路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且总结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的研究文献。然后，再用第3章系统总结2003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转折点，以及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第4章到第10章里，本书将分别从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展开对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研究，每一章将围绕着一个核心的问题展开。其中，第4章将回答“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的问题。这一章将指出，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是驱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关键机制，正因为如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将对城市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既不利于城市自身的发展，也对遇到劳动力流动障碍的人产生歧视。



第5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与公平？”这一章将研究城市规模扩张对于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从而论证城市的规模经济。数据显示，城市发展过程中平均受教育水平将同步提高，而且通常是在大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更快。城市层面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均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这种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于相对低技能的劳动者影响更大。基于这一研究发现，再对照当前中国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特别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歧视低学历的落户政策，这一章的含义是，用行政手段限制城市规模既不利于发挥城市提升收入、促进就业的作用，又不利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平等地享受城市发展的好处。



第6至8章将在城市层面上研究地理与城市发展、城市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章里，我将中国的城市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在国家层面，我将定义分别以香港、上海、天津为最大港口的三大都市圈，即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都市圈及其辐射范围。在地区层面，我将定义以14个大城市为核心城市的都市圈。从全国层面来说，因为中国经济高度开放，并且沿海地区的大港口是中国经济开展国际贸易的门户，因此，接近大港口就接近了国际市场，也接近了大港口本身及其周边的国内市场。从地区层面来说，接近大城市则接近了区域性的市场。我用一个城市到三大港口的直线距离的最短一个表示其在国家层面处在哪个都市圈及其辐射范围之内，以及它对于国际市场的接近度。同时，本书用到最近的大城市的距离来度量一个城市与区域性的国内市场的接近度。



第6章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这一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接近度影响了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邻近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表现出了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一章还发现，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随着到大港口的距离增加，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再下降。这一实证结果与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的预测是高度一致的。通过三大都市圈的比较，这一章发现，长三角都市圈比珠三角都市圈具有更强的经济辐射力，而环渤海湾都市圈则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港口城市。这一章还对比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行业的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虽然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更弱，显示出服务业发展具有更强的离散化倾向，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高度显著地取决于其到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的。这一研究结论显示，不能认为随着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就将导致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下降。经济向沿海地区和区域性大城市集聚发展的趋势不会被改变。



本书的第7章专门研究土地利用效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针对当前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以及限制农业用地跨地区“占补平衡”的政策，这一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这一章的研究发现，在1990至2006年间，距离大港口（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的扩张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第7章还专门研究了2003年之后将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到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如何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研究发现，这一政策造成人口流入东部的同时，东部的土地供应收紧，结果造成东部地区房价快速上升，并进而推升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这表明，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土地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可能对经济发展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能够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8章将直接把地理和政治因素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由于任何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最终都体现为政府支出和投资占GDP比重上升，因此，这一章分别在短期、中期、长期内比较了城市的地理位置与政府支出、投资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章发现，虽然地理对于城市经济短期增长的解释力并不大，但在长期模型中，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便可以解释城市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相比之下，包括地理在内的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40.4%。这一章还发现，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推动城市的短期增长，但在长期，这些因素却对增长没有显著作用。相比之下，教育却可以缓解一个城市地理位置的劣势，对长期增长有益。因此，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且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而不是片面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那么，政府干预是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扭曲作用，并且对居民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呢？本书的第9章更为关注当前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模式的福利后果，从“高增长、低就业”这样一个现象入手，回答“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这一章从地方政府干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能力较低的现象。如果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政府推动的基本建设支出，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更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并不能充分地创造就业，人民的收入和福祉水平也难以提高。基于中国城市级数据，这一章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即“就业弹性”），但政府干预削弱了外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0.089。从趋势上来看，如果政府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上升，那么，就业弹性就将持续下降。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如果说第7章直接地研究了土地市场上存在的扭曲及其后果，那么，第8章则关注到了资金，讨论了投资和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第9章实际上也涉及了“钱”的问题，涉及了在政府干预之下，经济发展的资本深化进程。第10章则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了“钱”的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拥有巨大规模的存量债务，与此同时，新增债务却仍以较快速度增长，这不利于公共财政的持续性，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引发债务危机。这一章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债务增长机制的地区间差异在本质上仍然是个“空间”的故事：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量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投入，债务—GDP比率的地区间差异本质上是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转移支付对地方债务的影响不同，反映出的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地区间差异。



本书所包含的系列研究采取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调整这一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之下，中国借助于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发展了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挥了劳动力较为丰富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地区间的劳动力没有充分自由流动，又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倾向于内地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和财政转移支付追求地区间的平衡发展，结果是经济结构被严重扭曲，最终，平衡的目标也未必得以更好地实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扭曲因素的严重性，而且，大约是在2003年之后，这种区域间资源配置的扭曲有所加剧，虽然在2003—2008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将这些扭曲所产生的后果掩盖住了，但其对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增速下滑的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能通过改革，改变这种资源配置被严重扭曲的局面，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巨大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将困难重重。反过来说，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改革达到促进市场整合、实现城乡间和地区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目标，那么，借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地区间生产要素回报的均等化，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两个目标将是能够得以兼顾的。








[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口密度数据是包括了市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包括了市辖区范围内的农村，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城市城区的人口密度，因此，我们自己计算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密度”。同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人均GDP数据也有大量误差，并且包括了农业，也不能反映城市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用职工平均工资来反映劳动生产率。图1.1虽然用的是2008年的数据，但如果用其他年份，这一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开放使港口重要性显著提升，这带来了中国经济地理的巨大变化。东北地区的港口条件欠佳，在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方面的劣势非常明显，使得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也从之前的人口流入地转为人口流出地。具体请参见陆铭（2016）中的讨论。







[3]


 
 实际收入是指用名义收入除以物价指数，这样就消除了由于地区间物价差别而导致的收入差别。







[4]


 
 研究的确发现，在城市生活过的劳动力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参见Glaeser和Mare（2001）。







[5]


 
 这被称为“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6]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且只一面沿海的，在世界上恐怕只此一个。比如，美国是两面环海的；印度整个南边是一个三角形，海岸线也很长；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海岸线也很长，而且是东西两边临海的。







[7]


 
 林毅夫等人强调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战略及比较优势的扭曲，以及之后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主要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林毅夫等，1994）。







[8]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9]


 
 高等教育是否属于公共服务并无一致看法。近年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参见本书第4、 5章），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的性质。







[10]


 
 对于“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的思路，请参见陆铭、陈钊（2009a）和陆铭（2010， 2011a），以及本书最后一章。







[11]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通知》中指出西部大开发将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级行政区。






第2章





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与扭曲












任何国家的城市化都不只是一个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过程，它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而这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具体到农民进城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跨地区流动的，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335万人，本地农民工8888万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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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城市化中的关键矛盾不是农民在本地进城的问题，而是农民跨地区进城问题，更具体地来说，主要就是在东部大中城市的那些无本地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如何转为本地市民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而城市化速度应该多快，城市体系如何合理化却是争议的焦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通常一个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半的时候，其城市化速度是有所加快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具体的体现是，“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当前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而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11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51.3%，而201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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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是在城市人口规模和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



在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和政策干预之下，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诸多扭曲。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体系和城市布局不合理，城乡间收入差距仍然巨大，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等问题逐渐凸显，并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社会和谐。这一章将基于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不应用行政手段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不应牺牲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随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更为自由地配置，城市体系的调整必将伴随着经济向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进一步集聚，而且这一道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区域和城乡间人均收入的平衡，从而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




2.1 地理、集聚与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




正如《世界发展报告2009》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World Bank, 2008）。经济集聚在少数地区，是先天地理条件和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2.1.1 地理与城市体系




传统的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解释了地理条件在经济集聚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在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时期，港口的交通枢纽作用使得生产活动聚集在港口周围，这就形成了港口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Mills, 1972, Ch.5; Goldstein and Moses, 1975; Schweizer and Varaiya, 1976, 1977）。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并且存在运输成本，即使在一片各个地方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区域内，在经济的自我演进过程中仍会产生集聚。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企业之所以愿意“扎堆”，是因为通过分享、匹配、学习这三个机制，能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而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大城市的生活更加丰富（即消费品的多样性），更容易找工作，更能够积累经验和获取信息，因此也愿意在大城市“扎堆”。



当然，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的区位理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在解释经济的空间集聚上是互相补充的，对于当前的城市格局的形成，往往需要二者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最初由于地理优势或者历史事件形成的大城市，由于规模效应和外部性，其集聚力量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效果。不管大城市最初形成是由于历史还是地理因素，当这些因素的作用变弱甚至消失的时候，自我强化产生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将使得已有的大城市仍然可能占据国家（地区）经济的主导地位（Fujita and Mori, 1996）。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今世界的很多大城市都曾经是大港口，即使今天这些城市的港口功能已经非常不重要。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经济集聚发展将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World Bank, 2008）。



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之中，经济的集聚程度进一步上升，这时，不同城市所共同形成的城市体系也将发生改变。城市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的城市总是围绕着一些核心大城市而形成一个城市体系。决定一个城市体系中城市布局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主要是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中心城市市场容量较大，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离中心城市越近就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市场，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若生产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其他条件不变时，厂商扩大规模是有利可图的。离心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拥挤效应，离大城市越近，竞争越强，稀缺资源价格更高，如住房和土地租金；另一方面是，经济中有一部分人口是不流动的（例如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者，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这部分人口可能住在远离中心的地带，他们的需求也需要满足，这也会引致一部分经济活动远离中心城市（Combes et al., 2008）。



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体系将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图2.1用一个示意图模拟了这样一个城市体系。在一个单中心的城市体系中，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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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该地区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之间有着“∽”形曲线关系：随着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先下降，到一定距离之后又开始上升，最后又会下降，“∽”形曲线的第二波峰代表着经济体的次中心。是否在“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里会出现第二波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距离和贸易成本，如果到核心城市足够远，贸易成本足够大，离散力足够强，那么城市体系中就会出现次中心。并且，当人口越来越多时，次中心的市场潜力也越来越大，距离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第二波峰的可能性也越大（Fujita and Krugman, 1995; Fujita et al., 1999a, 1999b）。当城市体系中出现第二个波峰的时候，就会在中心城市和第二个波峰之间出现一个“集聚的阴影”（agglomeration shadow），在这一区域内，城市就像处在中心大城市的阴影之下，因为向心力很强，于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市场潜力越大。而过了一个市场潜力的低谷后，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距离中心大城市远反而市场潜力更大。







2.1.2 如何看待城市扩张中的城市病




在城市体系的形成中，离散力通常就是指在大城市更高的生产要素价格（主要是地价与房价），以及产品运往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在城市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中，对于发展大城市的忧虑是城市病，主要体现在拥挤、污染和犯罪三个方面，并且也常常将这些因素作为城市发展的离散力。但是，将城市病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思想正在经受挑战，最近的研究说明，不能简单地认为城市病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关系。



从美国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在拥挤方面，虽然大城市总体上来说通勤时间更长，但是，在1980—2000年期间，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而城市规模与通勤时间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大城市的人使用公共交通更多，这也是他们通勤时间更长的部分原因，如果只比较使用私家车的居民，那么，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通勤时间的差异就缩小了。更重要的趋势是，在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和就业岗位的同时郊区化，这样，大城市那些住在市郊的居民也并不需要长时间地赶往市中心上班，同时，这部分居民也更多地开车。于是，平均来看，大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并没有明显增加。如果只比较那些住得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居民的通勤时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区别就几乎消失了（Kahn, 2010）。



中国还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正确的政策导向不是通过限制城市人口来减少城市病，而应该充分利用城市人口增长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发展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特别是地铁），缓解来往市中心的交通拥挤问题。同时，要引导企业将并不特别依赖于城市集聚效应的一些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分散至市郊，推进就业岗位与居住同时分散化，减少向市中心的交通需求。



随着城市长大，污染会更严重，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的难题，再加上对使用汽车的限制——比如香港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收拥堵费，其结果就是，城市汽车的密度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私家车对于尾气的排放。同时，汽车保有量的控制也使出行的车速不至于太慢，对于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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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思齐等（Zheng et al., 2010）在对中国74个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碳排放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1000人会减少全年平均每户家庭出租车碳排放0.424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放0.837吨。另外，大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更以服务业为主，相比工业城市更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欧美的城市很多曾经历过环境污染再到改善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城市功能在日渐变化。



不仅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单位GDP的减排，从总体上来说，制造业向大城市周围集中也有利于总体上减少污染排放以及治理污染。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指出，“相对于小规模、分散式布局，经济的集中布局和人口的集中居住将大大有利于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本身就是有规模经济的，无论是兴建工业园时的固体废弃物，还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运输设备和机器，甚至道路的照明，只要是在企业之间可以共享、分摊或提高利用率的，都能够通过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而降低单位GDP的污染。在中国，一个省内的城市之间工业产值规模或二产就业规模差距越大，表明该省的经济和就业的集聚程度越高，相应的，该省每单位GDP的工业污染排放就越低（参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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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集聚的发展模式也更有利于完成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减排目标，降低单位GDP的排放。相反，如果盲目地将企业搬迁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给予中小城市相对更多的建设用地使用指标，引导工业的分散发展，反而会加重总体上的环境代价。例如，在中国治理长江污染时，环境管制却导致污染企业向长江上游搬迁，对下游地区还产生了跨界的污染（Chen, Kahn, Liu, and Wang, 2016）。



在犯罪方面，也不能简单地将城市规模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虽然总体上大城市犯罪率更高，但同时，在大城市防范和治理犯罪方面也有“规模经济”。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犯罪率有所上升，但自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的犯罪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大城市犯罪率的下降尤其明显（Kahn, 2010）。拉丁美洲的经验也可以参照。很多人认为，拉丁美洲的犯罪率高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些特殊性。其实不然，最新的研究发现，影响拉美国家犯罪率的主要就是三个因素：不平等、出警状况和监禁率，收入不平等增加犯罪，而增加警察和提高监禁率则降低犯罪率（Soares and Naritomi, 2010）。换句话说，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在一些拉美城市，正是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政策，犯罪得到了有效的控制（Soares and Naritomi, 2010）。相反，如果像中国这样通过人口控制政策来限制城市发展，必然造成城市原有居民和城市新移民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拉开收入差距，增加社会不满，对和谐社会建设不利（Jiang, Lu and Sato, 2012；陈钊、徐彤、刘晓峰，2012）。在中国，有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提高本身并不增加犯罪，但人口中外来人口的比重却增加犯罪（陈硕，2010）。这说明，不是城市化进程本身，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人分成了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是这种身份差异所孳生的社会不公更可能增加犯罪。










2.2 中国的城市体系




经济集聚发展，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规模与功能，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的规律。Krugman（1991）曾提出疑问：“……地理集聚趋势还会进行多长时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经济的几个基本参数，包括制造业所占份额、当前经济规模以及运输成本等。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当时的美国拥有少量的制造业雇员，经济规模小且运输成本高，这样的前工业社会只需要发展一些能够服务于当地市场的小型城镇。工业社会的来临将提高经济集聚的程度，但是，Fujita和Krugman（1995）也指出，运输成本的减少极有可能造成一部分人口从沿海城市迁移到内陆。因此，随着运输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制造业比重的不断衰减，美国和欧洲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表现出“逆城市化”的现象（Frey and Speare， 1992）。有趣的是，在一些城市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一些美国大城市又重新出现了人口的正增长，其中的原因在于，随着知识和信息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城市的集聚效应显得越来越重要（Glaeser and Ponzetto, 2010）。从最近的趋势来看，世界上的主要大城市的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如法国）相比，中国虽然曾经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曾出于平衡区域发展和军事战略的考虑而鼓励经济的离散发展，但自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开放以来，经济的集聚发展仍然是无法避免的趋势。



在中国，“城市”是一个地方的行政机关与管辖实体。根据政府在1963年发表的管理标准，城市是拥有超过10万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城市的定义基本保持一致。



根据中国对于城市的定义，以及城市的行政级别划分，中国的城市分为直辖市、地级市与县级市三个级别，不同等级的城市拥有不同的人口数量。近年，因为撤并和升级的原因，县级市的边界与数量波动剧烈（如表2.1）。自1990年以来，地级市的数量也有大幅度增加，致使地级市的边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时，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的城市数量也明显增加（如表2.2所示）。中国城市数量的增多，特别是大城市数量的增加，是符合国际趋势的。









除了行政级别的差异以外，不同的城市在经济集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理论上来说，规模较大的城市集聚效应越强，越能够成为城市体系的中心城市。但是，对于什么是大城市，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没有明确界线的。根据中国的情况，为了考察初始的城市体系对后来的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影响，我们在一系列研究中将1990年非农业人口已经超过150万的城市定义为期初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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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城市一共有14个，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哈尔滨、重庆、西安、南京、大连、成都、长春和太原。其中，除了大连以外，其他均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这些城市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上海、天津为代表的大港口城市，它们与香港一起，分别是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和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圈的中心港口城市。由于地理上相邻，深圳也可以被认为与香港一起扮演着珠三角中心港口城市的角色。相比之下，在环渤海湾地区，天津的中心港口城市作用并不突出，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分散了天津作为环渤海湾地区中心城市的功能，另一方面，该区域其他大港口与天津的差距不大，也分散了天津的中心港口城市功能。当把中国城市分为三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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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加以考察时，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到上海和到香港的距离都非常显著地影响了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而在环渤海湾都市圈内，一个城市到天津的距离与其劳动生产率关系并不显著，而只有将一个城市到前四位港口的距离按这四个港口的吞吐量进行加权后得到的“到中心城市距离”才显著地影响到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孟可强、陆铭，2011；参见本书第6章）。除上述几个特大城市和大港口之外，其他大城市主要扮演着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角色，它们主要影响的是与其在地理上较为邻近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许政、陈钊、陆铭，2010；参见本书第8章）。



上述14个城市在中国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务院于2010年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列出了21个重点开发区域，其中，经济和人口规模比较大的都市圈均是以上述14个城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具体参见表2.3，其中标下划线的城市属于我们所定义的期初的大城市。







2.3 经济开放与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化




根据城市发展的理论与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未来中国城市化必定出现两个趋势：首先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二是城市人口更多地向大城市集聚，区域间的集聚程度还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在理论界没有疑义，但对于集聚程度的提高却始终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2.3.1 地理、经济开放与城市体系调整




在国际贸易中，当生产要素被转移到边境地区和港口城市时，进入国外市场成本较低。与理论推断相符，墨西哥在贸易改革与市场开放后，开始在更易进入国外市场的区域（尤其是与美国接壤的城市）建立企业，加强了经济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地区的集聚（Hanson, 1998）。



与此相似，中国从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促成了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聚（Chen and Lu, 2008）。在1992年后，中国迅速打开国门迎接国际市场。在经济开放的进程中，国际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1992年之后尤为显著。1994年，官方与黑市的人民币汇率实现并轨。从此，中国正式确立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之后贸易盈余不断增加。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增长。



除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与快速稳定增长的GDP，在中国，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城市化比率的增加，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5年的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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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到底国际贸易与城市体系调整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Fujita、Krugman和Mori（1999）指出，在世界经济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揭示了城市作为国际贸易基本组成单位的重要地位。国际贸易不仅仅起着重塑国家和区域经济地理的作用，还强烈影响着城市体系的演进。



在经济改革开放前，在中央政府的计划下，中国的城市是均匀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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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改革开放政策给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只是选择了一些沿海沿江城市开放，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的政策是打开国门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城市间的地理差异主要体现在与主要沿海港口的距离，而这决定了一个城市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对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城市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出口份额大意味着发展较快。国际贸易还加强了中国主要港口的集聚力，在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涌现了大量新兴城市（Wei, 1995; Anderson and Ge, 2005）。从大城市的分布来看，如果我们将中国按地理位置区分为到香港、上海和天津500公里以内和以外的两大部分，可以看到，在1990—2009年期间，无论是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还是超过200万为标准，靠近大港口的地方大城市的数量和增长速度都明显地高于内地（参见表2.4）。






从地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近年的经济集聚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布局，沿海城市与大城市拥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Ho and Li, 2010）。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城市发展会遵循“中心—外围”模式，那么，地理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会呈现出“∽”形曲线关系。我们的研究的确发现，在距离上海和香港600公里以内的城市，随着到这两个大港口的距离的增加，其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而在600—1500公里之间，经济增长速度随到大港口的距离递增；超过1500公里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又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许政等，2010，以及本书第8章）。



一种容易产生的误解是，既然工业化和经济开放的进程更加利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那么，当内需越来越重要、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时，城市体系将会趋于分散化。这种观点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事实上，由于服务业运输成本更高，它对于经济集聚的依赖程度更高。如果将服务业区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话，生产型服务业通常是在接近制造业的区域发展的，而消费型的服务业发展则必须以更高的人均收入为基础，因此，服务业的发展不会实质性地减少服务业的集聚趋势，但同时的确可能使得东部港口的作用相对下降。具体的分析参见本书的第6章。




2.3.2 中国城市化道路——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




如果地理与城市体系的关系说明经济集聚是经济规律所致，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集聚过度？是否应该走中小城镇发展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历来就有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之争。大城市重点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因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会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例如王小鲁、夏小林，1999，2000；姜永生等，2008；王小鲁，2010）。而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主要有如下理由：（1）以农村小城镇为主加快城市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它可以使大量的农民迅速非农化，较快地进入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肖金成，2009）；（2）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秦待见，2008）；（3）发展小城镇符合我国建设资金短缺的国情（朱选功，2000）。



事实上，大城市发展和中小城镇发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都经历了发展初期的“集中化”特征以及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分散化”特征。因此，城市化推进应该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发展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城市群或大都市圈，通过其强大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有效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城市群带动城市化的跨越（李京文，2008，2010）。在大城市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小城镇可以以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发展制造业；可以发挥其居住功能，为大城市上班族提供居住等生活服务；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以及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产业，连接大城市和农村。



将中小城镇发展视为主要的城市化方向，且与大城市的发展相割裂，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科学性：首先，大城市和小城镇的规模是在每个城市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权衡之下决定的，对于大城市发展，不应只看到其承载力的局限，以及大城市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果人口和资本是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那么，最终城市规模差异主要取决于不同城市的就业创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力。因此，不能只看到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经济资源，便主张经济资源要在不同区域的城市间平均分配。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都在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政策限制的主要是大城市，大城市会因为人口集聚受阻而更难进一步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大城市的辐射作用的，如果离开了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也将受损。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在中国，经济集聚的力量还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区域性大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的作用在加强（陆铭、向宽虎，2012，参见本书第6章）。与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理论相一致，距离区域性大城市的远近显著影响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随着到区域性大城市距离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先下降后上升（许政、陈钊、陆铭，2010，参见本书第8章）。这说明，如果离开大城市的带动，依靠中小城镇推动城市化的路径也难以持续。此外，也有研究从反面说明，通过农村工业化增加就业的道路难以持续（钟宁桦，2011），而这恰恰与农村缺乏发展工业的集聚效应有关。因此，要推进城市化，大城市的发展不应该被政策所限制，而应该让土地和住房的价格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下自发形成城市进一步扩张的遏制力。在区域格局上，东部及沿海地区还将进一步集聚，内陆的大城市也会发挥更强的集聚效应，形成经济的区域发展中心。




2.3.3 行政干预对城市体系的扭曲




在计划经济年代，出于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向内地转移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动用行政力量来进行人口向欠发达地区的迁移。同时，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加强工业的资本密集度，推进城市的重化工业发展，而这就限制了城市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于是，政府便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流动，以防止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在行政干预之下，城市体系出现了“均匀化”的扭曲。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中国第二产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以来一直在50%左右，二三产业之和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到现在的90%左右，但是以城镇常住人口比例计算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才刚刚过半，其中，如果仅以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来计算，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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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明显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大致相等的国家（约55%），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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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跨国数据拟合出一条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关系曲线，并以此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率低于合理水平大概10个百分点（陆铭等，2008）。户籍制度加大了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限制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为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Au and Henderson, 2006b）。人口流入地的城市政府和居民不愿意外来人口分享本地的公共服务，于是，在城市常住人口扩张的同时，户籍制度导致了没有本地城市户籍身份的移民大量增加，使城市内部出现了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严重的“新二元结构”。



其次，在城市化水平受到制约的同时，中国的城市规模也受到了限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规模偏小，特别是缺少100万—1200万人口的城市，大城市的数量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Henderson， 2007；图2.3）。一个城市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人均实际收入会上升，达到峰值后又会下降（Henderson, 1974; Helsley and Strange, 1990; Black and Henderson, 1999; Fujita et al., 1999b; Duranton and Puga, 2001）。其背后的经济学机制是，城市规模扩大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人均实际收入的力量：一个是城市的规模效应，这对人均实际收入的影响为正；一个是拥挤效应，对人均实际收入影响为负。当城市规模上升时，前者在减弱而后者在增强，所以存在着人均实际收入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由正转为负，呈现出倒“U”形关系。Au和Henderson（2006a）用中国数据估计了这条倒“U”形曲线，发现中国城市化的收益是很大的。当城市规模从较低水平上升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非常快，过了峰值以后的下降却是很缓慢的。而中国有很多的城市由于政府强力的人口迁移管制，规模低于最优水平，其结果是大量的效率损失。据他们的估计，中国有大约51%—62%的城市都规模过小，在比较典型的城市，由城市规模过小造成的损失大约占职工平均产出的17%，职工平均产出损失高达25%—70%的城市数量至少占到全部城市样本的1/4。






这里，我想特别加以讨论的是，在Au和Henderson（2006a）之后，陆续又有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发现了城市人口规模与某个度量城市生产率或规模经济效应的指标间的倒“U”形关系，根据这样的曲线，似乎中国规模最大的几个城市已经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由此，似乎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能够控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更有利于提高它们的生产率。但是，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恰恰可能是在这些特大城市实施了某种控制建设用地和人口的政策，同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才导致了规模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在我的团队最近的一项有关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不考虑户籍制度的作用，那么，大城市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技能互补性，但是一旦考虑了户籍制度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户籍限制严格的城市削弱了技能互补性，而此时，大城市反而技能互补性变弱的现象就消失了（Liang and Lu, 2015）。这项研究的一个一般性启示是，当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发现某种规模不经济时，首先应该从供给侧思考是不是因为制度的限制或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不足造成了规模不经济，而不能错误地将问题简单归罪于人口规模，甚至以此作为控制人口的依据。



第三，通过国际比较能够发现，中国的城市规模差异偏小。任何国家的不同城市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规模差异。齐夫法则（Zipf's law）指出，一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规模应该与第一大城市的规模成比例，即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大致是第一大城市的1/2，第三大城市人口应该是第一大城市的1/3，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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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涛和李波（2007）考查了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其结果基本符合齐夫分布，但和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相比，中国较大的城市之间规模差距不足。运用城市规模的基尼系数来看城市规模差距并进行国际横向比较，会发现2000年中国城市规模的基尼系数是0.43，远低于世界上的许多较大的国家，包括巴西（0.65）、日本（0.65）、印度尼西亚（0.61）、英国（0.60）、墨西哥（0.60）、尼日利亚（0.60）、法国（0.59）、印度（0.58）、德国（0.56）、美国（0.54）和西班牙（0.52），只有以前属于苏联的一些国家才有与中国较为接近的城市规模系数，如俄罗斯（0.45）和乌克兰（0.40）（Fujita et al., 2004）。从总体上的经济集聚程度来看，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集聚程度都是偏低的（World Ban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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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因为中国的起点是城市人口均匀分布的计划经济，同时，市场经济在引导经济资源和人口更为有效地在空间上布局，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城市体系正在接近齐夫法则（Chen and Lu, 2015）。



那么，从趋势上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差异偏小的现状在如何变化呢？从1994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基本上处在扩大趋势之中，到2006年这一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54，距离2000年的世界水平还很远（具体参见本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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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城市的GDP总量差异作为指标，中国城市的规模差异水平要远远高于用人口规模度量的差异，而且，两者的差异还有扩大趋势，这显示出，中国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速度要远远领先于人口的集聚速度。即使我们仅用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规模差异作为度量指标，也仍然发现，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差异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和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的比较来看，前者是明显快于后者的。在1990—2006年间，所有城市样本平均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为每年7.77%，而同时期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仅为4.56%，两者相差3.21%，前者接近于后者的2倍。如果将城市样本再进一步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种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的差别在东部相对较小，在中部大一些，而差距最大的则是在西部。换句话说，只有在东部城市，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相对较为同步。而相比之下，在中部，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而在西部，这一比率是2倍多。



在全国范围内，由于生产要素流动受阻，人口和土地的集聚滞后于经济活动的集聚，那么，在一省内部，是否因为市场相对较为整合，从而生产要素的集聚与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同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选取了城市数量较多的20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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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省内城市之间的GDP规模、非农业人口规模和建成区面积计算了前两位城市所占的份额（如图2.4所示）。我们发现，总体上来说，各个省内部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并不明显。但是，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各个省内，非农业人口和城市面积的集中程度也没有相应的提高，两者集中程度甚至在部分省出现明显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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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可作为对比的指标是，在2000年全球1657个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地区，其人口规模的空间基尼系数为0.564。而在一些所选取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间人口规模基尼系数最低的是西班牙（0.52），而中国的人口规模空间分布基尼系数远低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Fujita and Krugman, 2004）。中国一个省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令人担心的是，在人口和土地集聚程度并不算高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省内出现的非农业人口分散化分布可能还是与人口的流动障碍有关。而建成区面积不均等程度的下降则与中小城市发展战略之下的建设用地指标平均分配有关。这种趋势已经背离了经济集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会成为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具体参见本书第1章图1.3）。



人口空间集聚不足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这在人地矛盾较高的中国尤为突出。我的研究发现，在1990—2006年间，距离大港口（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数量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按照道理来说，如果城市扩张可以给经济发展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的话，那么城市扩张之后，土地利用效率应该提高才对。但从数据上来看，只有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会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土地利用效率低的一个后果是，落后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受到严重制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因为内地的人口不能向沿海地区集聚，内地的城市发展必然大量占用土地资源，由此而造成的土地利用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合理性一旦形成，将非常难以调整。






追求区域间平衡发展常常被认为是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的理由，那么，行政干预真的可以抵消地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吗？有观察发现，大约在2004年之后，中国的区域间人均GDP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内地的一些省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了。经济发展和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是钟罩形（倒“U”形）的曲线，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集聚可能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但后来，地区间收入差距可能缩小（参见Combes, Mayer and Thisse, 2008的总结）。世界银行的报告也的确证实，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World Bank, 2008）。但是，这条倒“U”形曲线是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下出现的，而在中国，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并不充分，而同时政府却在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引导资源的配置。那么，地理和政策这些因素在决定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呢？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地理因素都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推动城市的短期增长，但在长期，这些因素却对增长没有显著作用。在控制了地理因素之后，在长期内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只有教育，并且教育有缓解地理劣势的作用（参见本书第8章）。恰恰由于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干预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达到的，这种平衡发展的代价是经济效率的损失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陆铭、向宽虎，2014；本书第3章）。有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前后均由上升转为下降，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吴意云、朱希伟，2015）。如果省际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是在市场力量驱动下实现的，那么，省际分工程度应该上升才对。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各级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于真正能够缓解地理劣势的教育投资，地方政府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实证研究发现，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或者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增加）虽然可以带来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这一效应转向正转负，反而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Chen and Lu, 2008；范子英和张军，2010b；本书第8章）。不仅如此，政府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来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其结果是使经济增长出现了过度资本深化的现象，减少了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而且这在得到了大量财政转移的西部地区更为明显（陆铭、欧海军，2011；本书第9章）。




2.4 扭曲的城市化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是受到阻碍的，另一方面，理论上城市化能给经济带来的一些益处并没有充分实现，反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本书要强调的是，这些困境不是“城市化”带来的，而是“扭曲的城市化”带来的。




2.4.1 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巨大




大量研究都表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而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很大（例如：Ravallion and Chen， 2007； Gustafsson, Li and Sicular, 2008）。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将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当作两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平均收入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农村人口众多的地区，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了。如果把中国的每一个省都看成由农村和城市两个单位构成，那么，中国总体上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就可以分解成城乡间收入差距、不同省的城市之间的差距和不同省的农村之间的差距，通过分解，总体上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中70%—80%可以由城乡间收入差距来解释（万广华，2006）。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在中国内地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趋势。从全球视角来看，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韩国在1994年基本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也在1995年将城乡收入比降至1.4以下（Henderson, 2007）。而在中国内地，城市化进程却伴随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相左的经济事实该如何解释？一般而言，城市化降低收入差距的机制有两条：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进城劳动力在城市里相对收入较低，有压低城市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作用；其次，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耕地资源，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提高农业的人均产出。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政策使得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足，流入城市后所获得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居民还是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农业用地的使用权难以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很难实现。这就导致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机制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由于劳动力流动还不够充分，而政府大量的支出投向城市，经济开放等其他因素又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于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陆铭、陈钊，2004； Lu and Chen, 2006；陆铭等，2005； Wan et al., 2006）。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使得土地价格明显上升，农村土地在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并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之后价格大幅度提高，而这一块土地增值收益也主要被投向了城市建设，这又成为扩大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新的因素。在存在城乡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将困难重重。



近年来，中国省之间和城乡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这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拐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将经济资源配置到欠发达地区，这是我称为“动钱”的政策，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劳动力迁移到较发达地区，这是我称为“动人”的政策。即使当前中国真的已经出现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拐点”，政策制定者也需要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动钱”和“动人”两种政策相比，谁更能够有效且可持续地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当前出现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年以来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结果？这一问题很难用数据来回答，但从世界银行对于国际经验的总结来看，通过劳动力流动的“动人”政策才是地区间走向平衡发展的出路（尚柯、沙安文，2006）。




2.4.2 城市内部社会分割




在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中，有着相当一部分的非本地户籍人口，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在不断提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49.68%，而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亿人，这部分人口与城镇人口数量的比例为36.34%。
 


[17]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所造成的城乡差距也在城市内部造成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差距，形成了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社会”分割（或称“新二元结构”）。除了在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上对外来人口的差别待遇外，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对于非本地城镇户籍的劳动力的歧视。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户籍人口的工资在不断上升，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却没有显著提高，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Meng and Bai, 2007； Zhang and Meng, 2007）。另有数据显示，在2001—2005年期间，对于教育水平可比的居民，农民工的平均实际工资（控制了通胀之后）下降了4%，而本地城镇居民的平均实际工资则增长了7%。较近的数据显示，在2003—2009年间，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农民工与城市单位工资之比从76%下降到了65%。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与城市居民工资之比在2002年是70%，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一比率是63%（Knight, Deng and Li, 201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部课题组（2011）也报告了2003—2009年间全国年平均工资和农民工全年工资收入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并没有缩小，相反还有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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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以及城市新移民所遭受的歧视待遇会降低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张文宏、雷开春，2007）。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一旦形成，就会长期持续存在，并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后果。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市场上和户籍身份相关的歧视会造成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从而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即使消除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户籍身份所造成的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仍可能加剧社会冲突，增加社会的非生产性消耗（陈钊、陆铭，2008；刘晓峰等，2010）。城市内部分割还会影响到信任水平。汪汇等（2009）用上海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非本地户籍人口对小区居民的信任、对社会公众的信任以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水平更低，并且户籍身份的不利影响并不会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消失。更为严重的是，无户籍、低信任的外来人口有集中居住的趋势，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信任水平。城市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还降低了人们的快乐感，因为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代表着机会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也会降低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居民的快乐感，因为与身份有关的不平等会引发人们的不满，造成社会冲突，增加社会消耗，而这些负面后果也会对本地城市居民造成影响（Jiang, Lu and Sato, 2012）。当非本地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在面临着政策歧视的时候，如果能够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制，那么，可能歧视性的政策能够得到改变，但在现行的制度之下，城市的外来人口却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陈钊、陆铭、徐轶青，2014）。而这些相对弱势的外来人口还出现了聚居在一起的现象（陈钊、陆铭、陈静敏，2012），这就可能通过社区内的相互影响加剧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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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经济结构的失衡




中国扭曲的城市化还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扭曲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从生产方面来说，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发展路径相比，在城市化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速度缓慢，压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也相应压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陈钊、陆铭，2008）。工资增长的速度被压低，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增加生产能力，但因为消费增长比产出增长更慢，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依赖低劳动成本和依赖出口的局面。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在2009年，最终消费与GDP的比率仅为48%，而扣除掉政府消费后，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仅为35%。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是与同处于储蓄率较高的亚洲文化下的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更低，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而且主要就是因为居民的消费率低。



扭曲的城市化起到了抑制消费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受阻，农村劳动力和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被压低，这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缩小城市内部有无本地户籍的人口间的收入差距。而在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之下，工资增速相对缓慢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被压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劳动收入占比进入持续下降阶段，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陆铭等，2008； Lu and G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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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增加消费（杨汝岱、朱诗娥，2007； Jin et al., 2010）。



除此之外，现有的户籍制度还制约了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消费。根据我们近来的一项研究，如果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将居民（或家庭）的特征控制住，一个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费要低大约30%。由于农民工的数量庞大，我们大致可以测算出这一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损失”究竟有多大。算出来的结果让人吃惊，它相当于数据所在年份的家庭消费的4.2%，或者中国GDP总量的1.8%。中国每年GDP的增长不过10%左右，这相当于是说，户籍制约的消费相当于每年GDP增长部分的1/5（Chen, Lu and Zhong, 2012）。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不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一项数据，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9%、 9.7%、 20.7%和1.8%（盛来运、王冉、阎芳，2009）。不难看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仍然比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来源来看，他们签订短期合同的比率和来源于个体经营收入的比重均远远高于城市居民。



农民工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还会制约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一方面，农民工跨地区的流动性非常强，于是，他们的行为就将是能省的就省，能租的就不买，因为耐用消费品的移动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各种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均显示，大约在三十几岁之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倾向就会下降，农民工形成了这个回到家乡的预期，那么，他们后半生的收入将有所下降，于是，他们也会增加现期的储蓄以备未来所需（Chen, Lu and Zhong, 2015）。



户籍制度如果不改，那么，它对于消费的制约作用并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从数据上来看，户籍对消费的制约作用对相对较高收入者更大。这其实很好理解，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之后，他对于非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将上升，而吃穿的消费比重则下降。如果将消费分成若干项来看，外来移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其在吃、穿方面的消费虽然也较低，但更明显的差别出现在家庭设备、健康医疗和文化教育这些方面。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户籍制度制约非必需品消费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同时，没有工作地户籍的农民工的数量仍在持续稳定增长，这也会在总量上加强户籍对消费的制约（陈斌开、陆铭、钟宁桦，2010）。




2.5 小结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人们在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而城市化速度应有多快、城市体系如何合理化却是争议的焦点。本章总结了与城市化和城市体系有关的研究文献，讨论了中国城市体系调整的方向与政策。首先，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在城市集聚存在着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方面的规模效应，并且规模效应会自我强化。其次，对中国来说，对出口的依赖、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使得地理因素和集聚效应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三，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城市体系中决定城市空间布局的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在这两个相反力量的作用下，一个城市的市场潜力和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之间存在着“∽”形曲线关系。根据我们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中国的城市体系符合“中心—外围”理论的预测。这意味着，市场力量正在对中国的城市体系产生着某种型构作用，而这背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市场力量发生作用的关键。



虽然市场力量在引导着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是，当前的户籍和土地等制度却仍然在阻碍生产要素流动，扭曲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体系的合理化。由于城乡和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充分，这不仅使得中国经济集聚度不够高，大城市发展不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且还造成了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巨大和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而在宏观上，城乡分割又加剧了中国经济消费不足和过度依赖出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本书将选择几个点，用几章的篇幅告诉读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好处被严重忽略了，而运用行政手段来配置经济资源却可能带来一系列扭曲，其结果可能是使得中国经济走上效率和平衡兼失的城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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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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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之所以在统计上出现城市化率从2010年到2011年的迅速提高，是因为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城市常住人口比重为49.68%，之前的统计对城市化率有所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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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潜力（market access）是指企业可以进入的市场，如果距离大城市近，则可以进入大城市的市场销售产品，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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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

 

Economist


 
）杂志在2012年6月16—22日一期第68页的一篇文章中，也给出了基于世界银行研究的一组数据，说明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人均的交通出行碳排放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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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铭、冯皓（2014）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数据分析。







[6]


 
 在实证研究中，按照历史起点来定义大城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避免这个变量与其他变量后来的取值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内生性”问题，减少由此而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选择150万人口为界线并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只是因为由这个界线界定的大城市与人们心目中的大城市比较符合，而且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这些城市的确发挥着明显的中心城市功能。从表2.2的实际数据来看，如果以100万人口为界线，则大城市太多，而如果以200万人口为界线，则大城市太少。







[7]


 
 在本书里，一个城市属于三大都市圈（包括其辐射范围）中的哪一个，就看它离谁的直线距离最近，这一定义是最为简单和外生的。







[8]


 
 2015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9]


 
 在本书中，我们用“均匀”一词表示缩小城市间规模差距的含义，而用“平衡”表示缩小城市间人均收入或生活质量差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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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参见盛来运（2008），第9页，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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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于万广华和朱翠萍（2010）。







[12]


 
 齐夫法则最早是语言学家George K.Zipf发现的关于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排名之间的规律，同时他也用这一经验规律解释了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详见Zipf， 1949）。在他之后的很多学者也发现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和“齐夫法则”的吻合度较高［见Gabaix和Ioannides（2004）的综述］。







[13]


 
 事实上，即使不从城市角度来看，而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区域集聚程度也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路江涌、陶志刚，2006）。







[14]


 
 有关中国城市规模差异的演变，以及人口和土地两种意义的城市化的差距，具体参见陆铭（2011）和本书第7章。







[15]


 
 我们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城市数量较少的省份和数据变异较大的云南省，重庆归入了四川一并进行分析。在目前的20个省中，2009年的城市数量在8个和19个之间。







[16]


 
 为了保证我们的发现并不依赖于度量指标本身，我们用城市首位度，或者基尼系数来度量经济活动、人口、建成区面积的空间分布不均等程度，所得到的结论与使用前两位城市所占份额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使用基尼系数，得到的经济集聚趋势更明显。另外，图中的空间不均等程度有个别跳跃，这是因为在统计数据中出现了新的城市数据，但这对整个趋势的分析并无实质影响。







[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







[18]


 
 与上述文献均不同的是，Cai和Du（2011）基于中国城市劳动调查（CULS）的研究发现，在2001年、2005年和2010年三轮数据中，户籍对于工资的影响在逐渐减小。但如果分成工资分布的十等分组别，那么，可以看到，在低收入组别，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而在高收入组别有所扩大。这一证据还不能完全否定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按户籍身份的分割。从逻辑上来说，恰恰是较高收入者有可能为获得城市户籍而接受较低的工资。而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政策主要针对低收入者，造成事实上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不足，同时，低收入组别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与较高收入组别的劳动力互补的，因此，其收入的相应提升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较高收入的农村劳动力更加是与城市居民相互竞争和替代的，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更能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而低收入组别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少地体现在收入上，而主要体现在获得户籍的可能性上。在绝对量上，农民工中低收入组别的人数较多，因此，如果不区别收入组别，仅看户籍对收入的影响的平均效应，这一效应就可能会越来越小，从而低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







[19]


 
 陈钊、陆铭（2015）在《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户籍制度的影响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这本书里对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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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之后，虽然工资的绝对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在大多数年份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下降的。






第3章





中国区域发展的集聚与平衡












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场如何兼顾效率与平衡的战略选择。回顾过去三十余年的历程，似乎效率和平衡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市场力量驱动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时候，地区间的差距在2004年之前呈现出了总体上扩大的趋势。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之所以效率和平衡出现了冲突是因为在中国仍然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主要是户籍和土地制度）。事实上，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阻碍，经济向少数地区的集聚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只是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经济集聚的同时，地区间差距却逐步缩小（Word Bank, 2008）。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坚持有利于欠发展地区持续发展的转移支付政策的同时，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的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衡的战略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在制定内部发展战略的同时放眼全球格局。即使通过割裂生产要素市场以使得经济分散化能够实现区域平衡，这也将损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世界各国相互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大国优势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给了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条件。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的集聚发展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特征事实。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而中国的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却较短，并且海运远比陆上运输成本更加低廉，决定了沿海地区具备了带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地理优势。改革开放的早期，那些促进要素向沿海地区流动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为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解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条道路本来就可能在早期经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阶段，同时，又因为户籍和土地制度阻碍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低技能者自由流动），区域间差距被加剧了。正确的战略是以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主，从而兼顾效率与平衡。



然而，在过去十余年当中，由于劳动力跨区域转移仍然受到户籍、土地等制度的制约，因此，政府为了追求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采取了对欠发达地区加大资源转移的扶持政策。值得肯定的是，转移资源的政策的确促进了中国内地更快的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如果承认地理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简单采取转移经济资源的方式来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就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效率损失。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欠发达地区采取了依赖投资来实现赶超的战略，而其投入大量依赖日益膨胀的政府借债，这样下去，如果投资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就可能使负债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甚至最终将违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初衷。在一个大国内部，虽然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是必须的，但是，转移资源的速度和结构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章认为，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而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的速度过快、结构扭曲，那么，必然会造成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一系列资源配置低效率，反而可能危害欠发展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国家整体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



本章按如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二部分论述了区域平衡发展可能采取的战略，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简称“动人”）和转移经济资源（简称“动钱”）这两个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从土地、金融、劳动力等各个方面描述了“动钱”政策的实施状况，展现出十余年区域发展政策的大转折。第四部分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指标，来刻画2003年之后整体经济效率增速放缓的状况。本章的计算发现，2003年之后整体TFP增速不断提高的趋势中止了，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发展受到了限制。第五部分用TFP离散度为指标来刻画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状况，同时也总结了文献中这方面的相关证据。我们发现，2003年后，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趋势确实非常明显，而这一恶化趋势主要是由受到政策倾斜的地区和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恶化所驱动。第六部分是小结和政策含义。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和投资增速下滑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平衡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却在迅猛增长。在这种状态下，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促进国内市场整合和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这样兼顾效率和平衡的发展战略已经是迫在眉睫。




3.1 平衡区域发展的路径与成效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经济集聚的力量使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发展比较快。沿海地区和靠近大港口的地区由于有更高的开放程度，其产业集聚度较高（陆铭和陈钊，2006；金煜、陈钊、陆铭，2006； Chen, Jin and Lu， 2008），同时也比其他地方有着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Ho and Li, 2008；许政等，2010）。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无论是从经济总量上（朱希伟和陶永亮，2011），还是人均GDP（徐现祥等，2011； Li and Gibson, 2013），抑或是人均收入角度（Cai and Du, 2011），地区间差距在大约2004—2005年之前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



地区间地区差距的上升要求中央政府在平衡区域发展上做出更多努力。问题是，怎样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呢？需要强调的是，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应设定为人均收入的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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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使每个地方的经济规模趋同。人均GDP等于GDP除以人口。要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均GDP，既可以在规模经济很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增加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在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等“资源受限产业”减少人口。资源受限行业的产出受到至少一种生产要素总量的制约，产量增长很难，因此，只有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GDP。一个地区是通过增加人口还是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GDP，取决于这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发展工业和服务业，还是“资源受限产业”。



理论上讲，要在人均意义上实现地区间平衡发展有两条路径：第一是在人口不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采用“动钱”的方式，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投资，提高其经济总量。在中国，当面临地区间收入差距时，政府和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通过“动钱”的方式，给欠发达地区更多资源来推动平衡发展。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实现地区平衡发展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即通过去除人口跨地区流动的障碍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人口能够自由流动时，欠发达地区必定会有一部分人向发达地区流动。在这一流动过程中，一方面，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会减缓发达地区的工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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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由于人口的流出，人均资源（包括土地、自然资源等）占有量上升，这对提高留在家乡的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是有益的。这样一来，人口流动导致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的此消彼长，降低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通过放松人口流动来实现地区间平衡发展，也更利于实现经济的空间集聚。而经济集聚可以让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得更加充分。在要素总量给定的条件下，生产中规模经济发挥得越充分，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越高。如果我们考虑经济集聚的力量，那么发达地区人口流入不会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而是会提高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这样一来，人口自由流动有可能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双赢。如果同时考虑公共服务提供，诸如教育、医疗、城市交通、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双赢的可能性就更高。另一方面，对中国整体而言，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使得经济集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强，这些外在条件的变化使得限制人口流动的潜在损失越来越大。因此，通过“动人”的方式来实现地区的平衡发展，具有较强的效率优势，并且这一优势可能越来越强。



如果劳动力流动不够充分，而仅仅采用“动钱”的方式来追求区域平衡，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也孕育着一定的风险。效率损失可能来自于以下两个渠道。第一，资源被人为地引导到利用效率较低的地区将危害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当中央政府在建设用地的分配上给中西部更多指标时，由于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太快，出现用地效率低下的现象。同时，政府在中西部的投资常常投向当地并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从而出现低效率问题。对整体经济而言，资源向利用效率较低的地区流动会损害到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在行政主导的机制下，流向欠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又对地区内部的资源配置产生了干扰，可能会造成欠发达地区内部的配置效率恶化。



如果仅仅是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在平衡问题变得很重要的时候，牺牲效率以换取平衡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考虑到全球化的背景，整体效率的损失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下降，而国家竞争力下降的后果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同时，除了效率损失之外，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的GDP竞争的情况下，倾向于内地的资源配置还孕育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当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用地指标和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以及更加宽松的融资环境时，发展经济的激励会促使它们尽可能地加大资源投入，而较少考虑本地适合发展哪些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规模有可能会和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脱节。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的投资大量来自贷款和债券的话，如果投资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那么就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并使得这些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在中国，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破产，为银行提供资金的国有控股银行也不会破产，因而地方政府难以偿还的债务最终仍然将由中央来负担。而中央政府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只有税收和增发货币两个渠道，前者的后果是税收负担的加重，后者的后果则是通货膨胀，最终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福利水平。



我们在强调目前的区域平衡发展方式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和潜在风险时，并不是说内地不要工业化，问题在于要怎样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土地资源在地理上相对平均的分布，使得每个地方总会存在一部分从事于农业的人口，在地区间贸易存在运输成本时，这部分人口的需求就成为促使经济分散化的力量。并且，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越大时，分散的力量导致在远离经济中心的地方出现次中心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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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国土纵深又如此之大的国家而言，内陆地区产生非农业经济的次中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目前中国内陆地区工业发展中不合理之处在于其发展方式，具体来说，就是速度、布局和结构问题。首先是工业发展的速度。中国的工业发展对投资依赖度很高，而这一问题在内陆地区更为严重（参见本书第9章）。由于地理的劣势，内地的工业要更快发展，势必还要加快投资增速。然而，投资增速过快却会带来资本回报和生产效率的下降。其次是发展工业的区位选择。即使在内地，大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此，出于效率的考虑，内地的工业应该优先考虑布局在内陆大城市周边，形成区域性的都市圈。而目前一些内地省份工业发展的现状却是开发区遍地开花，县和县之间在招商引资上也存在恶性竞争，结果是在一个省范围之内也难以实现工业集聚发展，大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不少省份甚至出现了人口集聚度下降的现象。第三是行业选择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内地的工业发展必须是以存在一定量的农业人口和依赖于本地资源的从业人员（如旅游、自然资源产业）为前提的，因此，有效的工业发展或者是配套这些产业的（如农产品加工和资源产品加工），或者是服务于当地一定范围内的生活需求的（如就近销售的服装和食品），或者是生产少数不依赖于海运的产品（如芯片、软件等）。



在2003年前后，由于人口自由流动远远未能实现，同时又面临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压力，中央政府采取了引导资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方式来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平衡政策仅就其直接目标来看是富有成效的，大约在2005年以后，地区差距在各个维度呈现出收敛的迹象。首先，在总量意义上，省之间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HH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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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5年之后有所下降（朱希伟和陶永亮，2011）。其次，在经济总量差距缩小，而人口流动又不充分的情况下，省际人均GDP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升趋势也在2005年之后发生了逆转（徐现祥等，2011； Li and Gibson， 2013）。第三，区域差距的缩小还体现在收入水平上。在反映工资差距的泰尔指数中，地区差距的贡献从2005年的0.175下降到2010年的0.093（Cai and Du, 2011）。




3.2 大转折：近十多年来的区域平衡政策




地区差距的缩小和政府在平衡地区发展上的各种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和国内要素流动性的加强，经济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集聚的势头变得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户籍和土地等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充分流动，要平衡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转移经济资源成了急需的举措。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央推进区域平衡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增强。区域战略的实施通过中央的一些文件具体落实到某些政策上面，起到了引导要素流动和配置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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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2000年以后加大了平衡政策的力度，而在2003年前后，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在区域间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拐点。一个明显的变化首先发生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被作为支持内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199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强调了统筹平衡各区域用地，主要体现在对东南沿海区和环渤海区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加强限制。虽然土地供给发生在地方，但是由于每个地方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是由中央控制的，因此地方的土地供给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的指标分配格局和对地方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图3.1指出，中西部省份（后文简称“内地”）土地供给占全国土地供给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明显上升。






2003年以后，开发区的设置也被作为支持内地发展的手段。之前，各地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进行着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而廉价土地则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在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用地往往会超出中央规划。为了控制“开发区热”和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国家在2003年7月底开始发文对开发区和建设用地进行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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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清理整顿中，全国开发区数量由6866家减少到1568家，减少77.2%，规划面积由3.86万平方公里压缩到9949平方公里，减少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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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发区清理过程中，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了一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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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映开发区政策作为沿海优先发展政策向区域平衡发展手段的变化，我们基于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调查数据统计了每一个城市在每一年开发区内企业在全国开发区内企业数量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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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将企业地址信息［乡（镇），村（街、门牌号），街道办事处］中包含“开发”“工业园”“工业区”“园区”中一个及以上的企业认定为开发区企业。根据这个定义，2003年曾经是开发区企业的企业中，有63%在2004年不再是开发区企业。考虑到关闭的开发区相对来说级别低、规模小，因此，63%的开发区企业经历了开发区的关闭，这个比例略低于前文引述的官方分布的被关闭的开发区的个数和面积比例，是非常合理的。在图3.2中，我们绘制了东部省份或距离香港、上海、天津这三大港口500公里以内的城市在全国开发区内企业中所占比重。如图所示，在东部或距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内的地区，开发区企业数量占全部开发区企业数量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是突然下降的。






不仅土地资源被用于鼓励内地发展的政策，在资金的地区间配置上，政策对于中西部的倾斜也越来越明显。首先是财政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如图3.3所示，内地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在全国总量中的份额在2003年之后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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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城投债的规模。从图3.4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城投债发债的支数还是规模来讲，内地省份所占的比重近些年来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在2012年，这两个比重均已经超过5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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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内地省份来讲，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其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是有限的。内地省份在2011年全国GDP中占有41.5%，相对于其现有经济规模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内地省份日益增长的负债规模孕育了不容忽视的债务风险。









经济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方向出现拐点之后，也相应地引起了劳动力市场上“拐点”的出现。2003年之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工资的明显上涨（Zhang et al., 2011），这曾被认为是城乡二元经济中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表现，然而这一现象也可能是政策干预的后果。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2003年以后区域平衡的政策在土地和财政等方面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拐点。经济资源向内地的倾斜，带动了内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也相应上升。而在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的相对收紧推动了东部地区的房价上涨，提高了劳动力流入的生活成本，进而推动了工资的显著上升，并且这种工资上升的机制主要是在2003年之后出现的（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本书第7章）。与此同时，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针对农业部门和农村的补贴和扶助力度也有所加强。时隔18年后，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六年下发一号文件推动农村和农业发展。在这些文件中，增加农民收入是最主要目的，其主要手段则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税收减免和加大农业补贴的范围和力度。以2004年1月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为例，新增的补贴项目包括购置和更新大型农具的补贴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两个项目，以及扩大部分作物的良种补贴范围；税收政策上，规定2004年当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在后续年份的力度有进一步的加强，并且从2006年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这些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各种政策提高了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保留工资。对中西部投资引致的劳动力需求上升，以及惠农政策对农民工保留工资的推升，降低了劳动力主要流入地——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加速了其工资上涨。2003年前后区域平衡政策的拐点和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拐点同时出现，不应被作为“巧合”来对待。



总的来说，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人往高处走，资源往低处流”的过程。一方面，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济集聚趋势仍在继续，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另一方面，政府明显加强了通过行政手段引导资源向内地流动的政策措施，在2003年前后形成了政策上的拐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平衡区域发展的政策确实实现了区域经济的收敛，但是，这种平衡发展是以劳动力未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和要素价格扭曲为前提的，其代价则是巨大的效率损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效率和平衡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要素能够充分流动的条件下，二者是统一的。而过于依赖行政手段来改变区域间资源的配置，一旦在速度和结构几方面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则可能在获得平衡发展的同时，产生效率损失。过去十年走过的道路相当于提供了一场“自然实验”，让我们能够评估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得失。




3.3 区域收敛的伴生后果——生产率增长的拐点




在区域发展方面，过去十多年来的政策重点是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其拐点是在2003年前后。如果我们对于行政配置资源的效率损失的担忧是正确的，那么，可以预期的是，效率损失的体现也应该在2003年前后出现拐点。这一节，我们将利用1999—2007年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来展现生产效率恶化的一些事实。



一个国家或者部门的整体效率可以分为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方面。组织效率主要指一个具体的生产单位内部的效率，而配置效率则是指资源是否配置给了最有组织效率的部门或者企业。组织效率的直接度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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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影响因素又可以分为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通常，给定制度因素（包括企业治理结构和政策环境），企业的技术进步会持续提高TFP。相比之下，制度因素却可能出现改进或恶化。简单地计算TFP无法区分是技术还是制度的影响，但是，如果TFP的增长出现较为明显的拐点，则大致可以推断是制度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当这样的拐点与政策的拐点相吻合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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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后，按就业份额加权平均的总体TFP的增长率的确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14]




 如图3.5所示，虽然TFP增长率在年和年之间有波动，但是在2003年以前，其主要趋势是上升的，但是2003年到2007年之间，TFP的增长趋势却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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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间的拐点刚好和前文中描述的政策拐点的时间吻合。






不同地区TFP水平的变化也是使得总体TFP增长率出现拐点的重要原因。如图3.6所示，东部、中部和西部企业之间，TFP的平均水平在2003年以后整体差距变小，然而，这种收敛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增长放缓所致。而东部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占了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其数量比重在各个年份都超过了70%。这样一来，企业占比最高的东部地区，其平均TFP增长放缓可能会导致全国总体TFP增长率的下降。






而东部地区TFP增长放缓和政府的政策有关，其中非常重要的政策因素是2003年开始的开发区清理整顿。图3.7显示，如果剔除企业生产率变化的总体时间趋势，2003年之后，那些由于开发区被关闭而不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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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生产率的下降。这说明之前的开发区政策提高了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但是，如果把样本按企业所在城市到三大港口——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是否超过500公里分成两组，会发现原来享受开发区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开发区被撤销而经历的生产率下降主要出现在距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内，图3.8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意味着清理整顿使得开发区起着正向作用的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了抑制。而在内地，清理整顿中由于开发区被撤销而不再享受开发区政策的企业，和没受到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的企业相比，TFP变化趋势没有明显的差异。









之所以开发区的关闭对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市场潜力不一样。在东部，企业接近市场，如果能够得到优惠政策，那么，借助于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得到“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效果，产出增长得比投入快，于是TFP提高。而同样的政策如果是放在距离大港口较远的地区，那么，产出增长得不如投入快，TFP将下降。对此，我们在一篇工作论文中进行了更为仔细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开发区的关闭大约使企业的TFP下降6.5%，而在距离大港口500公里范围之内，这一损失达到9.62%（Chen, Lu and Xiang, 2016）。



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区撤销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企业作用的差异对平均TFP的影响，还会因为沿海地区受到政策冲击的企业更多而被放大。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3年到2004年间由于开发区撤销而从开发区退出的13040家企业，有11433家位于到大港口距离在500公里以内的地区，占全国受清理整顿影响企业的87.7%；同时，这11433家企业在到港口距离500公里以内地区全部企业中的比重也达到了约11.7%，而对于到港口距离在500公里以外的地区，这一比例仅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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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2003—2004年这一轮的清理整顿对沿海地区的制约作用不仅仅在于有利的政策被取消，还在于清理整顿过程中的地区偏向使得沿海地区有更多的企业蒙受了损失。因此，宏观上的TFP增速放缓，从区域政策角度来看是由开发区的压缩抑制了距离大港口500公里的地区的企业效率所致。




3.4 配置效率的恶化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资源的流动没有任何扭曲，那么市场上所有企业用产值衡量的生产效率都应该相等，否则资源将继续从低生产效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效率的企业（Hsieh and Klenow, 2009）。在中国，要素市场上的种种扭曲使得经济离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甚远。要素市场的扭曲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户籍制度使得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存在诸多的障碍（陈钊、陆铭，2015），金融市场上的管制实际上使得国有企业面临更低的资本成本（Garnaut et al., 2000；卢峰、姚洋，2004），而土地要素更是通过禁止跨地区交易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受到管制。正是这种行政干预使得要素流动障碍重重，从而使得企业间生产效率趋于一致的力量被削弱了。



正如前文所述，近十多年来，生产要素市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更强的行政干预，建设用地指标在区域间的配置甚至在2003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前文我们提到，2003年以后，政府掌握的各种资源——诸如建设用地指标和转移支付——更多地配置给了中西部地区。这种带有区域平衡倾向的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要素向内地的流动，的确在短期内起到了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影响要素流动来实施偏向于中西部的政策，有可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首先，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对中西部的偏向则意味着对东部的限制，这会导致东部的要素价格上涨，挤出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其次，在受到政策保护的中西部地区，较低的要素价格使得较低效率的企业仍得以存活。第三，区域偏向的政策有可能导致投资在地区间的分散化，经济集聚的进程会减缓，这也会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进程终止甚至趋于恶化。



政策扭曲加强的后果，则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如果2003年前后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拐点特别明显，那么，资源配置效率的拐点也将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本章采用TFP的标准差来度量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间的生产效率差异，如果这个差异变大，则反映企业间的配置效率有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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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析TFP离散程度时，首先看全部企业TFP离散程度在时间上的变化，然后按不同的标准将总体企业分组，看不同企业组TFP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变化。分组的标准为三个维度：东中西部企业差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以及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差异。



首先，如图3.9所示，在2001年以前，TFP标准差总体上是下降的，但是在2003年以后，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上升过程。虽然现实中由于行业间的差异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和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我们很难去评价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TFP分布是否具有整体效率，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TFP离散度随时间的变化却比较能够反映资源在企业间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2003年以后TFP标准差的上升，反映了中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那么，从地区维度来看，总体TFP离散程度的增加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呢？2003年后的政策变化使得资源配置更倾向于中西部了，而这种倾向性的政策有可能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竞争程度下降，降低中西部内部资源在企业间配置的效率。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将全部企业按其所在地区分成东中西三组，并计算了组内的TFP标准差，如图3.10所示。我们发现，首先，空间维度上，在整个样本区间内，企业更密集、竞争程度更强的东部地区TFP的离散程度都要低于中西部地区；其次，时间维度上，政策偏向更强的2003年以后的时期，TFP标准差的上升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这两点说明2003年后中西部的资源配置效率确实发生了恶化。有偏向性的保护政策在执行中往往是限制竞争的，这就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另外，从每一年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的数量占比在2003年后并没有减少，这一比重从2003年的73.2%变为2007年的74.1%，这说明中西部偏向的政策并没有使得企业向东部集聚的趋势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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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东部地区集聚趋势减缓而导致东部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一机制并未发生作用。再者，前文的分析发现从2004年开始，东中西企业效率呈现出一定的收敛趋势。综合这几点我们看出，全国层面TFP离散度的增加，从地区维度上来看，主要源自于中西内部的资源配置恶化。






如果说我们推断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恶化，是由于那些弱化了地区内部竞争的地区偏向政策，那么，与此逻辑相一致，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其他维度上受到保护更多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更低。在时间趋势上，2003年之后配置效率的恶化应该更明显地出现在受到保护更多的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检验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以及出口和非出口部门TFP离散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一般而言，国有部门受到的政策扶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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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保护确实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应该更低。如图3.11所示，相对于非国有部门而言，国有部门的TFP离散程度确实更高，同时，2003年之后，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恶化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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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考察了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TFP离散程度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出口部门而言，由于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其配置效率应该更高。同时，我们发现，从2001年开始，出口企业收到的补贴收入平均而言低于非出口企业，换句话说，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平均而言受到的国内保护更少。因此，如图3.12所示，在所有年份，出口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都要高于非出口部门，同时其资源配置效率在2003年后并没有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和非国有、出口和非出口部门TFP离散程度的差异以及其变化趋势本身，也是2003年以后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重要方面。然而部门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和区域之间配置效率差异同时存在，并且其趋势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比较接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部门和区域两个维度同时对样本进行分组，来观察导致总体配置效率恶化的力量主要是来自部门的还是区域的因素。图3.13分别给出了东、中、西地区国有和非国有部门TFP离散程度的变化趋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东部非国有部门的TFP离散度最低，同时其2003年之后上升的趋势也最弱，而东部的国有部门和中部国有部门呈现出几乎相同的效率恶化趋势；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中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东部的差距以及2003年后的恶化主要体现在其非国有部门上，而西部地区无论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和东部的差距以及恶化的趋势都非常明显；从部门角度看，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配置效率差异很大，以至于国有部门TFP离散度最低的东部地区，其TFP离散度也要高于所有地区的非国有部门。这三个现象表明，从配置效率的差异角度来说，国有和非国有的部门差异要大于部门内部地区间的差异，而从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角度来说，2001年后整个国有部门配置效率的恶化，以及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非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恶化，是驱动整体配置效率恶化的因素。图3.14给出了东、中、西地区出口和非出口部门TFP离散程度的变化趋势。不同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结果，出口和非出口部门之间的TFP离散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内部出口部门的配置效率要低于非出口部门。虽然东部地区出口部门TFP离散度远低于中西部出口部门以及所有地区非出口部门，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出口部门的TFP离散度和东部地区的非出口部门比较接近。从趋势上来看，2003年后的配置效率恶化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非出口部门，东部地区的非出口部门和整个出口部门都没有明显的恶化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出口部门的配置效率甚至是改善的。









至此，我们刻画了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在1998—2007年间变化的一个整体态势。总体而言，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在1998—2001年间是优化的，之后经历了小幅度的恶化，而在2003年之后，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得比较严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会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们也从数据中发现，出口部门在这十年期间资源配置效率一直是在优化的，这成为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这一优化力量由于出口企业数量占比在2004年后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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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变弱。与此同时，也存在两股重要的力量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往恶化的方向走。一方面，导致整体资源配置恶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其拐点大致在2003年前后。另一方面，从2002年开始，国有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开始恶化。由于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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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这两股使得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前者，即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同时，其政府债务状况却不令人乐观。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量用于与经济建设有关的支出，如果这一支出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将使债务—GDP的比率有所下降。反之，如果经济建设的投入缺乏效率，并未带来足够快的经济增长，那么，债务—GDP比率就可能逐步上升，并且居高不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各个省实际上结成了统一的货币区，欠发达地区不能因为债务负担加重而单独地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同时，因为劳动力没有充分地流动起来，欠发达地区必须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大量支出只能依靠借债来融资。于是，由于存在统一货币区之内劳动力未能充分自由流动，而欠发达地区又不能单独对货币进行贬值的矛盾，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反而成为负债率更高的地区。对这一现象，我们称之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钟辉勇、陆铭，2015；陆铭，2016）。



图3.15（a）给出了2012年各省人均GDP和2013年6月债务存量占GDP比重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债务存量占GDP的比重最高的省份，其人均GDP都相对较低，其中以贵州最为明显，债务—GDP比率高于70%。这种债务在省际分布的格局也是通过“动钱”来实现区域平衡的政策导向的结果，经济总量区域平衡的目标加强了欠发达地区扩张本地投资规模的动力，然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劣势往往只能通过更低廉的要素（最主要是土地）和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招商引资。而国家在土地和金融政策上的中西部偏向实际上给了欠发达地区实施这些政策的条件，例如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使得中西部省份有着非常充足的土地供给，而金融和转移支付的政策偏向也使得这些地方更容易筹措资金。这些因素使得欠发达地区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然而，陆路运输成本高于海运，在全球化背景下，离港口较远的地区不适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大量中西部城市同时发展工业，必然导致工业发展是分散而非集聚的，违背了工业发展需要集聚的经济规律。如果地理位置的劣势加上离散发展的模式限制了内陆省份工业化的潜力，并制约了未来的偿债能力，而其债务却快速增长，那么，在那些负债较高的内陆省份，债务违约风险将会越来越大。图3.15（b）显示出，在2015年的数据中，欠发达地区债务率更高的现象仍然存在。










3.5 小结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制定兼顾效率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在人口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给欠发达地区更多资源，即所谓“动钱”的路径；二是消除人口跨地区流动的障碍，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即所谓“动人”的路径。当人口跨地区流动受到限制，而经济集聚的趋势却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区域发展失衡现象逐步凸显。于是，2003年前后，中国加强了“动钱”的政策来追求区域平衡，这些政策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通过“动钱”的方式来推动区域平衡，也造成了明显的效率损失，并孕育着相当大的风险。本章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分析了2003年之后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效率损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TFP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一下降主要源于区域平衡的政策对东部地区的限制；二是TFP离散程度的上升，这一上升主要源于从要素价格扭曲中受益的中西部地区。除了效率损失之外，欠发达省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必须看到在短期内牺牲效率换取平衡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面对效率恶化和地方负债等问题，更要看到，人为地扭曲要素市场来实现区域平衡的做法最终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简单地通过转移资源来追求平衡的道路必须经过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两道检验。一方面，如果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削弱了竞争，使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分散化，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这最终会危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受制于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地方，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累积伴随着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隐患。在中国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所形成的低效率和债务风险，无论是以税收收入还是通货膨胀来消解，最终的代价仍然需要全体人民共同负担。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必须在区域发展中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兼顾效率与平衡的道路，即通过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在城乡和地区间充分流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就更加容易实现，这是被理论和国际经验共同证明的（World Bank, 2008）。同时，要素流动更加自由时，经济集聚变得更加容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规模优势才能充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平衡和效率并不矛盾，二者是能够同时实现的。而问题的症结在于，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要对其进行改革将面临来自地方利益的阻碍。但是，必须看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出现的效率损失最终还是要由全体人民来承担，这条道路得不偿失且不可持续。








[1]


 
 事实上，人均收入的差距是不可能绝对相等的，因此，平衡发展的目标最终应是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







[2]


 
 在经济集聚发展的早期，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可能会使发达地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欠发达地区。但在第二阶段，“要素回报均等”规律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使地区间实际收入趋同。这样，地区间差距会走过一条先上升再下降的路径（World Bank, 2008）。







[3]


 
 详见Fujita和Mori（1996）的分析。







[4]


 
 HHI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最初是用来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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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HHI取较小值的条件是企业间的市场份额差别较小，即集中度较低。同样的原理，省域经济的HHI指数越小，代表经济的空间集中度越小。







[5]


 
 例如《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文件）规定，要“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的比例”“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6]


 
 详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70号）。







[7]


 
 参见《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国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总结的报告要点的通知》（发改外资〔2007〕591号）。







[8]


 
 参见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7-04/21/content_590648.htm。







[9]


 
 如果能看到2003年前后开发区数量和面积在地区间分布的变化，则能够比较确切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在2003年的清理整顿之前，全国开发区的数量和面积没有一个完全的统计，而清理整顿结束后，也并未对清理整顿前开发区的数量和面积在区域间的分布做一个回溯性的统计。幸运的是，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库，我们可以计算清理整顿前后内地开发区企业数量占比，以此来反映开发区清理整顿中的地区偏向。







[10]


 
 内地省份转移支付比重在2002—2003年的下降是由于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伴随着中央向地方的所得税返还，沿海地区的所得税基数高，所以拉高了其在转移支付的占比。







[11]


 
 2006年以前，城投债总规模比较小，因此我们的分析并未包含2006年以前的数据。







[12]


 
 关于企业的生产率，文献中较为流行的做法是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度量。根据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的总结，目前TFP的计算方法可分为参数法（索洛残值法）、非参数方法（随机边界法和数据包络法）及Olley和Parks（1996）提出的半参数方法（OP方法）。OP方法计算TFP的优势在于它考虑了企业效率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投入决策和企业效率对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从而同时解决了参数法和非参数方法可能面临的联立因果和样本选择问题。由于这一优点，在分析资源误配的文献中，OP方法成为最常用的估算生产率的方法，并且有一些学者利用OP方法中半参数估计的思想，把其他一些因素纳入资源误配的分析中，例如Shi（2013）就用半参数的方法分析了未预期的生产率和需求冲击对资源误配程度估计的影响。基于此，本章也采用OP方法来计算TFP。







[13]


 
 本章运用1998年至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进行数据分析。该数据库包含30个二位数行业的全部国有制造业企业以及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数据库包含的信息包括诸如企业代码、职工人数、所有制和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以及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包含的主要财务指标。基于本章分析的需要，我们剔除了一些异常样本，这其中包括不在营业状态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低于500万元的；关键变量，诸如企业年龄、企业从业人数、出口、行业代码等变量缺失的；从业人数小于8人的；企业年龄为负或者大于100年的；以及其他一些明显包含错误信息，比如资产折旧、本年应交增值税等财务信息为负数的样本。全部样本经过这一剔除程序，由2224380个观察值减少到1779032个，减少了约20%。另外，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每一年TFP数据进行了缩尾处理，将每一年中TFP最低和最高0.5%样本的TFP分别赋值为该年全部企业TFP的0.5%和99.5%分位数的值。







[14]


 
 我们计算加权平均TFP的方法是先估计每个企业的TFP，再根据企业的就业份额加权平均。对企业TFP的估计中，我们用通过投入产出方法估计的增加值作为企业的产出；同时，我们在估计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时，是分行业进行的估计，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假设所有行业具有相同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只是假设同一行业内企业的要素产出弹性相同。另外提醒读者注意，文中TFP的数值均为取对数后的值。







[15]


 
 2003年到2004年之间，TFP增长率和其他年份相比特别小，可能和2004年的样本数量突然大幅度增加有关，并且新增的企业包含较多的小企业，而小企业的TFP相对较低。2004年是普查年份，剔除异常样本后，这一年样本中的企业数量比2003年增加了44.57%，而2005年的企业数却少于2004年。样本数量的异常变化可能会导致我们对2004年和2005年企业TFP的估计有系统性的偏误，但是我们目前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在本章关于TFP的所有分析中，2004年的数字都可被当作异常点来对待。







[16]


 
 这里对开发区企业的认定同图3.2。







[17]


 
 我们在计算这三个比例时，一方面剔除了异常样本，另一方面只保留了2003年和2004年都在样本中的企业。







[18]


 
 根据Hsieh和Klenow（2009），当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要素流动障碍时，企业间的资本或者劳动的边际产值会有所差别，而这就导致了资源的非效率配置。他们指出，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以产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R）符合联合正态分布时，行业内不同企业面临不同程度要素流动障碍带来的扭曲，对行业总体TFP的损害可以用行业内企业间TFPR的方差来度量。严格来说，本章计算的应该是Hsieh和Klenow（2009）中的lnTFPR，因为我们在估计TFP时，对生产函数中的Y度量用的是增加值，是一个产值的概念。同时我们也没办法得到基于产量而非产值的TFP，这需要知道每个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







[19]


 
 Bao, Chen和Wu（2013）发现，2002年到2009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从就业角度看，东部地区的集聚趋势反而加强了。







[20]


 
 从我们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平均来说，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都是高于非国有企业的。







[21]


 
 既有文献中，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也发现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要低于其他所有制部门。







[22]


 
 出口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数量比重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略有上升，从1998年的27.15%上升到2004年的29%，但是到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23.9%。







[23]


 
 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比重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数量的下降，在我们的样本中1998年国有和集体企业总数量为62926家，2007年为25752家；二是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下降，前者从1998年的57.8%下降到2007年的20.9%，后者从1998年的70%下降到2007年的18%。






第4章





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基于投资扩张和出口拉动的外延式扩张面临难以持续的局面，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诸如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外贸依存度高和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自从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虽然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避免了急剧的衰退，但这政策效应很快消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继续下滑，引发了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备受争议，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否最终缩小了与美国的发展水平差距，的确有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胡永泰等，2012）。自20世纪60年代起，作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到2008年成功“毕业”而成为高收入的，只有12个，并且4个在东亚（Rozelle, 2015）。对于中国而言，是像东亚近邻一样能够成功毕业，还是像拉美那样被甩在后面，未来十年就会有答案。



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要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嫁接“空间”的因素。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人均GDP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人均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好理解，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复杂得多。通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这是Rozelle（2015）强调中国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原因。当然，加大投入提升教育水平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内部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城乡间和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资源的误配置，这成了中国经济的机遇，如果阻碍城乡间和区域间资源再配置的制度性扭曲可以被纠正，那么，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对此，上一章已经展开了很多分析。回过头来再来谈教育，倘若从“空间”的视角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就不再是一个投入和水平的问题，而是包括了在哪投入和在哪提高教育回报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也是城市化率居中的国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落后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Lu and Wan， 2014）。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却不提高城市化水平，在国际范围内没有先例。同样换空间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一个省放在欧洲都是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的尺度。如果分省来看，2014年中国已经有9个省市（其中8个在沿海）的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也都是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是提高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习惯性的思维误区是，中西部省份居民提高收入就是他们在家乡提高收入。从全国的空间看去，事实并非如此，中西部居民提高收入的地点既可以是家乡，也可以是外地，即通过流动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来实现。打破人口流动的障碍，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并让每一个劳动力自由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教育回报的工作和居住地点，这是有效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教育回报的最优方式。



从上述“空间”的视角出发，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合理流动。相比之下，在既有的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经济持续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中，空间视角被重视的程度不够。这一章尝试弥补这样一个不足，强调在哪教育和在哪获取教育回报对于城市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城市之间会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具体来说，我们将回答这几个问题：为什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支持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更为严格的城市落户限制吗？进一步地，这样技能偏向性的落户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4.1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与教育回报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什么？人们会将其归因为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制度。再具体一点，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劳动力质量的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一个问题，而教育的回报能否获得提高，又是另一个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




4.1.1 教育回报的上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印证了教育回报的不断上升。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育回报率被严重的压低（Cai et al.，2008）。不同的研究均显示，从改革开放起，教育回报率逐年上升。在图4.1中，我们可知，教育回报率在1978年仅为-0.642%，到了1987年则上升为3.707%（Fleisher and Wang，2005）；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教育回报从1990年的2.43%，上升到1999年的8.1%（李实和丁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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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之后，从2001年的6.78%，上升到2010年的8.6%（Gao and Smyth，2015）。我们用2005年1%人口小普查的微观数据，在控制了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民族和婚姻状况后，发现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平均提高工资水平13.2%。






私人教育回报的持续上升体现出教育的确在创造价值。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教育回报上升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回报的压制在市场经济下得到纠正。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但这两种解释都还不够，都没有揭示教育回报不断提高背后隐藏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回报中，大学教育带来的回报非常重要。在20世纪末，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大学扩招，大学每年的毕业生数量从当年大约100万增加了到了本书出版时的大约700万，但教育回报持续上升的势头在图4.1这段时期却没有发生变化。要对这个现象给出解释，需要找到那些可能“放大”教育回报的因素。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在提高教育回报方面的作用被严重地忽视了。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Rauch, 1993）。类似地，Moretti（2004b）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上升0.6%—0.7%。Moretti（2004c）同样说明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他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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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中国数据开展的研究也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Liu（2007）采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CHI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市的教育外部性，结果发现，城市教育水平增加1年，个人的工资水平提高4.9%—6.7%。李小瑛、陈广汉、张应武（2010）发现，截至2006年，城镇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工人的工资将提高1%。图4.2绘制了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与2002年、2007年两年职工平均年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的确在城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工资水平更高。如果将个人层面的工资水平对城市平均教育水平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的话，城市教育水平增加1年，2002年城市平均工资增加大约17.4%， 2007年城市平均工资增加大约20%。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教育回报远远高于通常研究发现的教育的个人回报，因此，一定是教育还会通过外部性机制产生社会回报。如果将两年数据合并在一起，并且控制其他个人的教育、经验等特征，以及家庭和城市特征之后，城市教育水平每提高1年，个人的小时工资增加大约11.9%。但是，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实证研究中，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一估计面临着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估计结果被低估或高估，这也是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对此，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处理。






根据我和Glaeser的研究发现，通过使用CHIPS2002和CHIPS2007的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21.9%（Glaeser and Lu, 2014）。如果换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大约19.6%到22.7%（参见下一节的分析）。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的结果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即使给定教育水平和所有其他个人特征，只需要将一个人的居住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他的收入就可以同步提高大约20%（以上几个系数估计值的约数）。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原先教育的私人回报就被高估了，这其中包含了教育的社会回报。



另外，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正外部性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犯罪率。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能会促进城市犯罪率减少，并形成模范效应，带来城市总体犯罪率下降，提高城市的吸引力（Moretti, 2004a）。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影响教育回报的因素不尽相同，包括私有部门的经济比重、不同程度的经济开放度（吸引FDI的程度）、不同的地域性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人均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就会使得教育回报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产生差异。邢春冰（Xing, 2015）的研究表明，城市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农村的教育回报，在城市层面，那些教育程度更高的大城市有着更高的教育回报。



邢春冰（Xing, 2015）的研究显示，在1995年，每年教育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大约一致为3%—4%。到了2002年，广东省以8.4%的每年教育回报率居全国首位，而湖北和云南的每年教育回报率最低（约4.6%—4.7%）。从2002年至2007年，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回报率停止增长并出现下滑的态势（例如安徽和甘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沿海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持续攀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例如北京的教育回报率从6%上升到11%，江苏的增长态势亦是如此。全国的教育回报率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化。高等教育回报升水呈现出类似的态势。可以看出，教育回报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阶段，特别的，沿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成为了该区域教育回报的主体。



为了进一步反映出教育回报的地区间差异，邢春冰（Xing, 2015）利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估计出了所有城市层面的教育回报，估计结果从5%到15%，展现出很大的城市间差异。他发现，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越高。




4.1.2 高技能者的集聚为什么会使低技能者得益？




读者可能会问，难道高技能者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由高技能者自己得到的吗？这样，城市要发展自己，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或者说，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替代掉低技能劳动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skill complementarities），这使得大学生更多的大城市反而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那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原因可能是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的时候，会促进劳动力的分工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补性。其实，这就是市场规模促进分工的“斯密定理”。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技能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大城市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但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Liang and Lu, 2015），但大城市却的确更可能通过促进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梁文泉和陆铭，2016）。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它们的从事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2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Moretti, 2012）。



上述技能互补性的存在都使得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我们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城市高技能者（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时，高技能者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11个百分点，而低技能者（大学以下学历）的工资会增加7.17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将低技能劳动力细分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者和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者，同样发现，城市高技能者比例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幅效果最大（具体见后文中的分析）。



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城市规模对于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通过使用CHIPS 2002和CHIPS 2007年的个人层面数据，我们发现，人们在大城市更有机会找到工作。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而且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中获得的就业机会更多。相比之下，中等技能人群的就业情况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效率与公平均有弊处（陆铭、高虹、佐藤宏，2012；本书第5章）。此外研究也发现，城市规模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正效应：在对收入进行了消胀后，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会增加个人实际收入大概0.082%到0.143%（高虹，2014）。




4.2 高技能劳动力促进城市发展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高技能劳动力之所以能促进城市发展的原因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高技能劳动力本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第二，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会产生人力资本外部性。



我们使用微观数据来展现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对城市内个人工资的影响，回归中控制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教育水平，这时，城市的教育水平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就体现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具体结果见表4.1。从第1列的OLS回归结果可知，高技能劳动力（大学以上教育水平）占人口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工资会上涨6.41个百分点。






但这样简单的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着内生性偏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技能水平的人都有某种共同的偏好，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而这种无法观察的偏好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水平。同时，人均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宜居因素（比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甚至气候），也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高教育程度的人如果更偏好城市的某种宜居性，他们也会愿意为之牺牲一些收入，而居住在那些“宜居”的城市，这样，城市教育水平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就会被低估。



为了缓解上述这样的内生性估计偏误，在第2列中，我们使用Glaeser和Lu（2014）中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运动中每个城市迁出和迁入的院系数量作为城市高技能比例的工具变量。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于城市来说是一场外生冲击，这场运动发生得快（主要集中在1952年），事先无法预期，涉及面非常广。由于当时大量大学教师、学生、科研设备、图书资料等都发生了跨城市的搬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对今天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运用了工具变量估计之后，表中第2列显示，高技能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小时工资会上涨5.66个百分点，若用迁入的院系数量做工具变量，城市劳动力小时工资会上涨5.94个百分点。为了和教育私人回报率更有可比性，在第4列中，我们用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结果发现，个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小时工资会增加10.5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会增加15.5个百分点。在第5列中使用和第2列中相同的工具变量后，教育私人回报率为10.3%，而教育的社会回报率为19.6%，几乎是教育私人回报率的两倍，若用迁入的院系数量做工具变量，二者分别为10.1%和22.7%，这与我们（Glaeser and Lu, 2014）使用CHIPS数据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此外，Xing（2015）发现，城市人口越多，大学生比重越高，教育回报率越高，这也可以由人力资本外部性来解释。因此可认为，高技能者的存在会促进城市平均劳动力工资的提高。



人力资本外部性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产生的（Fujita and Ogawa, 1982; Glaeser, 1999; Lucas, 1988; Lucas and Rossi-Hansberg, 2002），于是人力外部性的存在只局限于很小的地理范围之内（Fu, 2007; 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8），这会导致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以享受人力资本外部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高技能比例越高的城市在后续的发展中会集聚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从而出现城市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分化。



我们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并借鉴Berry和Glaeser（2005）的做法来考察2000年城市人力资本情况对2000—2010年期间的城市人力资本变化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4.2。在前2列中，我们是用高技能比例的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初始的高技能比例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在第1列中，2000年的城市高技能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2000—2010年的高技能比例会增加1.3个百分点；在第2列中，即使我们控制了2000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结论依然成立。考虑到高技能比例的变化可能不是正态分布，所以在第3列中，用高技能数量的对数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这相当于高技能数量的增长率，结果显示，2000年高技能比例越高，2000—2010年期间的高技能数量增长率越低。这个较低的增长率是因为基期的高技能比例高。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的高技能比例影响后续高技能比例的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Berry and Glaeser, 2005）。









从表4.2的回归结果可知，城市的高技能比例会影响后续的高技能比例，而低技能比例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呢？为此，我们在表4.2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低技能比例，具体结果见表4.3。从表4.3的结果，我们发现，城市初期低技能劳动力比例越高，在后续时间段内，高技能比例不会出现增长，甚至可能会出现减少。与此同时，我们再次发现，初始高技能比例会显著增加后续的高技能比例，也说明了表4.2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既然高技能比例越高的城市，在后续的发展中会集聚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那么城市间人力资本水平就会逐渐分化。我们利用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考察城市间人力资本差异，所用指标包括均值、标准差、75—25分位之差、差别指数和隔离指数。
 


[3]




 从表4.4的结果可知，平均而言，大学生比例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间大学生比例的差异程度也在扩大。






总而言之，高技能劳动力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在此，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人力资本的分化，那么，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那中小城市是不是会出现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积累而难以发展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应该通过政策推动人力资本向中小城市转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政策目标是什么。如果政策的目标本身就是推动大学生在空间上均匀分布，或者说在某些特定的行业，人力资本的地区间均等化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那么，通过政策干预城市间的“人力资本分化”当然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医疗、司法等公共服务行业，在有很强正外部性的教育行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引导大学生转移向中小城市本身就是重要的。从短期来说，这种均等化有利于提升中小城市的生活质量，在长期，则有利于提升这些地方的人力资本积累。但是，请注意，对于绝大多数的行业来说，从经济效率上来说，推动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因为人力资本向大城市的集聚本身就是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对于大学生需求更多的结果，而一个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却相对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人力资本回报没有大城市高。换句话说，大学生的空间分布本身就是微观个体最大化人力资本回报的结果，除了上面列举的一些行业之外，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人力资本并不是社会最优的。




4.3 城市发展中的技能互补与户籍制约




既然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那为什么低技能劳动力也会共存于城市呢？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互补。



技能互补体现的是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假设城市内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两种劳动力，从生产率来看，若高低技能劳动力能够互相促进对方生产率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从就业情况来看，若高低技能劳动力能够互相促进对方就业量的增加，同样说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



首先，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用2005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见表4.5。表4.5显示，当城市高技能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时，高技能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11个百分点，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会增加7.17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将低技能劳动力细分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者和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者，同样发现，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幅影响最大，和其他的文献类似（Glaeser and Lu, 2014; Moretti, 2004b）。因此可认为，在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






然后，从就业量变化来看高低技能互补。如果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不仅会促进下一期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也同时会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存在互补。我们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具体情况，结果见表4.6。结果发现，2000年高技能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则在2000—2010年之间，高技能比例显著增加1.129个百分点，中等技能劳动力显著减少1.479个百分点，而低技能劳动力则会增加0.351个百分点，虽然显著性水平没有达到10%，不过系数的
 
t

 值已经大于1（系数大于标准误）。因此可认为，在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类似情况在美国也出现，从1970年到2000年期间，城市的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导致后续10年内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增加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比例也在增加（Berry and Glaeser, 2005）。






在企业层面同样可以看到技能互补现象。技能互补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面对异质性的劳动力，企业在雇佣决策时就必须考虑异质性劳动力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异质性的劳动力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外部性，同时也会存在沟通成本，只有当正外部性大于沟通成本时，即只有当异质性员工之间存在互补时，企业主才会增加员工的多样性（Lazear, 1999）。一般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员工产生的正外部性大于沟通成本，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而年龄、种族等异质性的影响则相反（Garnero and Rycx, 2013; Parrotta et al., 2012）。Liang和Lu（2015）利用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内就会出现高低技能互补。



技能互补的存在就可以解释为何高低技能劳动力会共存于城市中。反过来，城市的发展会如何影响技能互补呢？大城市中，具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这必然会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与此同时，大城市也可能影响高低技能之间的互补性。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但平均技能水平和小城市却相差无几（Bacolod et al., 2009），而且大城市间的技能水平具有更大的方差（Gautier and Teulings, 2009）。Eeckhout等（2014）首次从城市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技能互补，并利用美国数据分析大、小城市的技能分布，发现在大城市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则更低，这充分说明了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



我们利用2005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对比不同城市间的技能分布情况来考察高低技能互补情况。我们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定义为高技能，大专和高中学历者定义为中等技能，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者定义为低技能，然后直接看大小城市间这三类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具体情况见表4.7。我们可以知道大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785年，而小城市的为8.465年，二者之间相差1.32年，在1%下显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者，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却更低。美国的情况与表4.7的情况相反，美国的大城市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者的同时，也具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者。






如果以实际工资来衡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考察城市内劳动力的技能分布，结果见图4.3。从右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具有“厚尾”性质，这意味着大城市同时具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则是完全向右偏移，这意味着大城市拥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






大城市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等机制提升劳动力收入的同时，也会增加生活成本。通过权衡可得的收入和相应的生活成本，劳动力选择不同的城市以获得效用最大化。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时，同类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会获得同等的效用水平，进而达到空间均衡。一旦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劳动力无法流动到本可以获得更高效用的城市，就会造成效用损失；另一方面劳动力可能会为了某些特殊利益而迁移到特定城市，或者会为了享受既得利益而滞留在特定城市，也会造成扭曲。



从图4.3中，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城市中集聚了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整体向右平移了，说明了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却没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和定居的成本。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Chan and Buckinham, 2008），缺乏所在城市的户籍，会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面临种种歧视（陈钊、陆铭，2015）。户籍制度是偏向高技能的，它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户籍制度基本上不会阻碍高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常见的情况却是高技能劳动力为了享受户籍背后所包含的公共服务，宁愿牺牲部分工资以获得大城市的户籍，而不是到其他城市寻找更为匹配的工作。其二，户籍制度阻碍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到收入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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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但导致个人福利无法得到改进，而且也会抑制技能互补进而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



首先，户籍制度改变不同城市的技能分布。从图4.3中，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是右偏的，大城市相比于小城市并没有吸引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这多大程度上是户籍制度带来的，却是需要回答的。我们参考Firpo等（2009），将影响技能分布的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见表4.8。表中的落户门槛指数是借用吴开亚和张力（2010）的研究，指数越高则说明落户难度越高，户籍限制越紧。结果表明，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比如处于技能分布10分位点），落户门槛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户籍指数越高，处于10分位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大城市的比例会降低；而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比如处于技能分布90分位点），落户门槛指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户籍指数越高，处于90分位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大城市的比例会提高。因此，户籍制度确实会导致城市中集聚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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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影响了城市的技能分布，进而会抑制高低技能互补。Liang和Lu（2015）考察了企业内的技能互补情况，并分析户籍制度对企业内技能互补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大城市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企业内技能互补性。因为大城市具有更强的户籍门槛，我们分别在模型中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和户籍门槛的影响，结果发现，更高的落户门槛指数的确不利于增加企业内部的技能互补性，而一旦控制了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的影响之后，城市规模有利于提高企业内技能互补的作用便得以显现。



此外，当存在户籍限制时，外来移民（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在大城市落户，无法享受所在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只能将老人和小孩留在老家，并且导致妇女更多地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家人分离一方面会影响孩子教育、成长和老人的健康；另一方面会导致外来移民更多地将工资寄回老家，进而降低所在城市的消费需求，而这种“外地人只挣钱不花钱”的消费需求萎缩又进一步影响到本地居民的工资。我们利用CHIPS2002年移民的样本算出城市每个移民汇款回家的均值，然后乘以2005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每个城市的移民数量得到每个城市中移民寄回家钱的总额，估计它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移民寄回老家的钱每增加1个百分点，或者一个城市在家庭层面汇回老家的钱的均值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得城市本地人的工资减少大约0.05个百分点（Liang and Lu, forthcoming）。这个数值在量上虽然并不算大，但至少说明，如果城市不能让外来劳动力安居乐业，那么，其消费需求的萎缩对本地居民并无益处。




4.4 小结




本章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市的技能分布及变化情况，得到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它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背后的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力不但自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且也会产生可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提高其他居民的劳动生产率。



然而，高技能劳动力不是城市发展的全部，它也离不开低技能劳动力的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并且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



最后，我们发现，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偏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政策使得大城市具有相对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却具有相对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而抑制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和高低技能互补，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本章的结论说明，如果错误地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的升级换代只需要更高生产率的高技能劳动力，却忽略与高技能者互补的低技能劳动力，则必然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中，服务业是大城市发展的关键，也是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而低技能劳动者是消费性服务业的供给者，若将低技能劳动力排斥在城市之外，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巨大。



城市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自由和多样性（Jacobs, 1969；波特罗，2006）。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不利于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一线城市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如果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短缺进一步传导到其工资水平上，那么，就将进一步危害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劳动力需求上升，这种需求方的因素带来的城市的劳动工资上升是好事，恰恰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但是，如果是因为供给方的因素，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受到限制，从而工资上涨，那么，这种工资上涨就可能会使劳动成本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国家在对待国外移民时，可以通过国际移民政策挑选高技能人才和投资者成为本国国民，同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引入来自一些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却并不给予国民待遇，从而有效地降低劳动力成本。但一国内部的移民问题却完全不一样。首先，国内移民应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在中国传统体制下的“市民待遇”是统一国家内部不能在法理上成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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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抛开“权利”不说，如果直接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劳动力的流入，其人力资本外部性、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和消费外部性均会被削弱，最终会对特大城市的全球竞争力不利。第三，行政性的限制国内移民的政策将削弱特大城市对于国家发展的带动力，相比之下，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经济体而言，就无所谓“特大城市对于国家发展的带动力”的问题。第四，即使行政性的管制劳动力流入能够成功，较发达地区仍然需要通过税收来支持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地区间移民越不自由，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越大，越需要采取“动钱”的策略来缩小地区间生活质量差距，由此产生的低效率和债务负担（参见本书第3章），较发达的特大城市一样要负担。



基于本章的分析，对应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创造条件促进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也要逐步有序地减少直到消除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制度性歧视。即使如此，通常人们还会有一个担心，如果放开移民，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移民，他们在竞争更激烈、成本更高的大城市也无法工作和生活。事实上，如果存在技能互补性，恰恰是大城市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更为旺盛。下一章将专门讨论城市规模与就业创造、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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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Zhang等（2005）发现教育收益率从1988年的4.0%增加到2001年的10.2%。







[2]


 
 相关的综述文章可参考Audretsch和Feldman（2004）及Moretti（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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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衡量多少比例的高技能需要重新分配使得高技能在所有城市间的分布是相同的；

 
 
，是用来衡量每个高技能者周围的人有多少比例也是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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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少数特大城市实行的积分落户政策之下，低技能劳动力几乎没有通过积分落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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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4.8中，我们也发现，高技能比例系数在10分位点是显著为正，而在90分位点则显著为负，这也部分说明，在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之后，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的确带来了更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在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形成了竞争效应；产业结构（三产—二产比率）的系数在10分位点显著为负，而在90分位点显著为正，这说明，相对于二产的发展，三产的发展并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城市的三产更偏重于生产型服务业，而吸纳低技能劳动力的消费型服务业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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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法理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作者的另一部通俗的著作《大国大城》（陆铭，2016）。这里，仅说明一句，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本国国民在国内自由迁移和居住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共服务平等覆盖到常住人口（甚至合法常住的外国人）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第5章





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与公平？












城市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引擎，是提升收入水平的动力，也是创造非农就业的源泉。由于在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方面认识不足，实际政策往往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具体的手段就是控制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和居住证积分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疑虑充分地显示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利益的考量，而全局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则被忽视。由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的城市发展目前普遍存在着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的问题。由于户籍等制度长期构成了对于城市扩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过于本地化，城市规模过小，因而无法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限制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Henderson,2007）。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许政、陈钊、陆铭，2010；本书第6章）。因此，在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集聚不足而非过度的现实下，盲目限制大城市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



在户籍制度改革背后隐藏着对于城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担心。事实上，即使在市场机制下，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城市规模扩张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对于城市发展所伴随的“城市病”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技术和管理的问题。另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人们特别担心，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刘学军、赵耀辉，2009）。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甚至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会快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但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足够的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



那么，城市扩张到底会对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对此问题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是，与过去相比，如果城市扩张了，失业率是否会上升。这种思考方式没有必要，如果时间意义上的城市扩张会增加失业率，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就应该观察到随着城市规模日益长大，失业率将越来越高，而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如果将农村地区的就业不足也计入失业率，那么，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扩张，就业率只会上升，总体的失业率会下降。



对于城市扩张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提问方式是，与发展中、小城市相比，发展大城市是否更加有利于增加就业？针对上述的知识空缺和政策争论，本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CHIPS2002和CHIPS2007），研究了城市规模与个人失业概率的关系。本章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我们还发现，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促进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者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影响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措施不仅损害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城市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而且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的政策恰恰限制了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最大的人群，从而使得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技能劳动者相对受损最多，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



近年来，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这种理念不仅强调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强调经济增长的模式。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不仅要使不同部门广泛受益，而且要将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劳动力“包容”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而就业创造即为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就业的限制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5.1 规模经济对就业和收入的提升





5.1.1 城市发展与收入增长




城市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但是，直到Krugman（1991）之后，有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才普遍受到重视。新经济地理学的文献认为，由于生产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节省生产成本。而且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多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却不至于使每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太高，从而能够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由于存在交通成本，厂商会选择在市场需求相对较大的地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带来集聚地区总体上更大的生产规模。与此同时，生产的集聚也会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在均衡处，集聚地区更高的要素价格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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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追逐利润的厂商会选择其他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



在实证研究中，Sveikauskas（1975）发现，相比于小城市，大城市的职工平均产出和职工工资更高，显示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以城市的人口数量作为度量）平均每扩大1倍，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约4.77%—6.39%。Glaeser和Resseger（2009）的实证结果也显示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他们的研究以城市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以城市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个人小时收入等指标作为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无论是城市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更高的城市相对更大。类似地，城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也存在。Au和Henderson（2006b）有关城市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倒“U”型关系的发现正说明，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收入提升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往高处走”。对于迁移人口来说通常是要追求更高收入的，但问题是哪里有更高的收入呢？流入地的城市有何特征呢？在本书的第1章，我们就已经用图1.1说明，大城市通常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果我们直接来看城市人口规模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发现两者的正相关性。图5.1的确显示出，在市辖区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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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的话，可以看到，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这显示出，收入仍然是劳动力流动更为重要的拉动力（夏怡然、陆铭，2015）。






通常来说，大城市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那么，其工资水平更高，是否只是因为人口的教育水平更高呢？近年来的一个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方向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上一章中，我已经提到，由于存在社会互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学习和创新机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形成“教育的社会回报”的重要机制，意思是说教育不仅使个人收入提高，而且一个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或受高等教育者的比重）提高，也能够提高个人收入。



如果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都更倾向于迁往大城市生活和居住，直到大城市的收入不足以弥补生活成本时，生活成本成为自然的阻止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的机制。美国的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更多的是向大学毕业生比重本来就比较高的地方集聚，这充分体现出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效应（Moretti, 2004a; Glaeser and Ponzetto, 2010）。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否也出现了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呢？我们利用1982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1982年大学生比例较高的城市，在之后的18年间，大学生比例的上升幅度也更大（参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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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结果显示，中国也同样出现了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趋势。异曲同工的是，肖群鹰和刘慧君（2007）发现，人口密度大的区域迁入人口更多，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因为人口密度大有利于社会互动和相互学习，从而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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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仅仅是为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着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本地户籍居民比外来人口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高学历者倾斜，于是会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学历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







5.1.2 城市扩张与就业创造




如果说大城市工资更高，反映出集聚对于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那么，是否会因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导致失业问题呢？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主要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创造劳动供给的同时，也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提高，甚至会因为规模经济效应而使得劳动力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同时，如果集聚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使得劳动需求曲线向外移动，从而带来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同时上升。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大城市中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暗含着其后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更多的就业机会能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就业概率。从现实的观察来看，劳动力更多流向大城市找工作，就与大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更强有关。



如果大城市发展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能够有益于就业，那么，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带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了吗？我们运用1982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考虑了1982年城市大学生比例与之后18年间人口规模的增长，结果发现，两者的确有正相关关系［见图5.3（a）］。如果看初始年份的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见图5.3（b）］。大城市人口增长更多是不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的呢？我们还通过对比1990—2000年的城市级移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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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了城市教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对于移民数量的影响，仍然发现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和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的确吸引了更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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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贸易品部门是城市就业岗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一部门，城市规模对就业的效应将被放大。在一个经济中，有些产品的运输成本较大，阻碍了其产品的地区间（或国家间）贸易，服务业的大多数均属于不可贸易部门。如果某个生产可贸易品的产业由于某种原因增加了劳动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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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冲击会增加该产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进而带动整个城市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上升。而总收入的上升必然会带来不可贸易品部门需求的扩张，从而增加不可贸易品部门在均衡处的工资和就业。Moretti（2010b）利用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这种“就业的乘数效应（employment multiplier effect）”进行了检验。他的实证结果发现，制造业部门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带来1.59个就业机会，并且高技能类制造业就业增加的乘数效应更为显著。




5.1.3 城市提升收入和就业效应的差异性




城市规模在为所有劳动者带来收益的同时，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从中获益的大小可能并不相同。不同技能者受益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如果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是由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带来的，由于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不完全替代性，高技能者就业量的增加会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从而增加低技能者的均衡工资和就业量，而高技能者之间却是相互替代和竞争的，这会削弱他们从集聚中所享受到的好处。比如医生增加将提高护工的需求，但医生之间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竞争的。



其次，当城市规模效应通过知识溢出机制而产生作用时，高技能劳动者集中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扩大会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且同样由于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和高技能者之间的竞争效应，低技能劳动者可能获益更大。通过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分别进行分析，Moretti（2004c）的研究证实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从知识溢出中受益的差异性。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城市大学毕业生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高中辍学者、高中毕业生、受过一定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和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平均来说，分别是1.9%、 1.6%、 1.2%和0.4%，低技能者受益更多。



最后一方面，由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更多地集中于低技能的服务业，而低技能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部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相比于高技能劳动者，从事服务业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可替代性不高，可能从集聚中享受更多的好处。既有文献发现，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虽然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直接需求不高，但并没有在总体上显著恶化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前景，相反，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在低技能的服务业部门找到了工作。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电脑主要替代了一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有一定要求的重复性劳动，如打字等，却无法替代诸如保姆、打扫卫生等人工工作和律师、医生等复杂的工作。并且，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有与其互补的服务业为生产配套，从而带来了服务业就业的增加，例如对于快速的信息和文件传输的需求催生了城市速递业务。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就业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和低技能的服务业，这种现象被称为就业的“两极分化（job polarization）”（Autor, Levy and Murnane, 2003）。在美国和英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越来越集中于不可贸易品部门，并且这种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在地理上的接近（Manning, 2004）。对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集中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除了两种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互补性以外，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技能劳动者时间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其对保姆、打扫卫生等低技能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更高（Mazzolari and Ragusa, 2008）。



在中国，城市规模经济对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效应差异还与制度有关。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的，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着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本地户籍居民比外来人口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高文凭者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如果城市经济缺乏“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创新过程，从而无法为高技能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大学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供给将偏多，甚至会削弱城市规模对这些劳动者的就业增长效应，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寇宗来和周敏，2010）。而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除了集聚本身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其带来的就业改善外，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生产中的互补性，以及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服务业的需求，均能为其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当高技能者在城市供给过多，而低技能者受到制度制约、供给数量相对不足时，低技能者的就业概率反而会被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规模的扩大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为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




5.2 数据与模型




为了检验城市规模是否显著地影响了就业概率，以及这种影响对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差异，本章使用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这个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城市居民相关信息，样本为国家统计局年度家庭调查的一个子样本。其中，2002年的数据涵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12个省级行政单位的70个市和县，包括6835个家庭的20632个人；2007年的数据涵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和四川9个省级行政单位的19个市和县，包括5000个家庭的14699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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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988年、1995年两轮数据相同，2002年和2007年的调查也采取了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者在第一阶段先选择城市和县，再于第二阶段在所选的市和县中抽取调查家庭。此调查涵盖了大量个人层面的人口和经济社会信息，使我们能够在控制个人特征的基础上，识别城市规模对就业的影响。



我们的回归主要考察了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城市规模是否会对个人的就业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回归中，我们分别用城市的总人口数量和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自然对数度量城市规模。根据前文的分析，集聚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就业。集聚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集聚带来的城市总收入的上升会增加不可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增加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就业机会，这种情况在高技能者更为集中的城市更为明显，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服务需求较高，由此带来高技能者对低技能者的“消费溢出”。因此，我们预期，劳动者在拥有较大人口规模或者较多大学毕业生的大城市中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正是本章所要检验的核心假设之一。市级层面的人口和大学生数量数据均来自于20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此外，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可能影响就业的城市特征，如城市的物质资本投资、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这些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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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量模型是基于个人层面的Probit模型。我们假设个人的就业概率由以下方程决定：






其中下标
 
i

 和
 
j

 表示居住在城市
 
j

 中的个人
 
i

 。回归的样本限于劳动年龄人口，即年龄处于16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和年龄处于16岁到55岁之间的女性。另外，我们的回归排除了不在劳动力的样本，不在劳动力的样本通过问卷中有关个人在城市所处的状态和身份得以反映。据此，我们的样本排除了离退休人员、离退休再工作人员、家务劳动者、家庭帮工、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校学生、学龄前儿童以及等待分配或待升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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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解释变量
 
Employed

 是一个有关个人就业状态的0—1变量，若一个人是有工作的，则取值为1，若失业，则取值为0。







在回归方程的右边，
 
X



ij






 是可能影响就业的个人特征向量，包括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年限、潜在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是否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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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是否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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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没有在个人特征中包括年龄变量，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回归中已经包括潜在工作经验这个变量，它是由个人年龄减去受教育年数再减去6得出的。如果在回归中同时包括年龄和工作经验，会带来完全共线性的问题。
 
Scale



j






 是有关城市规模的一个度量，根据不同的需要，我们分别以城市总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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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然对数和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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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1






 的大小和显著性是本章所关注的核心。根据前文论述，若大城市的确能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则我们预期
 
π



1






 显著为正。



其他可能影响就业的城市特征被包括在
 
City



j






 向量中，包括1996—2000年间平均外商实际投资额占平均GDP的比重，1996—2000年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平均GDP的比重，1996—2000年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平均，1996—2000年间平均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平均GDP的比重，2000年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和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以及是否省会城市的0—1变量。控制这些变量主要是为了减轻可能由劳动力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导致的遗漏变量偏误。一个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城市规模（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在城市中的集中）、城市居民就业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由于经济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规模更大的城市吸引了更多资本的进入，而资本增加本身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因此，忽略资本积累的回归会造成对规模系数的有偏估计。另一个需要在个人的就业决定方程中考虑资本积累的原因涉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当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的时候，城市中部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城市的企业增加物质资本投资，以使企业的资本量和这部分高技能的劳动力相匹配。结果是，在均衡处，城市的物质资本投资增加会提升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Acemoglu, 1996, 1998）。控制一个城市的外商实际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由此需求因素带来的城市规模对就业影响的估计偏误。此外，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城市的规模和其产业结构相关，同时，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就业吸纳能力也会使得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劳动者就业产生影响。在回归中控制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主要是由于在不同规模的城市，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往往并不相同，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影响就业。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城市的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和每万人人均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这主要是因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会通过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和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另外，城市基础设施的改进也会起到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作用，从而对城市规模产生影响。而在回归中加入是否省会城市的固定效应是为了控制和城市行政级别相关的，并且会同时影响城市规模和就业的不可观测因素。



表5.1是回归中所包含的变量的描述。







5.3 城市规模与就业：实证结果




我们在表5.2中报告了分别用城市总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和城市大学生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城市规模度量的个人就业概率的Probit估计结果，报告的数字为边际效应。出于篇幅考虑，我们将回归结果分为两部分，在（1）和（2）两列中报告以人口数量和大学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时，城市规模以及个人特征对就业概率的影响。而同样回归中其他城市特征对就业的影响报告于（3）和（4）两列中。我们发现，城市规模对个人的就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来说，城市规模每扩张1%，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0.016—0.018个百分点。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我们的样本是城镇户籍的人，这说明，即使在大城市存在大量移民的情况下，生活在大城市的原住民的失业率仍然低于小城市的原住民。






但是，Probit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在考察城市规模对个人就业概率影响的过程中，城市规模和就业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联立内生性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一个城市工作好找，人们才向这个城市移民，城市规模才会扩张。此外，尽管我们已经在回归中尽可能多地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因素以减轻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其他不可观测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因素仍可能会对城市规模和就业造成影响，从而带来估计的偏误。鉴于此，我们用个人所在城市1953年的人口数量作为2000年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就业决定模型，以减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1953年的人口数量来自于19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在考察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过程中，Wang和Zhu（2014）发现，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变，在1949年到2008年间遵循平行增长（parallel growth）的模式，不同规模的城市以大约相一致的速度增长，并未呈现出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规模的发散或收敛。因此，历史上的城市规模对当前城市规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IV Probit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5.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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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在第一阶段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用城市总人口数量和城市大学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的结果分别报告于（1）和（2）两列中。我们发现，1953年的城市规模对2000年的城镇总人口数量和大学毕业生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住其他解释变量不变，在考察历史城市规模对当前城市规模的影响时，工具变量显著性F检验的值分别为45.12和39.30。由此，我们认为，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回归中并不明显。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了诸如城市规模、投资、政府干预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相关城市一级的变量之后，历史上的城市规模对当前就业的直接影响很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也和已有的实证研究相一致。






从表5.3的IV Probit结果我们得到，城市规模用城镇总人口数量度量时，城市规模每扩大1%会带来个人就业概率0.039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城市大学生数量每1%的增加会使个人就业概率上升0.041个百分点。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系数大于Probit模型的系数，可以解释为大城市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更好，使得一部分大城市居民宁愿失业也不迁移至其他地区，从而降低了总体上城市规模对就业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考察了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对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大部分个人特征对就业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也和预期相符。平均来说，男性和已婚人士的就业概率相对更高。教育也会提高个人就业的概率，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平均会带来就业概率1.15—1.19个百分点的上升。经验对就业的影响呈倒“U”形，随着经验的增加，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但当经验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经验反而不利于就业，这可能是因为工作经验越多的人往往年龄越大，而年龄大的人在健康和知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算出，经验对就业概率的影响拐点出现在约18.09年和17.84年处，即大约在经验小于17年时，工作经验的增加有利于个人就业；而在经验超过18年之后，年龄劣势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经验的增加反而是不利于就业的。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个人中共党员身份和少数民族身份变量，前者就业概率更高，后者就业概率更低。



同时，我们在回归中控制有关城市特征的变量以捕捉劳动力需求因素和劳动力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从需求角度看，部分城市可能会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吸引更多劳动者的流入，并且由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户籍制度，流入更多的可能是高技能劳动者，而非低技能劳动者。另外，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由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反过来增加城市的资本积累（Acemoglu, 1996, 1998）。因此，一个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往往和城市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资本积累本身也部分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表5.3的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一个城市1996—2000年间平均的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同年间平均GDP的比值，以及城市1996—2000年间平均物质资本投资总额占同年间平均GDP的比重。之所以选择多年的平均值，主要是因为投资在不同年份间波动很大，用平均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量的波动。我们回归中使用的CHIPS样本搜集于2002年和2007年，用2000年之前的数据可以部分减少逆向因果关系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而1996年以前的数据由于缺失样本过多而被舍弃，并且我们认为，更近年份的投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固定资本投资的系数却显著为负。这说明，与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其他GDP构成（如消费和净出口）的城市相比，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国内投资的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更低。已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出于税收考虑往往给予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更多的激励（陆铭、欧海军，2011；本书第9章），因此，更高的国内投资/GDP比重往往缺乏就业创造能力，甚至是不利于就业的。



另外，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城市1996—2000年间的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平均值及其平方项，以考察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发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呈“U”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通常是逐步提高的。在早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并不利于就业，这主要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体仍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吸收就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但随着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吸收就业的能力会不断提高。一方面，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高技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因此吸收了大量高技能的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实现就业，并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如高技能劳动者对餐饮、保姆等服务具有更高的消费需求，由此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城市的就业概率。通过计算“U”形曲线的拐点我们得知，在分别用城市总人口和大学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的方程中，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拐点分别为1.21和1.23。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产业中第三产业的产值高于54.8%—55.1%以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才会提高就业率。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大约有18.82%—23.86%的回归样本处于拐点的右边。因此，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更有利于就业的阶段。但是，由于第三产业在非农产业中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预期，未来中国的就业创造将越来越依赖于第三产业。最近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显示出制造业对于创造就业的能力较弱，第三产业的确能成为创造就业的重要源泉。



除了需求因素以外，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等作为同时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因素，也被包括进了回归中。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干预对就业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另一方面，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降低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这些因素都是不利于就业的。此外，相对更高的政府财政支出可能通过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水平，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因此政府财政干预也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重要因素。类似地，更好的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方便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但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同样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因此同时也可被看作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这些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省会城市也没有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概率。




5.4 城市规模对就业效应的异质性




之前的IV Probit结果是将不同受教育年数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因此我们所得到的是城市规模对所有劳动者就业影响的一个平均效应，而并没有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人加以区分。然而，不同技能劳动者从城市规模中的收益可能并不相同。在这一节，我们将全部劳动力人口按照个人受教育年数分为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在9年到12年之间以及大于12年三组，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影响的异质性。在所有的回归中，我们均控制了个人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特征。但为了节省空间，我们仅报告了城市总人口数量的对数和城市大学生数量的对数对就业的影响。表5.4报告了有关城市规模效应异质性的Probit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是以城市总人口数量还是城市大学毕业生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的最低技能的劳动者来说，城市规模的扩大都会显著提高其就业概率。然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来说，城市总人口规模对其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城市大学生数量对劳动者个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却接近于在10%的水平上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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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高技能劳动者更多地从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中获得了好处。






为控制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观测的需求和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同样用城市1953年的人口规模作为2000年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在表5.5中报告了有关城市规模异质性的IV Probit估计。表中报告的是用Newey's两阶段方法计算的城市规模对就业影响的偏效应，而其显著性水平是根据IV Probit极大似然估计下的经过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所得。






我们发现，最高技能水平和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显著获得了好处，但最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得益最多。平均来说，城市人口规模或城市大学生规模每增加1%，会使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的劳动者就业概率提高0.07—0.08个百分点。对于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来说，这一效应是0.03—0.04个百分点。而对于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即受教育年数处于9—12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规模扩张对其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受益程度不同主要和城市的职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有关。正如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所提到的，最低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主要集中于餐饮、保姆等低技能的服务业，以及生产活动中的辅助岗位，而城市规模的扩大，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会增加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者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受益。我们将所有就业人口按照其所属的行业分为制造业、低技能服务业和高技能服务业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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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计算三组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我们发现，低技能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数最低，为10.82年，低于制造业的11.00年以及高技能服务业的13.07年。因此，低技能服务业吸收了最多比例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更高的低技能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者获益。



城市规模未影响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与他们的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就业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制造业企业更多地选择进入规模较大的城市，从集聚中获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和运输成本下降的好处。地方政府也会出于税收、就业等因素的考虑，鼓励制造业企业进入城市，使得城市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但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出于保护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的考虑，服务业的比重将提高，尤其是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高技能的服务业。另外，由于工资水平上升、地价上升等拥挤效应的存在，一部分制造业企业本身也会选择离开大城市，选择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进行生产。我们的数据显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呈现为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而中等技能的劳动力由于其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因此城市规模扩张对其就业概率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先正后负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在总体上没有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显著受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降低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概率。



最后，对于最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其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高技能服务业由于其知识密集型的特点，更多地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获得好处。而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主要集中于高技能的服务业，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大通过高技能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产业也会升级，低技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也会提升。而产业升级和服务质量的上升都会使制造业以及原本属于低技能的服务业吸收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按城市的总人口数量，我们将全部城市平均分为小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和大城市三类，分别计算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制造业就业中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的比例。我们发现，小规模城市制造业就业中高技能劳动者所占的比重最低，为19.75%，低于中等规模城市的21.46%和大城市的25.70%。类似的结果对于低技能服务业也存在。在小城市中，低技能服务业就业中的12.66%由受教育程度大于12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提供，而这一比例在中等规模城市和大城市中分别为14.68%和25.11%。




5.5 小结




本章考察了城市规模对个人就业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来说，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就业的概率上升0.039—0.041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城市发展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主要来自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集中。此外，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受益不同。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对主要由低技能劳动力提供的服务消费需求较高，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不完全替代性，低技能劳动力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受益更多。



本章的研究结果说明，顺应市场规律的城市规模扩张能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低技能劳动力将从城市扩张中得益更多。因此，若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能者的限制，将会导致效率和公平兼失的局面。当前在中国存在着选择何种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对于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分歧。对于这一问题，除了之前已经说明的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考虑之外，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还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包容性的增长。当然，持续地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但是，在任何时候，一国国民中总是有一部分相对低技能劳动者，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就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目标。



从大城市自身来说，很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的产业升级会减少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出现困难，这是个传统思维中巨大的误解。恰恰相反，由于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都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城市越是发展，高技能劳动力越多，产生的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多，因此，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就业和生活，恰恰能够满足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对大城市自身发展也有利。也正因为此，大城市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公共服务和积分落户）不应歧视低技能劳动力，否则，既不利于大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原住民的福利，也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相悖。



特别需要强调一下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的提供遵循一条基本的原则，即覆盖城市的常住人口，并且向低收入者倾斜，目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人们的实际福利差距，同时提高社会的流动性。但是，如果出于控制人口的目标来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公共服务歧视，将户籍和居住证积分落户与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挂钩，恰恰会进一步加大人们的实际福利差距，对提高社会流动性不利。在本质上，这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相悖。



本章从创造就业和提升收入的角度，为放松大城市的规模管制，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供了证据。由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集聚的过程不仅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能够以大城市为依托带动中小城镇发展，而且能使更多的劳动力实现就业，从而将更多的劳动力包容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分享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放松对于大城市的规模管制，让经济和人口按经济规律向大城市集聚是中国未来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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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本书第1章所述，经济集聚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的机制也可总结为更好的投入品分享（sharing）、更好的生产要素匹配（matching）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learning）。对此，也可参见Redding（2009）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综述，以及Duranton和Puga（2003）对城市集聚经济微观机制的综述。







[2]


 
 如果看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两者也呈正相关关系，但因为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数据，我们改用了市辖区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作为人口规模的替代。







[3]


 
 如果将图换成初始教育水平和后续人口增长数量，或者换成初始人口规模和后续人口增长数量，这几组变量均呈现正的相关性。我在《大国大城》一书中绘制了1982—2010年更长时间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趋势图，与图5.2基本一样（陆铭，2016）。







[4]


 
 劳动力在城市通过社会互动来获得知识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s）， Moretti（2004a, 2010a）是两篇相关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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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不包括移民的信息。我们的“移民”数据采取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中城市一级的“迁入”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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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在看城市移民数量与其教育水平、城市规模的关系时，数据离散程度较高。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当前的户籍和相应的公共服务制度更加制约了人口向大城市的迁入，特别是限制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迁入，制约了教育程度高和规模较大的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







[7]


 
 比如新发明的引进提高了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8]


 
 我们的样本主要来自市辖区，来自县级城市的样本数量较少，在2002年和2007年分别为3067个和265个，约占全部样本的9.43%。但若排除县级城市的样本，我们的核心回归结果仍然不变。另外，由于我们的回归使用的是CHIPS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因此我们的回归样本仅限于城市户籍人口。之所以在研究中没有包括移民样本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不能在城市就业的外来劳动力会选择返乡，因此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失业率很低。此外，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大，对流动的目的地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他们会根据一个城市的失业状况而选择流动的目的地，从而使得城市规模成为就业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我们将回归样本仅限制于城市户籍人口，以减轻城市规模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将移民样本包括进城市居民的样本进行分析，本章的核心结果依然不变。包括移民样本的结果如有需要，均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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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01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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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分配或待升学人员占我们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0.685%。按照定义，这部分人口应如本章所采用的归类方法，被归为不在劳动力。但考虑到等待分配工作或上学的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了隐性失业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做了将这部分人归为失业人口的回归，结果基本不变。具体的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11]


 
 由于中共党员拥有相对更高的能力和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中共党员的身份会对个人的就业概率产生正向影响。然而，2007年的问卷中并没有关于个人党员身份的变量。因此，我们将个人所在市、县2002年的党员比例作为2007年个人党员身份的替代。若某个人所在市县并未进入2002年的样本，则用2002年全部样本的党员比例作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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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回归排除了潜在经验小于0年以及大于44年、受教育年数大于22年的异常样本。但这些异常样本在我们的回归样本中占比很小，约为0.96%，并不影响我们的主要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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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市辖区人口的统计分为城镇总人口和乡村总人口两部分，在这里，我们选取城镇总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另外，根据数据，此城镇总人口数包括了城市中的非本地户籍人口，因而是城市人口规模一个比较准确的度量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用城市辖区全部人口替代城镇总人口，模型的估计结果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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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上，城市的集聚效应主要来自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因此，除了城市的总人口数量外，我们另外使用了城市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统计数据显示，城市总人口数量和城市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在我们的回归样本中，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05。







[15]


 
 Stata中ivprobit命令能报告聚类稳健标准误的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但在ivprobit命令下，Stata无法直接报告估计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因此，我们在表5.3中报告了极大似然估计的IV Probit估计系数，但同时根据Newey's两阶段估计方法，计算了城市规模对就业概率的偏效应。Newey's两阶段估计方法的原理是在第一阶段将内生变量对工具变量系列进行OLS回归，由此可计算出相应的残差，即为内生变量中与误差项相关的因素。在第二阶段进行Probit回归时，将内生变量和第一阶段估计得出的残差同时放入原来的模型，由此计算出来的结果即为带有内生变量的两阶段IV Probit的回归结果。请参考Rivers和Vuong（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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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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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低技能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高技能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另外，我们这里的计算排除了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的就业人员。






第6章





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












世界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发展也体现为城市群的发展，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接近市场便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中国也不会是例外。



“城市群”这个概念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区域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分别于2009年1月和2010年6月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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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先后于2015年和2016年被印发实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省之间的市场分割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Young，2000；Poncet，2005），经济增长可能在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存在着大量的低效率（陆铭和陈钊，2009b）。在此背景下，城市群的规划可以使属于不同省份的城市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经济单元，这似乎更有利于区域经济逐渐走向集聚。而刚被划入城市群的城市则可以从这一划分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从而分享经济集聚和核心城市辐射效应，因此，一些处于城市群边缘地带的城市会为自己能否进入一个城市群规划而兴奋或焦虑。然而，行政划定的城市群边界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在根本上，只有市场才是决定城市群辐射范围的根本力量。



另一个相关的背景是，在经历了2008年来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对出口的冲击之后，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内需的重要性，而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因而各级政府都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内需越来越重要，而服务业又是未来内需增长的重点，这将使得地理因素（特别是到沿海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内地和中小城市将成为新的增长中心，这一观点是否正确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经济在大城市周围集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中小城市只是在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中的组成部门，其发展有赖于核心大城市的辐射力。从这一理论出发，如果认为通过限制发展大城市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将导致决策的失误。相反，经济向核心大城市的集聚才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协调。



工业在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候，集聚的作用非常明显。那么，在服务业的发展上，地理因素是否仍然重要？随着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地理与服务业的关系的研究影响到对于未来中国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判断，也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道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其周围集聚的趋势仍在继续。以美国大城市为例，在经历过1950—1980年期间的人口规模下降后，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一些老的大城市（如纽约和波士顿）又重新进入了人口和收入水平同时增长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金融、专业化服务、新技术等思想密集型（idea-intensive）产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像底特律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发展起思想密集型的产业，其人口则出现了萎缩（Glaeser, 2010）。一些传统的港口城市和大城市在历史上集聚了大量人口，并具有相对更高的收入，因此在服务业的发展中对于集聚高技能劳动力仍然占据优势。如果是这样，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例外，也就是说，服务业发展并不会降低地理的重要性，不会导致城市体系的离散化。



具体来说，本章针对上述两个背景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本章将基于“中心—外围”城市体系理论，构建地理与城市发展的实证模型，为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寻找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严格说来，本章所说的城市群是在地理上较为邻近且有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的一群城市的组合。而另一个广为使用的概念“都市圈”对应于英文的metropolitan area，一些世界最大的都市圈是指包括中心特大城市和周边地区，在物理上基本连片的建成区，并且在基础设施上高度连通，在经济活动上密切往来的城市蔓延区。例如东京都市圈的地理范围大约为13400平方公里，其面积远远小于本章所说的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面积。因此，本章使用“城市群”来指代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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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城市群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边界也不同，换句话说，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存在空间维度的差异。本章试图刻画和分析近20年以来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大港口作为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正是由于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存在着差异，并且可能不断地发生演变，人为地“规划”一个城市群相当长时期的边界需慎重考虑，特别是应防止“规划”所带来的行政力量人为地限制了市场机制对于城市群的塑造。甚至可以用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说法，如果城市群是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之下形成的，那么，城市群规划的边界就不重要。



本章的第二个内容是考察到大城市、大港口的距离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检验地理因素是否影响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本章还将比较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地理—劳动生产率关系上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服务业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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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其中有不少是不可贸易品，因此，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向核心大港口的集聚力更弱。理论预期是，服务业的地理—劳动生产率关系要小于制造业，而且服务业更容易在城市体系的“∽”形曲线上出现第二个波峰。利用中国的城市数据，我们的确证实了这个猜想。利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贸易成本的差异，我们也间接证实了运输成本对于集聚力和离散力相对强弱的影响。




6.1 地理与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一词在有关经济发展的各类出版物中被频繁使用，但在经济学中被研究的程度却远远不足。城市群之所以存在，至少在以下两个意义上体现了经济活动与空间的关系：第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占地面积很小的城市群（尤其是其核心大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地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在同一个城市群内部，不同规模的城市分工协作，互为需求与供给，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难以让人满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并没有被很好地定量研究过。



2000年，美国定义了最新的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core-based statistical area, CBSA），其中，将大都市区的概念总结为：“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接社区的组合，一般由县作为基本单元。”该指标体系涵盖了如下四个方面：“以通勤率为主的功能整合指标、以人口密度及非农劳动力比例度量的大都市区特征、主要由最小人口规模界定的中心核地区，以及以县为主体的基本地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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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最新的CBSA将中心核的最小人口规模从之前的5万人降低到1万人，并在寻求更小的基本地理单元。因此，即便考虑了人口总体上的差异，美国的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s, MA）概念无论是在空间还是人口意义上都有别于在中国通常所讲的城市群。



在中国，城市群一般有三个维度上的概念：一、地理维度，如在中国地图上，以某大都市为圆心，某一距离为半径，形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圈”；二、经济维度，作为城市群核心的大城市存在着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这比较接近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群的含义；三、行政维度，国家重要文件、纲要等对城市群范围加以行政上的规定，加入某城市群可能意味着区域内更多的经济往来和更小的市场壁垒。陈建军（2009）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介绍了行政维度划分城市群的发展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成立之时，仅包括上海及其周边的10个城市，20世纪末发展为15个城市，而2007年形成了包括两省一市的“长三角经济区”，2008年又加入了安徽省，形成了更加广义的“泛长三角经济区”。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背后是经济力量的作用，如果不理解这些经济力量的作用机制，就难以科学地理解城市群的辐射范围。新经济地理学中有关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对研究城市群的辐射范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基于“中心—外围”理论，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测出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并对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有较为清晰准确的把握。根据Fujita和Krugman（1995）、Fujita等（1999b）的模型，工业集聚发展可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节省交易成本，而且不同的生产者之间互为需求，于是，一个经济可以内生演化成工业为中心，农业为外围的模式，即“中心—外围”模式。这种模式又可以模拟出一条以经济中心为原点，反映市场潜力与地理区位关系的“∽”形的曲线（具体参见本书第2章图2.1）。“∽”形的三次函数性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非中心城市远离中心城市——往往是大港口——的过程中，其能够获得的港口带来的间接优势（如贸易可达性）以及大港口自身作为大市场的需求效应将逐渐减弱。随着到核心大城市（港口）距离继续拉大，到核心大城市（港口）的运输成本越来越高，港口所能带来的国外贸易的优势被抵消，而国内以及区域贸易带给城市的好处逐渐占据主要地位，这时，到核心大城市（港口）的距离越远，越能够产生一种离散力。如果与核心大城市（港口）的距离进一步增大，可能导致的是在国外贸易不可达的同时，国内和区域贸易的交通运输成本也上升，使该地区同时远离了国际与国内市场，从而导致市场潜力下降。在对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进行测度时，“中心—外围”理论模拟出的三次曲线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因为正是在“∽”形曲线的第一个低点的位置发生了集聚力量与离散力量谁占主导地位的交替，在经济上产生了“相对劣势”的地区。因此，本章将“∽”形曲线的第一个低点以内集聚力量占主导的范围称作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由于“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依赖于收益递增、交易成本以及需求这几个因素，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几个因素起作用时的强弱在不同的经济中（如中国三大城市群）有不同的参数，于是，模拟出的到大城市（港口）的距离与人均GDP（作为市场潜力的度量）的三次型曲线就会体现出相应的差异。据此，就可以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的辐射范围进行横向比较。




6.2 模型设定和数据




这一部分将借助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区位之间的关系。城市数据来自基于1991—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建立起来的1990—2007年期间的城市级市辖区的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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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了30个省级行政区、28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
 


[6]




 距离数据则基于中国电子地图2008，两个城市的距离是目标城市市政府位置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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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理论基础是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型，根据这一理论，核心大城市是城市体系中最重要的市场，而港口城市更是连接了国际市场和国内城市体系。地理与一个城市的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是集聚力与离散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的力量是指，由于大城市的市场潜力大，在存在着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厂商更愿意选择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进行生产（home market effect）。离散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大城市存在着拥挤效应，将抵消一部分由集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二是经济中存在的一些不可流动的劳动力（通常是低技能劳动者），他们生活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从事着农业生产等依赖于当地资源的经济活动，他们的需求也需要被当地的产业来满足。当距离中心城市越来越远时，集聚的力量逐渐减弱而离散的力量逐渐增强，均衡结果是，到中心城市距离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形曲线关系。“∽”形曲线是否会出现第二个波峰，取决于离散力和集聚力的相对大小。离散力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运输成本，如果距离大港口足够远，离散力足够大，那么，“∽”形曲线就可能出现第二个波峰（Fujita and Krugman, 1995; Fujita et al., 1999a, 1999b），具体参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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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心—外围”理论模型，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计量模型形式如下：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城市
 
t

 年的二三产业实际人均GDP（万元）取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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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以各省城市部门的通胀指数进行消胀。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采用城市的人均GDP作为“市场潜力”的度量指标。在“中心—外围”理论中，市场潜力的定义很具体，是指离中心城市的某一距离上，整个经济体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与企业生产能力之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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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市场潜力大最直接的结果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更大，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具有较低的平均成本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地理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用地理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来反映的。由于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市场潜力大的企业能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实证文献往往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分析集聚经济的对象，或者在该数据不可得的情况下用工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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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变量方面，根据“中心—外围”理论，我们主要关注的地理因素是到大港口（上海、香港、天津）的距离中最近的一个，定义为“港口距离”（单位为公里）。我们对距离的度量采用的是直线距离，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是外生的，而其他距离度量（比如交通距离或开车时间）则是内生的。为了反映“港口距离”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了“港口距离”的二次项和三次项。为了反映不同城市群里地理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群哑变量与城市到港口距离的一、二、三次项的交互项。我们分别选取天津、上海和香港作为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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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期：三大城市群的城市人均GDP和地理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一些差异，其中关键的因素还是来自于每个城市群的集聚力与离散力之间的对比，而这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



（1）集聚力主要取决于大港口城市的市场潜力规模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作为城市群中心的大港口，上海、香港、天津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地理、政策、发展模式等综合原因成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大港口。核心港口城市的市场潜力越大，其集聚力量越强，从而使经济活动越向大港口集中。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海运是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的前提下，距离大港口近，也意味着距离国际市场越近。



（2）离散力主要取决于交通成本和制度成本。中国正处在经济集聚的大趋势中，从交通成本来看，如果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如山川、河流等）增加了交通成本，那么这将降低城市群的经济集聚程度。但像长江这样的黄金水道却可能通行大吨位的轮船，甚至实现江海联运，减少运输成本，有利于特定区域的经济集聚。另一方面，人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也将通过降低交通成本来促进城市群的经济集聚。在中国，阻碍经济集聚的制度成本主要来自于经济的省际分割，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省际市场分割程度在趋于缓和（桂琦寒等，2006），因此，城市群内的离散力也相对减弱，不同城市群内的市场整合进程也将影响离散力的减弱趋势。



与到大港口距离相类似，为了反映区域性的大城市在区域性的城市群中的作用，我们控制两个相关的变量：



大城市距离（大城市距离平方）。表示到最近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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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距离（单位为公里）及其二次项。控制该变量的目的在于捕捉样本城市受到来自临近大城市的非线性影响。当一个城市到大城市的距离不断增大时，由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集聚力与由交通成本导致的离散力之间的此消彼长，表现为人均GDP与到大城市距离的关系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U”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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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同省。这是一个城市与最近的大城市是否同省的哑变量。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会吸纳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动，从而不利于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如果存在省际的市场分割，那么，与那些和临近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相比，与临近大城市非同省会让中小城市更少地受到这种吸纳作用的负面影响。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我们还依次放入了以下这些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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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我们的数据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指标是“教师数/学生数”之比，实际上一个教育投资变量，只能作为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



健康。在我们的数据中，我们只能找到“每万人拥有病床数”这一卫生投资变量来代理健康水平，这显然不能直接度量健康，仅作为健康水平的代理而在模型中加以控制。



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



政府支出。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度量。直观来讲，这个指标是度量城市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投入，而在过往的实证研究中常用来表征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



外商投资。用以人民币为单位的人均FDI投资额度量。首先这是一个用来度量城市经济的开放程度的变量，我们也可以将人均FDI投资额理解为人均外来资本积累。以人民币为单位可以尽可能消除因汇率波动（特别是2005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造成的偏误。



供水。人均供水量可以用于控制一个城市的水资源丰裕程度。可获得的淡水资源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影响重大，另外，供水量还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等。



就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就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例来度量。由于在我们的研究中已经剔除农业数据，则第三产业的相对占比就体现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作为城市的人均产出决定模型的控制变量。



海港、河港的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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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其中主要是产品的运输成本），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港口城市具有非港口城市所不具备的先发优势，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优势又被所谓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不断巩固和加强，促进经济集聚的形成，从而更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省会。这是是否省会或直辖市的哑变量。



是否属于中部、西部的哑变量。东部是参照组，东部包括了除广西以外的沿海地区和北京，广西和内蒙作为西部省份，从而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保持一致。



年份。这是一组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的哑变量。



在估计方法方面，我们用了面板数据的GLS估计方法，来控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同时，GLS方法也可以得到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模型并不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



基础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6.1：



在基础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地理因素中的核心变量“港口距离”的一、二、三次项，及其分别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哑变量的交互项均显著。经计算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正如“中心—外围”模式所述，城市到大港口距离对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状”的三次型效应，而作为参照组的环渤海湾城市群地理因素的系数符号则刚好相反，对环渤海湾地区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暂且先集中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可以模拟出到大港口距离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图6.1中，横轴表示城市到所属城市群大港口的直线地理距离，而纵轴则表示城市人均GDP取对数。其中，在大港口处，人均GDP设为0，作为参照基准。图6.1的含义是，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城市体系的内部，城市的人均GDP如何随着到大港口距离而变化。






从图6.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区分了城市群之后，随着到香港距离的增大，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的人均GDP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说明到大港口距离对人均GDP起到了先抑制再促进再抑制的作用，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曲线（Fujita et al., 1996, 1999b）的形状基本一致。然而地理上城市群的划分却使得长三角城市群范围较小，其区域内距离上海最远的为湖北省十堰市，距上海1020.3公里，于是，回归结果中长三角城市群中距离的三次项是显著的，但在图形上没有三次曲线第三部分的下降阶段。



进一步观察图6.1中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曲线形态不难发现，在曲线下降的阶段（对于珠三角城市群有两次下降），其斜率的绝对值要远大于上升过程斜率的绝对值。此外，珠三角城市群的第一个低点出现在距香港500公里一线，第二高点（即经济地理意义上的“次中心”）出现在距离香港1250公里一带；而长三角城市群的低点出现在距上海600公里左右。这样，我们就将地理区位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按不同城市群区分开了。



考察两大城市群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低点和高点可以发现，香港距离广东省与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四省省界的距离几乎都在300—350公里左右，其中广西与广东的省界离香港稍远，有400公里左右。而在图6.1中珠三角曲线下降的过程中，有一个斜率绝对值逐渐变小的过程，而斜率变小较为明显的区域就集中在横轴300—350公里左右，换句话说，到了省界附近时，再远离港口每一公里的人均GDP的减少是放慢的。这个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省际分割的存在，而这个省际分割也可能受到了地理因素（如南岭）的影响。低点处即距香港500公里处主要是桂东、湘南、赣南和闵西南地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而第二高点处即距离香港1250公里的位置恰好是昆明为代表的滇东地区，以及成都与重庆中间区域为代表的川东地区。



长三角城市群只能画出一个代表经济发展“相对劣势”地区的位置，这个位置处在距上海600公里的鲁南、皖西、鄂东、赣东北、闵北地区。那以内的区域即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辐射范围”。从图6.1中可以看到，长三角城市群的曲线下降过程中斜率绝对值要小于珠三角城市群的斜率绝对值，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并且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相对劣势区域出现得比珠三角城市群更远，即辐射范围更大。以上都说明长三角的辐射范围要大于珠三角的辐射范围，这无疑颠覆了一种猜测，即珠三角城市群同属广东一省，于是其辐射效应比长三角城市群更具优势。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珠三角城市群在向周围扩散的过程中遇到南岭和广东与其他省的边界的双重阻隔，这种地理上的劣势无疑增加了区域间的运输成本，从而阻碍了辐射和集聚力量的作用。而上海坐拥长江水道的运输便利，长三角区域内又是广袤的平原，没有山岭阻隔，这是在地理地形意义上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其次，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较好，一体化进程也较早地得到了制度层面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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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有利于长三角集聚力的发挥。图6.1所显示的另一个信息是，将安徽省包括在“泛长三角”区域范围之内，是有其合理依据的。



到大城市距离及其二次项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如图6.2所示）。当距离大城市较近时，由于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集聚的向心力发挥主要作用，距离中心大城市越近，人均GDP越高；但随着到大城市距离的增加，到达区域中心市场的交通成本上升，此时离心力将发挥主要作用，距离大城市越远，人均GDP越高。同时，我们还发现，与最近的大城市同省会显著降低当地的人均GDP。由于省际分割的存在，如果与邻近大城市非同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大城市对其的“吸纳作用”，从而相对于与邻近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来说，更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发展。如果由市场分割带来的在个体层面的“好处”体现在当地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上的话，那么，在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意义上，受损失的将是宏观上整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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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释变量方面，教育并不显著，这很可能与教育的度量不够准确有关，师生比本质上是个教育投资变量，只有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才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许政等，2010；请参见本书第8章）。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且如将其去掉，几乎不影响其他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投资变量符号为负意味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会显著降低该地区的人均GDP，这说明中国的投资过度现象已经显现出来了。本书的第9章将进一步提供证据，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度深化的现象。政府支出显著为负，表明过多的政府干预将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健康、供水和外商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更好的生活质量、自然条件和更开放的市场都将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



此外，海港哑变量与河港哑变量均显著为正，且海港哑变量的系数要远大于河港哑变量，说明海港城市具有更优越的地理运输条件，并由此在开放的经济中具备更强的优势。以东部为参照组，中部哑变量与西部哑变量显著为负，需要注意的是，西部哑变量的系数要稍大于中部哑变量的系数，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西部城市的人均GDP要比中部城市略高。也就是说，即使控制了其他变量，特别是控制了到大港口距离之后，“中部塌陷”现象也还是存在的。



环渤海湾城市群在上述估计结果中显得“异常”，从地理角度究其原因，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差异体现在该区域拥有众多环绕渤海的海港，而本章在环渤海湾城市群中定义的“大港口”是天津，它并不是一个如上海、香港般在本区域内有绝对贸易优势的港口。因此，我们借鉴了2006年11月中国国际海运网和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港口综合竞争力指数排行榜报告来比较环渤海湾城市群诸港口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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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指出：通过对中国港口的投资趋势、吞吐量、作业能力、财务状况和自然条件等5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出中国“最具效益竞争力港口”排名前10位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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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上海港、深圳港、青岛港、宁波港、广州港、天津港、厦门港、大连港、连云港港和营口港。这其中属于环渤海湾城市群的港口有青岛港、天津港、大连港、营口港，而青岛港的排名甚至在天津港之前，因此将天津作为影响该城市群所有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港口城市”，其合理性值得推敲。基于对以上事实的理解，我们尝试修改环渤海湾城市群内城市的距离变量，取2005年上述四大港口（青岛、天津、大连和营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数据
 


[22]




 ，对环渤海湾城市群内城市到此四个港口的距离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一个加权的到大港口距离，以对2005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2中第一个方程。可以看出，在用加权平均距离替代了之前的到天津的距离之后，港口距离的一、二、三次项系数分别为负、正和负，此前环渤海湾城市群三次曲线系数符号的异常得到了修正，该结果符合“中心—外围”理论中市场潜力与地理区位间“∽”形曲线的形态。



为了检验上述方法的稳健性，我们又利用2006年及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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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港口（即青岛、天津、大连和营口）的全年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对环渤海湾城市群的城市到这些港口的距离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了新的到港口距离变量，再分别对2006年和2007年的截面数据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6.2的后两个结果。我们发现，尽管回归结果中加权平均距离的一、二、三次项符号依旧是负、正和负的，但其系数的显著性却下降至不显著。由此我们推测，环渤海湾城市群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单中心城市群结构，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充当稳定的该城市群的核心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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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采用环渤海湾城市群2005年截面数据，模拟了城市人均GDP与到大港口距离的三次函数关系。与图6.1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曲线相比，环渤海湾城市群的曲线形态要平缓得多，呈现的是一种“先快速下降，再缓慢下降，再快速下降”的趋势。从表面上看，环渤海湾城市群内由于并没有出现次中心，于是显示出更强大的集聚能力，只不过，这个更强大的集聚能力是由几个港口共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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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猜测，更强大的集聚能力可能是因为环渤海湾地区在离港口不远处即进入了山区和高原地区，于是，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平均海拔的哑变量（分为6级）来控制地形因素，但结果没有明显改变。如果依据图中曲线下降速度快慢的转折点大致将定义域分为三部分的话，那么将是0—600公里，600—1300公里以及1300公里以上，如果再回到数据中将这些距离变量的城市分类可以发现，这样的加权平均距离大致分别是城市群中东、中、西部城市所在的区间。因此，可以说环渤海湾城市群这条曲线的走势大致上反映了其区域内经济从东部向中、西部延伸时经济的“阶梯式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在上面回归中重新构造的到港口距离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虽然反映了区域内部各大重要港口对城市的综合影响，也可以绘出如图6.3的函数曲线，但却无法在地图中准确描绘出“相对优势及劣势”地带。



 




6.3 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即使仍然存在大量的政府行政干预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中国城市体系仍然符合“中心—外围”理论的预测。那么，到大港口的距离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如此重要是不是仅仅因为国际贸易的缘故呢？如果出口的重要性是导致中国城市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的唯一原因，就可以推测，当未来出口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国内需求的相对重要性上升时，到大港口的距离将不再那么重要，城市体系也会随之趋于分散化。那么，服务业主导的内需结构真的会使得中国的城市体系分散化吗？



世界经济的一大趋势是经济服务化，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服务业是否有集聚效应，在理论上需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服务业是否可贸易；二是如果服务业不可贸易，是否有其他渠道导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地理有关。关于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服务经济学认为，服务和制成品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库存和运输的不可能性（井原哲夫，1986），这使得服务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但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这种观点受到挑战。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被认为可贸易，已经是某些研究城市体系的文献的逻辑起点（如Anas and Xiong, 2003）。Krugman（1991）认为，虽然像快餐、日托、离婚律师等行业很确定是不可贸易的，但是其他服务业，如金融服务，是可以贸易的。哈特福德是保险业集聚的中心，芝加哥是期货交易中心，洛杉矶是娱乐中心，这些城市提供的服务部分是可贸易的，从而可能产生集聚。而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服务业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部分服务业可贸易，从而有空间集聚的特征。Jensen和Kletzer（2005）关于美国的研究就发现，按NAICS（北美产业分类系统）划分的产业，可贸易的服务业与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基本各占一半；若从就业来看，可贸易的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要大于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由于中国统计中使用的行业分类标准和NAICS有着较大的差别，我们无法直接根据Jensen和Kletzer（2005）的结论得到中国可贸易的服务产业的数量及其就业信息，但因为可贸易的服务部门主要集中在生产型服务业，我们可以从中国生产型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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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间接地看出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如表6.3所示，生产型服务业无论在增加值还是就业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其增加值占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比相应的就业比重来得更高。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些服务产业虽然不可贸易，但是由于对它的需求在地理上是集聚的，也会体现出集聚的特征（Jensen and Kletzer, 2005）。这还得附加一个条件，即服务的提供存在着规模效应，否则即使对一些服务业的需求是集聚的，也只能看到这些服务业的总量在大城市较高，其人均水平和其他城市相比不会有明显差异。在服务业的供给上，部分服务业也和制造业一样，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甚至因为现代服务业往往是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在分享、匹配和学习这三个方面，服务业体现出的规模效应比制造业更强。所以，在人口和制造业集中的地区，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服务业也会产生集聚。此外，虽然消费型的服务业通常不可贸易，但由于生产型服务业集聚了大量高技能劳动者，对消费型服务业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因此也会相应带动不可贸易的消费型服务业的集聚。



除了服务业自身的特性以外，制造业的集聚也会带动服务业的集聚。制造业是集聚发展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对此，下文中会提供相应的证据。只要每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足够充分的竞争，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和可贸易的服务部门以及制造业的从业者将得到趋同的报酬（其他条件相同）。考虑到不同产业的从业者的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工资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总体上，二者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只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地理相关，再加上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并且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是相关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和地理产生相关关系。



人们通常从收入和需求的角度来理解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新视角。为此，我们在上一节的基础上构建下面这一实证模型：






本节研究的数据仍然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1990—2007年城市面板数据，包含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8年的经济数据，但由于早期的城市数量仅200不到，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数据缺失严重，再加上有缺失变量，实际进入回归分析的样本量小于5148（286×18）个。模型被解释变量是第三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以相应产业的产出除以该产业的就业人数，产出均以各省城市部门的通胀指数进行了消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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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和到最近大城市的距离。在回归方程里，为了反映地理与劳动生产率的三次曲线关系，我们同时控制了以上两个距离变量的二次项与三次项。我们仍然将与最近的大城市是否同省这一哑变量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用以考察省际市场分割是否存在，大城市会对周围城市的经济活动产生吸纳效应，如果存在省际分割，那么与最近大城市不同省的城市相比，和最近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将会受到更多的吸纳效应的影响。



我们在考察距离变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的同时，还控制了其他一些解释变量。这些变量包括：（1）初始年人均GDP的对数，来观察一个城市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对后来服务业发展的影响；（2）教育，用教师学生比度量，用来代理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如前所述，教师学生比并不能准确度量人力资本水平，在这里它只是一个控制变量，以缓解核心变量的遗漏变量偏误；（3）人口密度，用建成区每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数量（万人）度量，服务业产品的提供和消费大都同时进行，人口密度高相对降低了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4）城市市辖区总人口，用来控制城市的规模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可以检验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5）其他一些和地理因素相关的哑变量，如是否为海港城市，是否为内陆河港城市，中部和西部哑变量，这些变量可以控制住城市间地理和自然的差异；（6）表示一个城市政治经济特征的哑变量，如是否为沿海开放城市，是否省会城市，是否经济特区，这组变量可以控制住城市间地理和政策的差异；（7）城市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用来控制城市间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差异；（8）人均供水量，用来控制每个城市水资源丰裕程度的差异；（9）一组控制时间因素的年份哑变量。



同样，由于主要的解释变量是距离、港口和内陆港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因素，因此未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同时，为了控制样本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GLS回归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上一节一样，我们试图在回归方程中同时控制到大港口距离和到大城市距离的一次、二次、三次项。但是当我们放入到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以后，其二次项和三次项都不显著，所以我们去掉了到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结果其一、二次项都显著了（见表6.4）。






从方程（1）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到大港口距离的一次、二次、三次项都非常显著。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确实影响一个城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我们进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对比，是由于地理因素对二者的影响可能不同。换句话说，服务业和制造业离心力和向心力相对强弱可能不一样。一般而言，制造业的可贸易性要强于服务业，所以制造业更能够通过生产要素的集聚而利用规模效应，从而表现出更强的集聚力。同时，由于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相对较小，不流动人口的那部分工业品需求可以从其他城市购买，因此，制造业的离心力相对较小。在中国，目前制造业远比服务业更加依赖国外市场，因而沿海大港口对于制造业来说代表了更大的国内外市场潜力，于是加强了制造业向大港口周围的集聚力。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把被解释变量换成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出，然后采取和服务业相同的回归方程，得到的结果如表6.4中的方程（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人均产出与到大港口距离之间的三次曲线关系也是存在的，但是距离的二次项和三次项的显著性比服务业方程相应的变量系数显著性更低。为了有直观的比较，我们将方程（1）和（3）中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人均产出和到港口的距离之间的关系画在了图6.4上，港口处的人均产出作为基准，设为0。






正如我们所预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到大港口的距离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不同影响。制造业人均产出与到大港口距离的三次曲线关系虽然也存在，但是没有第二波峰。这说明，相对而言，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更弱的离心力。



再来看到区域性大城市距离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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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到大城市距离的系数可以算出，随着到大城市距离的下降，服务业的人均产值先是下降，到620公里左右达到最低，然后开始上升。当距离接近1000公里时，服务业的人均产出只低于区域性大城市约1700元。对比图6.4和图6.5可以看出，随着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增加，过了最低点之后，服务业的人均产出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其第二个波峰和港口城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约为6800元），随着到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上升，服务业人均产出和大城市的差距始终不是很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区域性大城市和港口大城市相比，其对服务业的经济集聚力量相对较弱，具体体现在，与到大城市距离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相比，在到大港口距离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里，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再上升的转折点到来得更远。这说明，即使是服务业，和内陆大城市相比，核心港口城市仍然拥有强大的集聚力。大港口及其附近城市的优势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即来自国内外的服务需求；二是间接效应，主要指由于周边地区工业发达而引致的服务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带来的较高的服务业工资和服务价格。由于工业发达而引致的服务需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发达而引起人口集聚，从而引致的对最终服务的需求，如家政服务、医疗、零售、娱乐等行业；二是对中间投入的需求，如物流、信息、金融等行业。相对而言，后者对于集聚的影响可能更大，根据Jensen和Kletzer（2005）的研究结果，这些行业可贸易性相对更强，因此更容易产生集聚。而区域性大城市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没有核心港口城市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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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其他解释变量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不同影响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海港对一个城市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正面影响，而海港哑变量在第二产业的方程中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价的上升和周边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海港城市不再成为制造业的首选地，海港的制造业可以迁到周边邻近且土地更便宜的城市。而服务业更需要人口集聚和知识、信息的交流，所以仍然需要布局在因海港的交通枢纽作用而形成的高度集聚的城市。河港哑变量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回归中都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内地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达到能够促使工业企业完全迁离河港的水平，同时服务业自身的集聚力量也在发挥作用。此外，河港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即使在内地，港口对于服务业也已经比制造业更重要。



最近的大城市是否同省这一哑变量在服务业方程中始终为负，且在方程（1）中非常显著，而在制造业方程（4）中是显著为正的。对这一发现，可以用大小城市间的分工，或者说大小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来解释。大城市人口集中，收入水平较高，适合发展服务业；而周边的中小城市地价比较便宜，而且污染成本较小，适合发展制造业，因此，大小城市之间存在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依此推理，对于制造业来说，“同省”系数为正，说明和区域性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面临更大的市场，而且区域性大城市以服务业为主，与同省中小城市的制造业之间能够形成互补之势；对于服务业来说，“同省”系数为负，意味着和区域性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将受到更多的吸纳效应，而同一区域性城市体系中，核心大城市的服务业具有替代同一城市体系内其他城市的服务业的作用。这一发现再次说明，不能将大城市的发展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分割开，区域性的核心大城市的服务业和周围城市的制造业之间有互补性，如果动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将经济资源引导向地理相对劣势的中小城市，会限制核心大城市的发展，反过来这又会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



人口密度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与理论推断是一致的。而人口规模这个变量只在方程（1）中显著为正，也就是说，总体上的规模不如密度来得重要。省会哑变量的系数都为负并且显著，这有点不符合直觉。我们的解释是，省会哑变量与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人均GDP等变量均相关，当这些变量得到控制后，省会城市的效应就剩下了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方面，比如更强的政府干预。在我们的数据中，省会城市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更高，于是我们在方程（2）和（4）中去掉了省会哑变量，加入了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结果发现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没有改变，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系数是负的，这证实了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对此，我们在第8、 9两章还将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6.4 小结




本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对中国城市群的辐射范围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可以较好地契合“中心—外围”理论中市场潜力与地理因素间的三次函数关系。在对上海和香港在本城市群的经济辐射范围进行横向比较后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大于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范围。而对于环渤海湾城市群，针对其环绕内海、海港众多且分散等特殊的地理特征，本章利用环渤海湾城市群内综合排名前四的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对区域内城市到这四大港口的距离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修正的距离变量，继而发现环渤海湾城市群的城市的人均GDP与到港口距离之间也符合“∽”形的三次函数关系。



本章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存在的。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1）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存在着三次的“∽”形曲线关系，随着到港口距离的增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2）区域性的大城市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也很明显，随着到大城市距离增加，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后上升。与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运输成本更低，且出口导向更强，因此，靠近大港口对于第二产业更重要。而区域性大城市对周边城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显著性要大于制造业。



基于本章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相信，城市群的辐射范围的确是集聚力和离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大约就在距离大港口500—600公里左右。因此，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应更多地顺应市场力量对城市群的塑造，避免行政力量妨碍城市群辐射功能的发挥。未来，以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增长极的作用，即使当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时候，经济向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附近集聚的趋势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城市体系也不会在目前状态下走向分散化。现代服务业更需要密集的知识和信息，消费型的服务业也需要借助于高劳动生产率派生出来的需求，大城市对这些服务业更加有利，特别是在区域性的城市圈内部，大城市在发展服务业方面的相对优势更明显。因此，人为地限制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发展不仅会带来效率损失，也不利于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向更为依赖内需的方向调整。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本章的研究发现意味着，应充分地认识到区域性的核心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的带动力，不能将大城市的发展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对立起来，从而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换取中小城市发展。相反，如果核心大城市的发展更好，那么，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才更为得益。此外，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不同的经济地理条件。本章的分析表明，越是距离核心大城市近的中小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在发展中小城市的过程中，也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让邻近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更好地发挥其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而通过行政力量加大投资，盲目发展远离核心大城市地区的中小城市，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一段时间以来，在远离核心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兴建了大量工业园和新城，结果导致投资过剩，经济效率下滑，债务负担加重，就是因为没有科学地认识到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也没有看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所致。








[1]


 
 在本书中使用“环渤海湾城市群”这一称呼，以包括山东和辽宁等省更多的城市。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9月的文件中指出优先开发三个特大城市群即指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2]


 
 从这一概念出发，其实，近来在城市群规划中出现的一些“都市圈”概念，例如苏锡常都市圈，可能未来也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圈，而可能只是较小规模的城市群。







[3]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文献中，一般只提到“运输成本”，但由于本章的分析对象是服务业，而服务是不可运输的，因此，对于服务业，我们采用“贸易成本”这一说法。







[4]


 
 参见罗海明等（2005）的介绍。







[5]


 
 在此期间，城市行政区域的变化只发生在极少的样本中。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是市辖区数据，因此，行政区域的变化对数据影响不大。







[6]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的数据，初始年份1990年列入地级市范围的城市为211个。本章在样本城市中去掉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这两个城市距离港口很远，但人均GDP较高，会干扰本章研究结果。







[7]


 
 此距离并不随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改变，从而不会影响对距离变量的系数的估计。







[8]


 
 另一个离散力量的影响因素是人口规模，如果一个城市体系的总人口规模足够大，那么，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更可能产生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在实证研究中，因为整个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变化不大，通常不作为解释变量加以控制。







[9]


 
 新经济地理学的两部门经济模型中集聚效应发生在工业部门，而农业部门是不可移动的，因此在统计指标上我们将农业人口及其GDP剔除，只保留二三产业GDP，同样的，在人口统计中也剔除了农业人口。人均GDP均为正值，对其取对数值可以使其分布更符合正态分布。







[10]


 
 在理论上企业的生产能力可以用企业利润为零的产量来表示。一方面，企业不会增加产量到利润为负的水平，而如果它的利润为正的话，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增加产量的。当市场完全竞争时，企业应该在利润为零的状态下生产，这时，虽然经济学上是“利润为零”的，但在会计上，资本的回报实际上是计为利润的。







[11]


 
 例如Ciccone和Hall（1996）、 Ciccone（2002）、 Au和Henderson（2006b）、范剑勇（2006）、 da Mata等（2007）等。







[12]


 
 虽然与上海和香港相比，天津在环渤海湾城市群中的核心地位并不突出，但从理论上讲，中国城市群中地理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与经济开放有关，而在经济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港口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因此本章在环渤海湾地区暂时选择天津作为核心城市。







[13]


 
 本书对大城市的定义是初始年份（1990年）非农人口已经达到150万以上的城市，共有14个。具体参见第2章。







[14]


 
 如果控制到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则一、二、三次项均不显著。如果仅控制一、二次项，则均显著。由于到大港口距离要完整地呈现出三次曲线需要相当长的距离，因此，可能是由于到大城市的距离不够长，只能得到一个三次曲线的左半部分，即一个“U”形曲线。在我们的样本里，除了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两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以外，距最近大城市的距离最大值为1125km，相比之下，到大港口的距离最大值为2295km，能够完整地呈现三次曲线。







[15]


 
 对于一些研究新经济地理的作者来说，经济变量都是内生于地理变量的，因此，他们的模型往往只将地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例如Dobkins and Ioannides, 2001; Partridge et al., 2009）。在本书中，控制其他变量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地控制城市之间的异质性。对于这些回归分析，如果只控制两组距离变量，其结果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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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港和河港名单来源于“首届中国港口城市市长会议高峰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四家主办）。海港城市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海口、三亚、天津、唐山、秦皇岛、沧州、大连、锦州、营口、连云港、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中山、上海、宁波、温州、舟山、台州、北海、防城港、钦州。河港城市包括：哈尔滨、佳木斯、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岳阳、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扬州、镇江、佛山、东莞、泸州、武汉、宜昌、南昌、九江、南宁、梧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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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地区在制度上的一体化进程请参见陈建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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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研究发现，总体来说，在省的层面上，与周边省的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本省经济增长更快，但这种状况在加总层面上却会损失整个国家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陆铭、陈钊，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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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与大城市距离的最大值达到了1125.2公里，但那些都是西部城市密度很低的地区，在这里只画到500公里以内的图形，在城市密度较高的地区具有一般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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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参见：http://wu.shippingchina.com/?package=star06&module=bg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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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中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上香港无论在吞吐量还是综合实力方面都是领先的。事实上，本书中的城市到香港的距离，也可理解为到香港和深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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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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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四大港口的选取采用的是2006年的排名，因此为了避免跨年度排名变化可能造成的偏误，我们利用较近的2006年和2007年的贸易数据对2005年的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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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分析并不表示北京未能发挥环渤海湾中心城市的功能。事实上，到北京的距离已经体现在到大城市距离这一变量上了。因此，到大港口的距离仅表示一个城市开展国际贸易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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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图6.3中仅用了一年的数据，其纵轴与使用了全部数据的图6.1和图6.2不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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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修正了距离变量，因此图中原点相当于抽象出一个虚拟的“核心城市”，其定义域为（0,1866km）。加权平均距离中最大值为甘肃省嘉峪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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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出台的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六项。国内大多数学者也采取了这种划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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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03年以前采用了不同的行业分类标准，这里我们只给出了2003年以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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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增长模型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到大港口距离的关系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三次曲线关系仍然是成立的。为了控制篇幅，这些分析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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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本章的样本中，距离最近大城市的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城市只有四个，为酒泉、嘉峪关、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仅占总样本（共286个城市）的1.4%，因此图6.5中我们只描绘了到最近大城市距离在1000公里以内的情况。







[31]


 
 值得一提的是，与服务业相比，到大城市距离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在对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中都不显著，同时我们也试过加入三次项，结果依然不显著。






第7章





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












前面的章节论证了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集聚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以及经济集聚力对于城市体系的塑造。现实中的情况是，人们不认为地区间收入差距是人口未能充分自由流动的结果，而将地区间收入差距归罪于经济向沿海地区和区域性大城市的集聚。在这种思维定式之下，从20世纪最后几年开始，各类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纷纷出台，而其共同特征便是动用行政力量引导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那么，动用行政力量来引导资源流向的措施真的能够起到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吗？在任何时候，每当谈到地区间差距，都要区分“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这两个概念，前者是产出总量，其差距缩小只是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后者则是用经济总量除以人口，人均差距缩小才是真正的平衡发展。以人均GDP的差距为例，将资源（比如财政补贴）投向欠发达地区可以缩小地区间的产出规模差距，但对缩小人均意义上的差距所起的作用却并不一定很大。如果资源投入欠发达地区，做一些当地并无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出效率很低，那么，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提升并不多。相比之下，将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迁入到发达地区，让剩下未迁出的居民拥有更多的人均资源（比如土地和资本），从事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从而缩小区域间的人均产出和收入的差距。



再来看土地，在中国的经济集聚和区域平衡这一对关系中，土地政策至关重要。中国的土地供应受到政府控制，并没有在人口流入地、地价贵、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充分供应土地。相反，2003年之后，向内地提供相对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使内地获得更多的工业发展空间，被作为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在2004年之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内地开发区企业在全国开发区企业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但是，这样的向内地倾斜的土地政策带来的结果却是，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明显更低。如果发达地区同时也是产出效率更高的地区，那么，减少其建设用地指标的投入量，结果是其土地价格提高，从而企业必须追求更高的产出效率。而在欠发达地区，当建设用地指标投入量增加时，将对土地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实际上是对低产出效率的企业起到了补贴的作用。因此，运用行政力量来均匀地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的结果是，地区间土地利用效率的差距反而在扩大。更进一步的后果是，地区间的地价差异被扩大，而这又对地区间的产业形成了“筛选”机制，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企业在较发达地区不能承担高地价，而在欠发达地区却能够得到低地价的补贴，最终，地区间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差距反而被拉大。



经济学中非常著名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资源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那么，经济资源最终将由使用效率最高的人获得，而资源的初始配置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但资源的初始配置会影响收入分配，因为资源的初始拥有者将获得资源使用权转让的收益，而资源的最终使用者则需要为使用资源而付费。借助于市场交易可以改进资源使用效率，这一思想也可以用于土地。虽然土地从自然属性上来说是不可移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建设用地指标较富余的城市A转让面积为N的建设用地指标给城市B，城市B可以将其N单位农业用地用于非农业开发，而A市则相应地必须多保留N单位的农业用地，并为此获得一笔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的转让费。在这一过程中，建设用地指标的利用效率将得以改进，这种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空间蕴涵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截止到本书写作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不允许跨省（区、市）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换句话说，在保持18亿亩耕地的目标下，各个省（区、市）都有自己的保护耕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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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被突破，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非常稀缺，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将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农村宅基地进行整理复耕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进行再配置。在不允许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的政策下，中国是否可能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实现平衡？反过来说，如果取得政策突破，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这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像中国这样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地区间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二个。无论是俄罗斯和美国，还是加拿大和印度，其国土的东西两边都有出海口，在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国际制造业分工的今天，港口城市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相对分散有利于实现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地区间平衡。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并不长，大的港口城市主要就集中在东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在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为海运的背景下，港口城市的相对集中对于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全球化趋势之下，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一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当建设用地指标的均匀配置成为追求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手段时，有必要考察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会造成多大的土地利用效率损失。从土地政策的视角，能够看到政策因素和市场力量如何角逐，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2003年之后，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同步的快速增长（卢锋，2012），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和工资上涨相伴随的“用工荒”（蔡昉，2010； Zhang, Yang and Wang, 2011）。同样是在2003年前后，住房价格开始快速攀升，房价上涨的成因和后果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本章要说明的另一件事是，土地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不仅直接危害到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因为在劳动力流入地，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如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那么，房价就会快速上涨，而这会提高生活成本，从而又阻碍劳动力转移，使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再进一步推升工资，最终危害到经济的竞争力。



本章的分析表明，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土地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可能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而土地供应—房价—工资的逻辑链条又展现出了一个市场上的扭曲怎样传递到另一个市场上去。




7.1 影响中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政策背景




虽然本书反复强调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在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的均衡作用之下决定的，其实政府的政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政府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主要起的是扩散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力量是促进经济集聚的，但从户籍、土地、财政转移等方面来说，政府政策也还是在发挥使经济活动离散化的作用。正如我反复说的那样，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普遍地混淆了“平衡”和“均匀”两个概念，把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作为追求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手段，相应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地区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y），此类政策的目标是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但这个政策是不是真能如愿以偿，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7.1.1 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制度




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是促使区域经济分散发展。一方面，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政府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维持工业部门原材料的低成本和城市居民低生活成本，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利润和提升资本积累速度，形成了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福利的差别，于是，需要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为地制造了城乡分割，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另一方面，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将大量工业企业由沿海大城市疏散到中西部内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越来越趋向分散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经济，农业的比重还非常高，因此，经济集聚也的确没有那么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市场力量和全球化趋势使得经济产生了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区域经济分散发展的政策导向。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主张发展小城镇。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6月发出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各地方政府通过“撤乡建镇”“县改市”“地改市”等政策手段不断推进小城镇建设。其次，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一直存在分割市场、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倾向。沿海大城市出于保护本地居民利益的考虑严格限制外来人口流入，而如果在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要为居民创造就业并提供公共服务，势必会通过争取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来壮大本地的经济规模。在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过程中，内地城市获得了超过其经济发展实际所需的用地指标，内地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非常快。第三，自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中部崛起”“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以财政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作为政策导向，也构成使经济活动在区域间离散化的力量。



均等化的建设用地分配政策是以当前的土地相关立法为背景的。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于次年1月开始实施，这是中国土地政策制度化的开始。《土地管理法》规定，“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确立了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通过逐级审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来分配和调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法律依据。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具体依据是建设部于1990年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该《标准》以本地户籍非农业人口为依据，规定现有城市只能以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为依据，在《标准》允许的调整幅度内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现状人均用地水平偏高的城市要在现有水平上适当减少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标准》还规定了居住、工业、道路广场和绿地四大类主要用地的规划人均单项用地指标，要求“大城市的规划人均工业用地宜采用下限；设有大中型工业项目的中小工矿城市，其人均规划工业用地指标可适当提高”。这一《标准》自1991年3月生效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基于以上法规制定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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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93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纲要（草案）》对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总量进行限制，在1985年和1990年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编制了2000年各省级行政区的土地利用平衡表，并要求各地方政府依照《土地管理法》通过制定本行政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来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土地利用规划需经上级政府批准。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下列原则编制：“（一）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二）提高土地利用率；（三）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五）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在此基础上，1999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第二轮土地《规划纲要》在明确1997—2000年和2000—2010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上限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统筹平衡各区域用地，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新增建设用地的限制也更加严格。第二轮土地《规划纲要》规定东南沿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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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特别是城镇和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环渤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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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同时保障国家重点建设必要的用地”，东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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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统筹安排各业用地，严格控制城乡居民点用地外延扩大，加快工矿废弃地复垦”。与此相对的是，对于中西部内陆区域则并没有限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扩大的具体要求，仅强调要保护耕地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第二轮土地《规划纲要》还要求“强化土地利用的计划指标控制”，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的“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县级和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用途分区必须落实到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主要控制指标通过中期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实施”。因此，统筹平衡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的土地政策通过影响城市建成区面积限制了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和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从而影响了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非常有限，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建设用地指标不够用的情况。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拥有更多建设用地指标，则意味着拥有更多土地出让金的来源。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亿元，与此同时，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3258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占比接近43.7%，已成为地方财政的“顶梁柱”（满燕云，2010）。于是，除了新批准的建设用地指标外，各地政府还通过一些办法来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由农用地整理和建设用地整理两大类组成。农用地整理可以减少田埂等占地面积，增加实际的耕地面积，从而增加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而不减少耕地总量。建设用地整理是将原有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也可以相应增长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一些地方还通过兴建新的农民定居点，将农民集中居住，从而减少农村居民人均占地面积，并相应增加新的建设用地指标。更为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通过填海造地来增加建设用地指标，这样的做法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缺乏科学的评估。



虽然土地从自然属性上来说是不可流动的，但是，建设用地指标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土地使用权，这个权利是可以流动的。在实际操作中，可用于转让的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是由上级政府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可以是既有的建设用地（如厂房占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所产生的指标。图7.1以农民转让其宅基地使用权为例解释了农业用地的“占补平衡”。图中，一个劳动力已经从A市流向B这个大城市（圈内的阴影表示城市，而白色表示农村），但他仍保留了其在老家A市远郊的宅基地（图中阴影标出的住房），占用了建设用地指标。如果允许其将自家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相应增加在B市的建设用地，则这一使用权交易能够给进城农民带来资产收益，而农业用地总量不变。这一过程中，哪里的土地产出效率更高，城市面积扩张更快，土地资源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7.1.2 影响区域经济布局的开发区政策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土地资源的配置主要体现在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而这又集中在各种开发区的设置上。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开发区设置便是一个与地理紧密联系的过程。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市创办经济特区。1984年，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有条件的沿海港口城市中建立经济技能开发区。1985年，进一步开放了长江三角洲、闵漳泉三角洲和珠海三角洲地区。1988年，海南省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开发开放浦东新区。至1991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新辟2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全部在沿海省份。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开发区的设置与整个国家对沿海地区率先推进经济开放的战略是一致的。



国家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内企业实施了财税、土地、金融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葛顺奇、田贵明，2008）。例如，“1.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可从获利的年度起免缴所得税两年，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按7.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外商投资企业上述免减税期满后，凡属先进技术企业的，可再延长3年减半缴纳所得税，属于产品出口企业的，若当年出口产品达到全年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3.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缴纳地方所得税，并从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缴地方所得税，第一年至第五年减半按0.75%的税率缴纳地方所得税。……7.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免缴关税和增值税。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地价，按投资规模和资金到位情况每亩可下浮1—5万元，经省、市科委认定的高科技项目，地价可下浮3—6万元”。同时，国家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税率优惠措施对象仅限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这形成了开发区内外不平等的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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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设立的开发区也比照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各自实施着对于开发区企业的优惠政策。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有追求经济总量和税收增长的冲动，而现有的干部任期考核体制也使各地政府过分看重经济发展指标。于是，开发区的设置很快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许多地区纷纷下放开发区审批权，造成大量违规占用土地现象。很多地方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盲目跟风”，设立开发区，有的市甚至提出各个乡镇都要设立园区，开发区数量和面积均急剧增长。一些开发区规避城市规划对建设用地的控制，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设立开发区时不征求土地、规划部门意见。由于开发区数量增长过快，甚至出现大量土地（尤其是耕地）占用后被闲置撂荒的现象。另一个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低价征用，没有给土地所有者充分的补偿，大批失地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地方政府所得到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往往被作为招商引资的有效工具。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条件不佳的欠发达地区，也总能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方式来用完其所得到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招商引资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土地方面，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竞相压价。很多地方采取补贴地价，配送土地，甚至“零地价”“白送”等优惠政策，造成土地资产严重流失。在2003年前后的工业开发区建设浪潮中，“各地制定的招商引资政策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用地优惠政策，包括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按投资额度返还部分出让金等”，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很多市、县、镇级地方政府提出‘零地价’来争取工业发展”，长江三角洲的情况也不例外，“即使在土地资源最为紧缺的浙江省，征地和基础设施配套成本高达10万元/亩的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格只有8.6万元/亩，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开发区出让价不到成本价的一半”（陶然等，2007）。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以来的工业用地总量分析，工矿用地在整个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长期持续稳定在43%，高于房地产开发用地及其他各种类型用地，在一些地区达到了50%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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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手段之一就是采用协议转让，而回避“招拍挂”的方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并不是无利可图的，工业发展了，居民收入有所提高，而居住用地的供给则随工业用地的增加而减少，这样居住用地价格就被抬高了（郑思齐和师展，2011）。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开发区的急剧增长之后，2003年底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全国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力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70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2003〕7号）的要求，对撤销的开发区采取的措施包括取消其名称，撤销其管理机构，收回各项管理权限。对依法收回的土地，能够复垦的，由当地政府组织复垦后无偿交还农民耕种；能够恢复其他农业用途的要予以恢复；严禁撂荒闲置。到2004年8月，最终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其中，国务院批准设立开发区171个，省级政府批准设立开发区1094个，其余的5601个开发区都是市、县、乡政府和各级部门设立的。根据《关于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的通知》，县级及以下开发区，一律予以撤销。到阶段性检查验收结束时，全国的开发区数量已经减少到2053个，规划面积压缩到1.37万平方公里。开发区核减数量占原有开发区总数的70.1%；压缩的规划面积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收回闲置土地116.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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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清理之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年版）》。根据这一目录，全国保留的开发区被分为222个国家级和1346个省级开发区，开发区的名称也得到规范，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



在开发区总量得到清理的同时，开发区和相应的土地供给被作为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在2003年这一轮的开发区清理过程中，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了一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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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映开发区政策作为沿海优先发展政策向区域平衡发展手段的变化，我们基于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调查数据统计了每一个城市在每一年开发区内企业在全国开发区内企业数量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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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7.2中，我们绘制了城市开发区内企业所占比重与该城市到香港、上海、天津这三大港口的最近距离的关系。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98—2003年期间，越靠近大港口的城市开发区内企业的比重越高，而随着距离大港口越来越远，开发区内企业的比重明显下降。与1998年相比，2003年在到大港口大约150公里的范围内开发区企业比重有较明显的下降。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到大港口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开发区企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100—400公里范围内开发区企业的比重有所下降，而500公里之外的开发区企业比重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与2004年相比，在2007年，到大港口150公里范围内的开发区企业比重有明显的下降。









开发区土地供应的地区倾向同时也意味着相关优惠政策的地区倾向。因为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使得不同区位的开发区在土地利率效率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控制其土地供给，结果必然是土地价格提高，企业必须追求更高的产出效率。而在欠发达地区，当土地供应量增加时，将对土地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实际上是起到了补贴低产出效率的企业的作用。因此，运用行政力量来均匀地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其结果却可能是使地区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距更大。以江苏省为例，苏南地区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而苏中地区高于苏北地区（翟文侠等，2006）。




7.2 中国的城市布局和土地利用效率比较




本书在第2章中已经指出过，作为市场整合不足和要素流动受限制的结果，中国的工业集聚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的规模总体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局限，使得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明显低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中国必须认识到，经济的集聚是不可逾越的过程，如果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资源布局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区域平衡，将使得中国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近些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所加快，但本章更为关心的是，城市的空间布局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本书已经指出，中国的城市规模差异总体偏小。那么，从趋势上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差异偏小的现状在如何变化呢？从1994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基本上处在上升趋势之中，到2006年这一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54，距离2000年其他国家城市规模基尼系数大约在0.5以上的水平还很远（参见图7.3）。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城市的GDP总量差异作为指标，中国城市的规模差异水平要远远高于用人口规模度量的差异，而且，两者的差异还有扩大趋势，这显示出，中国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速度要远远领先于人口的集聚速度。即使我们仅用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规模差异作为度量指标，也仍然发现，经济规模差异和人口规模差异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再用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来看城市规模的差异，结果是，这一规模差异高于城市人口规模差异，但低于非农业人口规模差异。虽然建成区面积的差异在1997年以来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但其与GDP规模差异之间的差距也并没有明显的缩小。






从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和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的比较来看，前者是明显快于后者的。在我们自己的数据里，1990—2006年间所有城市样本平均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为每年7.77%，而同时期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仅为4.56%，两者相差3.21个百分点，前者接近于后者的2倍。由于《城市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密度数据质量不高，我们根据数据质量相对较好的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计算了“就业密度”数据，来代替城市的人口密度，并且将2003年和2008年两年的就业密度分别画在图7.4的横轴和纵轴上。此外，图7.4还画了两条线，实线是两年的就业密度之间关系的拟合线，它表示初始年份就业密度高的城市在五年后仍然就业密度更高。而虚线是表示就业密度不变的线（即45度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这五年间，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出现了就业密度的下降，根据数据，286个城市中，有202个城市的就业密度是下降的。2008年城市就业密度的均值是2003年就业密度均值的93.94%，也就是说，平均来看，在五年间，城市就业密度下降了大约6%。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得以改善，以及人们更多乘坐汽车出行，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在同时扩张的过程中，会出现人口密度下降的现象，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这一现象（Angel et al., 2011）。但是，中国城市的就业密度在五年间下降6%，应该说是一个很快的速度。






中、西部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速度要远远快于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人口密度下降的标准的话，那么，如果总体上经济欠发达的内地城市人口密度下降的速度超过东部沿海，这一现象就值得警觉了。我们将城市样本进一步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的差别在东部相对较小，在中部大一些，而差距最大的则是在西部。换句话说，只有在东部城市，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才基本上是同步的，考虑到新增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相对原先的城区较低，因此，在东部地区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略快于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是合理的。相比之下，在中部，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2倍，而在西部，这一比率是2倍多。无论如何，越往内地，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得更快，这是值得忧虑的（见表7.1）。






中、西部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更快，既与土地供给倾向于内地有关，也与内地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合理的资本深化，从而创造就业较少有关（具体参见第9章）。人口空间集聚不足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这在人地矛盾较高的中国尤为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的一个后果是，落后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受到严重制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因为内地的人口不能向沿海地区集聚，内地的城市发展必然大量占用土地资源，由此而造成的土地利用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合理性一旦形成，将非常难以调整。



那么，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其土地利用效率究竟有何差异呢？我们利用2006年的截面数据绘制了地理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散点图。我们对地理区位的定义仍然采用一个城市到香港、上海和天津这三大港口中较近的距离（单位为公里）。我们用一个市的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平均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出（万元）来度量土地利用效率，并对其采用每个省的城市物价指数进行了消胀。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城市的土地总面积是一个变动非常大的数据，因此我们没有根据这个面积来计算土地产出效率，而且对于经济集聚来说，将农业用地包括进来也的确意义不大。我们将第二、第三产业产值除以建成区面积，实际上是假定了建成区没有农业，而非建成区没有第二、第三产业，这当然会有度量误差存在，但由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因此，这种误差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也没有更好的度量土地利用效率的方法。从图7.5中可以发现，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这个三次曲线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型（Fujita and Krugman, 1995; Fujita and Mori, 1996; Fujita et al., 1999b）。从三大港口附近到大约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土地利用效率从2亿元左右下降到1亿元左右（每平方公里每年）。由于土地利率效率本身的度量误差问题，更有意义的是相对差距，图7.5显示，从三大港口附近到大约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土地利用效率降幅在50%左右。







7.3 城市土地利率效率的决定及跨时比较




这一部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数据来自基于1991—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建立起来的1990—2006年期间的城市面板数据，覆盖了30个省级行政区、286个地级城市。由于原始数据中存在变量缺失，实际进入模型分析的观察值是2802个。



本章建立的计量方程如下：






在上式中，被解释变量为
 
i

 市
 
t

 年的土地利用效率，用该市的建成区每平方公里每年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出（万元）来度量。



在解释变量中，我们最为关注的就是一个城市到香港、上海和天津这三大港口中较近的距离（单位为百公里），即“港口距离”，为了刻画距离对土地利用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还放了这个变量的二次项和三次项。



在解释变量
 
X

 中，我们依次放入了以下这样一些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大多数也是决定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变量：



大城市距离：同样，在初始年份，一个城市到最近的1990年非农业人口在150万以上的大城市的距离（单位为百公里），这是为了度量大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为了刻画这个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还控制了这个距离的平方项。



建成区面积变化率：《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建成区面积数据变化非常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将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意味着能够有更大的管辖范围获得给予城市的政策，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如果一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出现陡增的现象，那么，一定是一些城区边缘的土地被计入了建成区，其直接效应是将造成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但是，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地区的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话，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将有利于提高平均的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我们在方程右边控制了建成区面积的变化率。



其他的控制变量与上一章一样。对于方程（7.1），我们用了面板数据的GLS估计方法。之所以没有用固定效应的一阶差分或去均值法估计，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核心变量和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都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对于这一模型，我们也用异方差稳健OLS方法进行了估计，所得的系数和显著性几乎没有不同，因此没有报告这些结果。GLS估计结果如表7.2所示。






在表7.2中，所有解释变量解释了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率的大约55.4%，而根据图7.5，在2006年数据里，仅到港口的距离这一个指标就可解释土地利用效率的大约23.6%。到大港口的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三次型的。从我们的估计结果来看，到大城市的距离呈现出“U”形的曲线，根据计算，在233.5公里之内，距离中心大城市越远，土地利用效率越低，但距离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递减的。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负的，但不显著，在后文中将说明，这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建成区面积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本身就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健康、人口规模、人均水资源条件、有利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包括港口条件和经济的开放）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有利的，而更依赖政府推动和投资推动的发展方式却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是不利的。在控制了其他指标后，中部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更低，但西部却没有显现出与东部的显著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我们的度量指标（师生比）不能准确度量当期的人力资本有关。



为了表示出距离和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将上述模型分年份分别进行了估计，见表7.3。估计的方法是截面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且采用了异方差稳健的估计。其中，1991年、1992年和1993年的数据缺失太多，因此在估计中被放弃了。分年的估计结果如下，这里，我们仅报告了距离的系数，其他变量的系数省略了。在表7.3中，绝大多数的距离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少量未在10%水平上显著的系数，其显著性的
 
t

 检验值也大于1。我们也估计了仅仅将土地利用效率与距离进行回归的结果，这对距离的系数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说明距离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稳定的。






如果将表7.3中的系数所表示的距离和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做成图，我们得到图7.6，其中，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仅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四个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观察：（1）每一条曲线都呈现出了“∽”形的三次曲线，这符合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中提出的地理和生产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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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随着时间推移，总体上来说，这条线是向下移动的，也就是说，地理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在一段区域内是越来越大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形曲线的第一个极值点和第二个极值点到2006年时已经基本消失。以上发现说明，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是越来越强的。当然，需要承认，如果我们将16年的曲线全部画在一起的话，由于少数年份的曲线形状出现特殊的变化，因此时间推移对曲线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有规律可循。






上文中，我们在讨论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效率的度量的时候，曾经指出过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很大。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建成区面积的调整，使得我们可以在边际意义上——而不是像表7.2和图7.6那样在平均意义上——考察在距离大港口不同的地方，同样比例的建成区面积的增加对土地利用效率有何影响。表7.4在表7.2的基础上，加入建成区面积变化率与距离的交互项后，这些交互项都是显著的。建成区面积变化率这个变量也由不显著变为高度显著了，而其他变量的系数则基本上不变。






如果我们将表7.4中的建成区面积变化与距离的交互项，以及建成区面积变化的系数放在一起模拟出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随距离的变化，可以得到图7.7。根据图7.7，在靠近大港口的附近，边际上增加1倍的建成区面积，土地的利用效率平均可增加1987年可比价格的4000万多元（每平方公里每年），而这种正效应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处便不存在了。之后，随着距离大港口越来越远，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带来的是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当距离增加到大约1050公里之后，建成区面积的增加带来的是土地利用效率的加速下降。这再次证明，如果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成区的扩张应该在距离三大港口450公里之内的范围内，而这个距离大致就是三大港口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及其所能够辐射到的腹地的范围，相当于香港到福建漳州（434.80公里）、上海到安徽淮南（450.50公里）和天津到河南鹤壁（453.30公里）的距离。当然，这里所指的城市面积扩张的效应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是在平均意义上显现的，并不能否认在内地建设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也有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正的净效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平均意义上，如果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势必造成内地盲目扩张城区面积，将带来巨大的土地利用效率损失。







7.4 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工资




前几节中，我们主要分析的是地理区位如何影响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但没有直接讨论土地供应的内地倾向对整个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一个与2003年土地政策的变化看似巧合的是，2003年以来工资和房价快速上涨，这些现象是不是有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呢？就房价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工资上升，会通过需求效应推升房价；另一方面，房价作为生活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会通过成本效应反过来推升工资。因此可以将工资上涨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劳动报酬增加，这样的工资上升无疑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种是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率先上涨，然后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再倒逼工资提高。这类偏离劳动生产率提高趋势的工资上涨，将冲击企业的成本和盈利，从而迫使企业经营者加速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甚至引起一些企业退出生产，或转战成本更低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如果生活成本推升的工资上涨是由某些扭曲性的政策导致的，则将造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已经终结”的假象，并出现过早的资本替代劳动和过度的产业升级，从而偏离实际的比较优势，最终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对于工资上涨类型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进而影响国家产业、区域乃至宏观政策的制定（见图7.8）。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和房价虽然几乎同时在2003年前后开始快速上升，但这一上升在城市层面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图7.8描述了中国286个地级市在2001—2010年间4个典型年份的工资与房价情况。从图中可见，在2003年之前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在房价和工资的相关性上较为接近，但在2003年之后东部城市的房价、工资上涨速度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而东部城市房价的上涨速度又明显快于工资的上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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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试图从土地政策的角度出发，为2003年后的工资—房价增长的地区间分化寻找解释。2003年前后，中央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在土地供应总量上实行更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并于2003年开始对土地违法进行严厉打击，其中对东部地区土地违法的查处尤其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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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土地供给方式上推行全面的“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成为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给方，并通过“饥饿供地”等各种方式追求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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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上述两个变化是全国性的，与本章关系更为紧密的是：（3）中央政府出于区域均衡发展的考虑，开始在土地供给的空间分布上实行倾向中西部的用地政策。在2003年之前，中西部土地供给占比有所下降，而之后则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9.5%上升到2010年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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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2003年后东部地区在全国土地供给中的份额是下降的，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在这一时期却仍然是人口流入地，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的土地供求关系更为紧张。



基于以上种种事实，我们认为，同时在2003年后出现的工资和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及土地政策的调整，不只是单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其内在因果关系的。本章将应用中国286个地级市2001—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土地供给政策如何影响房价，并最终传导到工资。进一步地，我们将研究这一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并分析背后的机制。本章要建立的逻辑是：正是由于东部地区在继续成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同时，又面临土地供给受限，推高了东部地区的房价，并相对减少了劳动力流入的数量，最终提升了工资。过去几年中，学术界在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房价的加速上升以及“土地财政”的影响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至今尚未将这三者置于同一个框架之下来分析其内在关系，并讨论因此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




7.4.1 文献回顾及评论




总量视角的经济增长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之中，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时，已经过高的国民储蓄率也不可能一直提高，如果TFP的增长维持在过去的水平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Perkins and Rawski, 2008）。而且，即使总量意义上的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只要TFP的高增长可以维持，经济的总量增长仍然可以持续。在通常的经济发展中，以教育水平为标志的人力资本提升，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技术进步，都是TFP不断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放缓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从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期似乎有其必然性。



但是，在经济增长的总量分析中，往往容易忽视结构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城乡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形成一种促进TFP增长的“结构转换红利”。经济的城乡间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城镇化进程。但是面对2003年之后的工资快速上涨，蔡昉和王德文等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和新增劳动力相对于需求的不足，这是2003年之后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蔡昉，2007a，2007b，2010；王德文，2008）。如果确实如此，城乡间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结构转换红利”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但学术界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其实有较大的分歧（白南生，2009； Knight, Deng and Li, 2011； Fung, 2009； Islam and Yokota, 2008； Minami and Ma, 2009）。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城市出现明显工资上涨趋势的2003年，农村仍然生活着超过一半的全国人口，城乡间人均收入之比超过3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直到2013年末，城镇常住人口仍然只有53.7%。很多学者认为，工资上涨实际是在总量劳动力剩余条件下因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具体的解释有两种。（1）基于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的考量。即认为，中国在农村劳动力依然过剩情况下出现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缺乏，其实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并造成了工资的快速上涨（陶然等，2011；Knight, Deng and Li, 2011；Golley and Meng, 2011）。（2）基于年龄歧视的考量。农村的大量年长劳动力实际上依然有外出务工的意愿，但由于存在年龄歧视，降低了他们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宁光杰，2012）。



上述对于2003年之后的工资上涨现象和劳动力短缺现象的解释，还只是针对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局部均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速度出现下降，而且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用企业间TFP的标准差度量）出现恶化，中西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趋势尤为明显。这些均在2003年出现并看似巧合的不同拐点提醒我们，需要从多市场的一般均衡视角分析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走势。



2003年之后，另一个拐点出现在住房市场。随着土地供应总量增长的收紧，并且在增量上向中西部倾斜，加上“招拍挂”制度的严格实施，2003年之后出现了房价的迅速上升，这一趋势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如本章图7.8所示）。针对近十年来房价快速上涨现象，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已有大量的研究认为，货币超发、低利率、收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导致的需求上升，土地财政导致的用地成本提高等因素是中国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Zhang, 2013; Zhang, Hua and Zhao, 2012; Shen, 2012；邹至庄、牛霖琳，2010； Chow and Niu, 2014）。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注意到，中央政府2003年之后倾向中西部的供地政策对不同地区房价的影响，更没有研究这一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与上述研究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上升和住房市场上房价上升的文献相比，本章将研究土地政策的区域倾向如何影响房价，并进而影响工资。本章的核心逻辑是，在劳动力流入地限制土地供给的结果是房价上涨，而房价上涨则推动生活成本上升，并阻碍劳动力流动，减少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最终推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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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章的研究相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发现，城市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在最近这些年抑制了工业的发展。高波等（2012）通过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由于房价较高，对低附加值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是，这两项研究都没有注意到，东部房价相对更快的上升有土地供应收紧的政策因素作用，而且他们并没有提供住房价格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的证据。与这些研究相比，本章首次运用中国数据，对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均衡分析提供经验证据，并从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政策的拐点出发，为工资和房价的同步上涨及其地区间差异提供解释。




7.4.2 计量模型及数据




本章的经验模型主要检验受政策影响的土地供给弹性如何通过影响房价，进一步影响工资，其基本回归模型为房价影响工资的方程：






ln工资



it




 和ln房价



it




 分别为
 
i

 城市在
 
t

 年的工资的对数和房价的对数。本章所使用的样本为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期为200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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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所用工资数据是由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总人数”计算出的每个城市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房价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该年鉴在“商品房屋销售情况”一栏下公布各地级市的商品房屋销售额与销售面积，由此可计算出各地级市历年商品房屋销售的平均价格，即为本章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房价，单位为“元/平方米”。本章所关注的核心系数是
 
β

 ，如果在控制了一系列城市特征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显示
 
β

 显著为正，则表明房价显著推升了工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本章模型中，房价对工资的影响是在控制了人均GDP这一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量之后得到的，这样的房价推动工资上涨的机制是脱离劳动生产率的，将不利于长期经济的发展。



控制一组城市特征



it




 变量，可以尽量地缓解遗漏变量偏误。一系列有关城市特征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同时出于数据准确性的考虑，均使用市辖区数据。这组城市特征变量包括以下四项。（1）城市劳动生产率，以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劳动生产率较高，从而房价和工资都相对比较高。（2）城市的就业密度，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除以建成区面积衡量；这个变量本质上是为了控制人口密度的影响，但考虑到统计年鉴中地级市层面的人口密度数据质量较差，故使用就业密度来代替。就业密度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工资，但同时，就业密度高也意味着，单位面积上的劳动供给更高，从而降低工资。就业密度还是一个住房供求关系的度量，就业密度高时，通常房价也会更高，因此需要加以控制。（3）城市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除以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中国的城市在吸纳外来人口时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一个地方如果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高，那么，吸纳外来人口就业的能力就相对较弱，工资水平相对更低。（4）城市的投资状况，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这个比重越高，投资活动越活跃，创造就业能力更强，有提升工资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控制一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变量。这些变量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高工资的作用，同时，这些变量本身也意味着城市更好的生活质量，因此，当地居民愿意为了这些生活质量而放弃一部分工资。这两种可能均存在，最后的系数符号取决于正负效应的相对大小。我们控制的这组变量包括：（5）城市基础设施，以人均铺装道路面积衡量。（6）城市的教育状况，城市层面缺乏人均教育年限这样的面板数据，于是用人均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作为一个代理变量。（7）城市交通状况，以人均公共营运汽电车数来衡量。（8）城市环境状况，以人均园林绿地面积衡量。（9）城市医疗卫生条件，以人均病床数衡量。考虑到房价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某些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控制省份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一个城市的工资和房价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工资和房价之间存在联立性的内生性（simultaneity）。一方面，工资的上涨通过收入效应增加住房需求，从而推高房价；另一方面，城市房价的上升会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将抑制劳动力在本地区的集聚（或阻止潜在劳动力的流入），减少本地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升工资（Helpman， 1998）。房价对工资的影响还会遇到遗漏变量的估计偏误。一个城市的房价和工资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通常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房价和工资都相对比较高，这会导致房价对工资的影响被高估。此外，房价可能还会反映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amenities），而劳动者可能为了在生活质量较高的城市居住，宁愿放弃一部分工资。对于遗漏变量的问题，我们已经尽量控制了一组可以获得信息的城市级变量，但理论上仍然可能存在未观察到的遗漏变量。面对上述联立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本章通过寻找房价的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估计偏误。



工具变量的基本思想是寻找一个外生的、通过且仅通过内生变量（房价）而影响被解释变量（工资）的变量。我们认为，城市的土地供应状况是房价合适的工具变量。土地是住宅市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且地价在房屋成本中占很大一部分
 


[18]




 ，因此土地供应情况将直接影响房价。已有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判断。如陈斌开、杨汝岱（2013）使用城镇住户调查（UHS）和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土地供给越少，住房价格水平越高。使用工具变量方法需要担心的是，工具变量本身会通过未观察因素而影响被解释变量。其中，最容易想到的是，人均土地出让面积的增加，会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影响工资。对此担忧，鉴于我们已经在模型中控制了人均GDP、投资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这组变量，故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均土地出让面积通过未观察因素来影响房价。



由于中国在土地公有制下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因而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严格管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国土资源部根据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总量控制指标建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的计划指标建议，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草案，纳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审定后，下达各地参照执行；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后，正式执行。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包含：（1）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包括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和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及耕地指标。（2）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包括土地开发补充耕地指标和土地整理复垦补充耕地指标。（3）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其中，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际反映了一个城市在该年度的土地总体供应情况。对于地级市而言，这一指标实际是省级政府制定的（其中计划单列市的指标由中央政府制定）。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不论是在省级层面还是地级市层面均未公开，但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编辑部出版的历年的《国土资源年鉴》中公布了省层面的“国有建设用地审批情况”。这是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下达后，在各省区市具体实施中的实际审批数。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批准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范围之内，开垦未利用地、农用地及耕地，将它们转换为新增建设用地，同时进行土地的开发整理，以保证耕地“占补平衡”。之后，土地管理部门在土地市场上根据不同的土地用途，以不同的方式供应土地：划拨、出让、租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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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划拨用地主要用于：（1）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2）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3）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而作为商品住宅开发的土地，则必须经由出让方式供应，相应的土地出让面积的多少将更直接地影响房价。



由于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有一部分来自于现有建设用地的再开发，因此这个变量可能是内生于房价的。但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出让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我们没有地级市层面的建设用地指标数据，但在全国层面，我们对比了由耕地转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出让面积，由图7.9可知，历年建设用地审批面积（耕地转用部分），与土地出让面积在空间配置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到不同城市本身的地域面积不同，以及房地产开发的周期，我们在实际的回归分析中，使用某一城市上一年度的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该城市当年房价的工具变量。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少房价反过来影响土地出让面积的可能性。







7.4.3 房价推动工资：经验证据及其地区间差异




我们首先在表7.5中报告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中的第一阶段结果，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发现，上一年度的人均土地出让面积，对当期的房价在不同地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上一年度人均土地出让面积越小，当期房价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影响房价的系数非常接近，东部的系数绝对值略小。考虑到东部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建筑容积率高，土地供给对住房供给和房价的影响较小，这是合乎逻辑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分析实际上也从供给方解释了房价的差异，也就是说，房价高与土地供给跟不上需求有关。具体到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东部的房价更快的上涨与其土地供给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有关。控制住一系列城市特征变量后，在全国、东部和中西部样本中，弱工具变量
 
F

 检验的值分别为34.04、 15.93和18.96。






我们在表7.6中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的第二阶段结果。从第1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层面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房价依然显著推升了工资，平均而言，房价上升1%，工资大约上升0.353%。进一步区分东部和中西部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房价对于工资的推升，主要由土地资源更为稀缺的东部样本所推动。在东部地区，控制了其他城市层面的因素之后，房价平均上升1%，将导致工资上升0.742%，而中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这一效应。可见在房价推升工资这一问题上，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表7.6的回归结果也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的工资水平与人均GDP及城市的投资占比显著正相关，而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则工资水平更低。从理论上而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会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影响工资。其一，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工资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相应提高了。其二，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所带来的便利性和舒适度，本身就构成在城市生活所获得效用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降低一部分工资，即相当于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付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于工资的影响，将取决于上述两种机制的净效应。本章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变量后发现，人均道路面积与工资为负相关，人均园林绿地面积和人均病床数对工资的净影响为正。









这里看似较为“异常”的是，就业密度对于工资的显著负影响。在表7.7中，我们报告在工资方程中控制不同变量之后，同样以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当只控制房价和就业密度时，就业密度对于工资的影响不显著；当我们在第2列中加入了人均GDP之后，就业密度对于工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如第3列所示，在控制其他城市特征的情况下，不控制人均GDP，则就业密度的系数又不再显著。由此可知，就业密度的显著性实际是由于控制了人均GDP的结果，这时，更高的就业密度实际反映了相对于一定劳动力需求有着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抵消了就业密度更高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就是就业密度的系数看似“异常”背后的原因和经济学逻辑。



由前文图7.9可知，2003年之后土地供给的空间配置发生了重大的逆转，中西部相对于东部有了更为充裕的土地供给，具体表现为中西部的建设用地审批面积占全国之比从2003年开始逐渐提高，而东部与中西部的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之比从2003年开始逐年下降。在表7.8中，我们评估这一从2003年开始、倾向中西部的土地政策对于房价和工资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从表7.8的回归结果中可知，2003年之前，在东部地区房价对于工资的推动并不显著，而在2004年之后，房价则显著推升了工资。同时，在中西部房价推升工资的效应始终不显著。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难点在于，如果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模型的遗漏变量相关，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并不是一致的。为了尽量避免这种可能性出现，我们对位于东部与中西部交界线两边的城市
 


[20]




 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分界线两边的城市在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等未观察因素上较为接近，但考虑到2003年之后在土地供给政策上向中西部的倾斜，则这一倾向性的土地政策也应当在界线左右的城市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东部也有一些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待遇上都更接近于中西部。辽宁因为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享受诸多的政策优惠；河北则在地理上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更接近中部地区，而且是东部省份中唯一的人口流出省。具体分析界线两端城市的土地出让数据发现（见表7.9），界线以东城市土地出让面积在界线两端城市土地出让面积中的占比，在2004—2010年显著低于2001—2003年，而属于辽宁、河北两省的界线以东城市的土地出让占比，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较高，而且在2004—2010年期间反而比2001—2003年期间更高，这明显与界线以东城市的整体趋势相左，从而说明2003年之后，中央在实行倾向中西部的土地分配的同时，也对辽宁和河北两省给予了特殊照顾。






因此，我们考虑在界线两端城市子样本的回归中删去辽宁、河北两省城市以及与之相交界的中西部城市。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7.10。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显示，在界线以东的东部城市房价显著地推升了工资，平均而言，房价每上升1百分点，工资提高0.6个百分点。而这一效应同样是发生在2003年土地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导致东部地区土地供给相对紧缺之后。而界线以西的城市则与之前中西部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均没有出现房价对于工资的推升作用。







7.4.4 房价推动工资：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需用不同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之前的回归中，我们使用上一年度的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当期房价的工具变量，但是潜在购房者可能会针对本年度的土地出让面积做出理性预期，当观察到某年土地供给减少时，会预期下一年度房价将进一步上涨，其理性决策将是提前购房，使得土地供给的减少在当年就传导到房价上。因此，我们尝试使用当年的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结果仍然显示，在全国层面房价对工资起到了推升作用，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东部，尤其是在2003年实行倾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政策之后。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完全一致。



在基准回归中，使用人均土地出让面积的本质是为了反映一个城市某年土地供应状况。另一种反映这一状况的指标是某年土地出让面积占市辖区面积之比，类似于“地均”的概念。回归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东部城市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房价显著推升工资的情形。



此外，在本章的基准回归中，使用了人均土地供应的绝对数量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并同时控制了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因此从效果上看，实际考察的就是土地供应的相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但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我们使用相对工资（某城市平均职工工资/全国城市平均职工工资）和相对土地供给（某城市人均土地供应面积/全国城市人均土地供应面积）重新进行相关回归，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也是高度一致的。



为了节省篇幅，这些结果，我们均未报告。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借助于以上的回归结果和分析，我们想说明，2003年之后倾向中西部的土地政策相应减少了东部的土地供给，显著导致东部房价更快地上涨，进而通过推高生活成本助推了东部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尽管已经控制了很多控制变量，并且使用了工具变量加边界样本对比的方法，我们仍然需要排除一些在2003年前后发生变化的其他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干扰。



（1） 人均GDP因素。假设在2003年之后，东部相比中西部有更快的人均GDP增长，则同样将看到东部工资上升更快，同时通过收入效应使东部的房价也会经历更快的上涨。这样，本章建立的逻辑也会受到质疑。但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加总层面的人均GDP数据不可得（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了历年的户籍人口数，但无历年的常住人口数据，若以户籍人口推算人均GDP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使用第二、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来替代（第二、第三产业人均产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结果发现，东部与中西部的人均第二、第三产业产出之比恰恰在2003年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因此认为2003年之后，东部经历更快人均GDP增长的猜测并不成立。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在模型中控制了人均GDP这一变量，因此，我们看到的房价对于工资的影响是控制了人均GDP之后的偏效应。



（2） 最低工资规定。自2004年之后，中国加强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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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比中西部，东部城市恰好在2003年之后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有更快的提高，则同样有可能使得东部工资在2003年之后迅速上升。我们收集了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国286个地级市历年最低工资，发现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在2001—2010年的十年中都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东部与中西部的平均最低工资之比是逐年下降的（见图7.10）。也就是说，中西部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对提高更快。当我们在回归中加入最低工资之后，房价的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其显著性也与基本的回归完全一致。为了节省篇幅，这一结果此处也未报告。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7.5 小结




经济活动向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集聚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虽然短期内经济集聚的确可能伴随着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但从中长期来说，只要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经济将最终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相反，如果劳动力不自由流动，并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跨区域再配置，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地区间在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但却使得土地利用效率蒙受了损失，最终也不利于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根据本章的研究，1990年以来，到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推动经济和人口向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将为下一阶段的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不应该被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束缚了发展的手脚。这并不是说区域平衡不重要，恰恰相反，根据本书的相关论述，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经济集聚都能够为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的目标创造条件。在持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能够充分自由地选择到最大化他们收入增长的地方去就业和生活，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而这是使得农业人口过多的欠发达地区改善其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仅仅简单地依赖财政转移来追求平衡发展，其结果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Chen and Lu, 2008；范子英、张军，2010b）。



中国在区域发展策略上，要避免由于限制要素流动和片面依赖财政转移的政策导致效率与平衡兼失。2003年之后，政府通过限制东部土地供应的方式来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与此同时，房价与工资几乎同时开始加速上升。本章应用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研究房价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并应用工具变量加政策边界样本的方法识别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2003年之后倾向中西部的土地供给政策，使得东部地区的土地供给相对受限，从而显著抬高了东部城市的房价，并最终传导致工资上升，但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和2003年之前尚未紧缩土地供应的东部均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中西部与东部分界线两边城市的子样本回归中，也依然是高度稳健的。同时，我们排除了人均GDP、最低工资的相对变化等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因素。我们的研究为理解2003年之后工资的快速上涨，提供了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新视角，同时本章的研究评估了倾向于中西部的土地供给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工资上涨不同原因的判断，既关系到对人口红利和发展阶段的理解，也关系到国家宏观、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我们的研究首次用实证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东部快速上升的房价显著地推升了工资，背后重要的原因则是2003年之后中央政府在供地政策上向中西部的倾斜。当企业在面对高企的工资时，其理性选择将是更多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并进行产业升级。但由高房价所推升的高工资背后，实际并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为支撑，这将导致东部地区过度的资本深化和过快的产业升级，脱离了中西部及全国农村仍然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现状，最终将危害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甚至导致部分企业迁移至其他国家。



中央政府在供地政策上向中西部的倾斜，意在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但这影响了东部地区的竞争力和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造成中西部土地利用效率的明显恶化。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要求“加强年度用地计划与规划的衔接，逐步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重点控制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建设用地规模”。如果照此实施，未来东部地区的土地供给将更加紧张。根据本章的研究，这将使得东部地区的工资继续被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所抬高，从而进一步影响这些最具活力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促进增长，还是为了区域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抑或是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中国都应该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再配置。事实上，中国在各省（市、区）内部都在实践上存在着不同城市间和同一城市管辖范围内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但是这些局部范围内的实践却不能与劳动力大量跨省迁移的趋势相适应。同时，在各省（市、区）之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也要远远大于局部范围之内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因此，无论是从适应劳动力跨省流动的需要出发，还是出于尽可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考虑，中国都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省（市、区）之间再配置，特别是应允许跨省（市、区）进城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放弃家乡的宅基地，将其整理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使用，并相应获得当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对于这些具体的政策问题及其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本书在第10章中再详细讨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4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要“探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也就是说，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起来。2016年10月，国土部、住建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目标任务是，到2018年，基本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到2020年，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地挂钩机制政策体系，为如期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提供用地保障。这些都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正确方向。








[1]


 
 以上海为例，直到2010年，该市仍然保留着20.10万公顷的耕地。此数据取自《上海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在《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中，这个文件被称为《1986—200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3]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4]


 
 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







[5]


 
 包括黑龙江、吉林2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市。







[6]


 
 有研究显示，2004年以后，从政府出台的文件来看，针对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有所减少。2008年之后，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不再作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都适用，这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内外的税收政策差异不再有效。







[7]


 
 《低成本过度扩张 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已严重扭曲》，《京华时报》，2007年2月2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07-02/02/content_56865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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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引自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0411/t20041130_622006.htm。







[9]


 
 参见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7-04/21/content_5906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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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杨汝岱和陈斌开提供这个数据的计算结果。







[11]


 
 事实上，除了2005年方程中距离的系数高度不显著，并且曲线形状与众不同外，其他年份的曲线形状都是“∽”形的。







[12]


 
 在本章中，东部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3]


 
 《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 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国土资发〔2003〕45号）；《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20号）。







[14]


 
 2002年4月国土部下发《关于通过招标、挂牌、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规定从2002年7月1日起城市经营性（商业与住宅）用地出让必须通过招标、挂牌和拍卖等方式进行，改变了之前的无偿划拨和协议出让模式，但实际到2003年才全面执行。







[15]


 
 我们详细分析了2003年之后土地供给减少的城市样本，发现在2003年之前，工业占比越高、土地出让面积越多和位于东部的城市，在2003年之后有更大的概率面对土地供给份额下降。这三个因素共同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平衡区域发展上的考虑和具体政策措施。







[16]


 
 这一节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时候还包括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17]


 
 中国行政区划共有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拉萨的数据一直未公布。







[18]


 
 土地出让成本占房价的三分之一左右。参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







[19]


 
 根据历年《国土资源年鉴》，以“租赁”和“其他（国有土地作价入股）”两种方式供应的土地面积很少，不到总供应面积的5%。







[20]


 
 分界线以东的城市共38个，包括：抚顺、本溪、丹东、沈阳、阜新、铁岭、朝阳、邢台、石家庄、保定、邯郸、承德、张家口、泰安、济宁、聊城、菏泽、南京、无锡、徐州、常州、淮安、扬州、宿迁、杭州、湖州、衢州、三明、龙岩、南平、韶关、湛江、茂名、肇庆、梅州、河源、清远、云浮；界线以西的城市共34个，包括：通化、四平、辽源、赤峰、通辽、乌兰察布、晋中、阳泉、大同、长治、忻州、开封、安阳、新乡、濮阳、商丘、芜湖、蚌埠、马鞍山、黄山、滁州、宿州、宣城、巢湖、抚州、赣州、上饶、鹰潭、郴州、永州、梧州、贺州、北海、玉林。







[21]


 
 2004年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低工资规定》自2004年3月1日起严格执行，同时要求各地方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之前虽有《企业最低工资标准》（1993年11月24日），但基本没有被执行，许多地方长达10年未做调整或根本就没有设定最低工资。






第8章





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在新一轮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中，“地理有多重要”是个核心问题，然而很多论点却没有充分考虑地理因素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忽视地理因素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政府可以将倾向性的区域发展政策（place-based policy）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任何一种通过政府干预来抵消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都会表现为政府支出的增长，而如果政府通过影响投资来干预经济的话，那么，投资也会随之而上升。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于强调政府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投资推动的发展道路。在2011年，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与GDP之比达到22.0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甚至达到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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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进行科学地评估。



对地理和政策两种因素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评估，这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工作。任何国家（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如何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始终是各国政府在寻求答案的问题。在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来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妨称之为“动钱”的政策。曾经有一段时期，日本担心首都功能过于集中在东京，从而实施了“首都功能分散计划”，在这大约十年时间里，东京的人口数量下降，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落到二战以来的最低谷，这段时间正是学者们所称的“失去的十年”。类似的，韩国首尔首都圈的不断膨胀引起了地方的不满。为此，卢武铉政府制订预算高达约8200亿人民币的“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其中的措施包括限制在首都地区新建工厂，鼓励企业迁入地方。然而，5年下来的实施结果却是，地方人口不断涌入首都地区，首都与地方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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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预算作为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s），实质上就是将钱从富裕地区转向贫穷地区。美国也在阿巴拉契亚地区投入大量的联邦财政。在英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间有所扩大，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补贴来缩小收入差距。2011年，政府宣布将成立十个“企业区”，它们能够享受优惠税收和简化的规划措施，从而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但从实际效果看，简单的补贴政策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地区间差距。而真正有效的帮助欠发达地区人民致富的政策主要就是两条：一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即实施“动人”的政策；二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更有能力争取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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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如何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小问题：首先，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在解释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差异时分别有多少作用？其次，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相对重要性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有何变化？本章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面板数据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通过比较不同因素在不同时间跨度中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就能够探寻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为不同地理条件下城市适宜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基础，这对于未来中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章的研究表明，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而言，虽然地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但非常重要。从对中国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看，本章建立的模型可以解释34.6%，其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可以解释短期经济增长的0.2%。而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40.4%，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就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同时，本章还发现，只有教育和地理因素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不同时间跨度上都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虽然在短期内显著，但在长期却没有显著作用。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任何人为干预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都需要花钱，如果这些钱真要起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话，那么，正确的花钱方向是投资于教育，而不是直接投向生产性的项目。




8.1 地理、政策与经济增长




本书的前面几章已经充分地阐述了地理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其具体的机制，此处不再重复。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且往往在国家层面来研究经济增长，这时，地理位置常常只是实证研究中加以控制的因素。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一个城市体系里，诸如到港口、到大城市的距离等地理因素意味着到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性市场的可及性，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新经济地理学注重从空间集聚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并且该理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也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国内部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层面上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差异。对于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研究也不例外，不论是采取省级还是城市级的数据都可证实，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地理位置的显著影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例如Bao et al., 2002；陆铭、陈钊，2006）。



有时候，新经济地理学对空间的重视很容易被贴上“新的地理决定论”的标签。事实上，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地理的作用并非是唯一决定性的。经济政策和一些非人为的偶然因素完全可能成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说，一个城市加大了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就可能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其经济增长有利。再比如，一个城市突然在其周边发现了矿产，也可能对其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经济政策或偶然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对地理的作用产生影响，甚至改变“地理”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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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来说，如果邻近的城市发现了矿产，那么，对其周边距离远近不同的城市来说，受到的影响自然也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国际市场开放，一个地方到大港口的距离对当地经济增长来说就越来越重要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有所下降，在本质上，就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美、欧、日等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有关。这时，东南沿海地区拥有大港口的优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东北地区缺乏不冻港和气候寒冷是其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制造业体系的劣势（陆铭，2016）。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来源无非是生产要素积累和生产效率提高这两个方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生产效率提高则又可以区分为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由制度改进、技术进步、创新等驱动的总体上的生产效率改进。在这一框架下来看经济政策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书不考虑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革，比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是将这一宏大的制度变革作为一系列地区层面经济政策的调整的背景。在城市和地区层面上，很难找到直接的变量来反映经济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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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理论上来说，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无非通过加速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提升生产效率来实现。这样，通过研究那些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就可以知道，即使运用政策来推动增长，能够有多大的作用，以及应该通过什么变量来影响增长。



正确的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错误的或者低效的政策却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从理论上来说，当存在严重的外部性问题、私人部门难以开展大规模投资等问题时，政府可能有效地克服市场的不足，从而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但实际上政府的介入也可能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正如哈耶克（Hayet, 1945）所说，价格是一种发现市场信息的手段，从而能够引导资源有效配置，但政府却往往在引导资源配置时扭曲价格，从而使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的误配置。比如说，鼓励投资或者政府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但是，在实践上，是否有可能投资已经过度，从而并不促进经济增长，这却是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的。另一个思维上的误区是，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好处。比如说，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救市可能有助于经济走出谷底。再比如，政府通过国有投资可以创造产值和就业。但是，正确的讨论问题方式不是将讨论简化为有和没有政府干预哪样更好，而是应该讨论在当前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否已经过度，是否减少政府干预的程度，更多让市场和私有部门发挥作用会更好。



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两个重要的条件之上：第一，政府拥有较为完备的信息；第二，政府本身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对于前一个条件，在中国存在生产要素市场管制的情况下，劳动力、利率和土地市场价格均存在扭曲，政府并不知道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完美信息，更不用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这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对于后一个条件，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但实际上的情况却是，政府并不是完美的，政府的政策往往体现了具体部门、地方和个人的利益，从而使其决策偏离社会最优目标。



本书的上一章已经大量讨论了土地资源配置的问题，本章和下一章将更多涉及资金市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长期的低利率起到了鼓励投资和政府支出的作用，当然，长期的低利率本身就与政府对于利率的管制有关，使得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真实成本。图8.1显示了1991年至2008年间的真实利率、投资与财政支出的趋势。真实利率为年初的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当年的通货膨胀（CPI），可以看出，真实利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甚至在多个年份是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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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低利率压低了资本价格，而利率又是投资者决策的关键变量，利率压低将鼓励企业投资，鼓励政府借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和开发区建设。从图8.1中可以看到，投资和政府支出与GDP的比率在持续上升，其结果便是过度的资本深化。一个相应的现象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其创造的就业却增长不快。如果看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中国的这一“就业弹性”明显低于世界上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偏离了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的国家本应有的比较优势。而且，政府干预越强，“就业弹性”越低（陆铭、欧海军，2011；本书第9章）。






无论是为了晋升，还是为了最大化当地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官员都有激励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其手段便是鼓励投资。在当前的官员考核体制之下，经济增长是个短期目标，政府官员会愿意将支出花在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上（比如基本建设），但却相对不愿意将钱花在更长远的目标上（傅勇、张晏，2007）。不难理解这一现象，政府不是企业，不能像企业那样通过股票或股票期权来激励经理人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王永钦等，2007）。更不用说，中国还常常通过任期制、轮岗制来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控制，而这更加强了官员在任期内最大化短期经济增长的行为。于是，发展的长期目标被忽视了，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难以被实施。对于这些官员管理和激励机制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其短期内的影响，而应同时考察其长期影响。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短期的增长易于研究，只需要将影响增长的因素与其相应的当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匹配就可以了。但长期的增长却在研究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尽管当前中国更急需进行研究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长期驱动力是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但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官员没有关注经济发展长期目标的动力，教育投入被严重忽视了。从图8.1中可以看到，在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均比之前的水平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在经历过1982—2000年间较为明显的教育水平提高之后，在2000—2010年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速度有所放缓。再来看教育支出，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这一目标未能如期实现（参见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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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投入增长缓慢、教育水平提高速度放缓的同时，中国的城乡间和城市间教育水平的差距也有所扩大。在经历过城乡间人均教育年限的缩小之后，2000—2005年间，城乡间人均教育年限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仅仅在这五年间，中国城市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便从0.044上升到了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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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忽视教育并非明智之举，因为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一个地方在地理方面的发展劣势。从中国不同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来看，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有相当多的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并不低。图8.2刻画了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城市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年限，并且用非参数的方法刻画了到大港口距离与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城市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相差并不大，甚至在到大港口500—1000公里这一位置，城市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还有一个突起的部分，这对于中部地区缓解地理的劣势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相比于投资和政府支出可能会带来扭曲和资源误配，教育投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通常不会有过度投入的问题。即使在当地对于技能的需求有限，因为通过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和人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可以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动的，只要人力资本在其他地区有更高的回报，人就可以通过寻求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机会来实现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因此，着眼于人力资本的区域发展政策应该被置于优先位置。那么，从实际情况来看，是否人力资本真的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是否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小于人力资本投资呢？这就需要运用数据进行评估了。



 



在中国的城市体系里，大城市的形成是由相当长时期的历史决定的，而大港口的重要性是被全球化趋势加强的，因此，一个城市到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是难以改变的。相比之下，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却是经济政策可以控制的。由于经济政策对于增长的作用有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所以有必要评估一下那些可能被政策所影响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样道理，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开放程度、国内市场整合程度、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性市场的规模等因素都会使地理因素的作用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现有研究从空间集聚的角度关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但却没有对各种因素在不同时间跨度内的作用加以比较，因而未能告诉人们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到底在短期和长期是否有差异，也难以告诉人们那些短期内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长期中是否同样有效。从既有的文献来看，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完全可能随着时间期界的变化而不同（Forbes, 2000； Wan, Lu and Chen, 2006；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因此，有必要利用中国城市一级的数据，来探寻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时间跨度内的影响因素，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更能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8.2 数据和研究方法




在本章的分析中，我们仍然使用了1990—2006年的中国城市数据，包含286个地级城市17年的经济数据，数据的来源是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因为有些市是在较近的年份里才升级为地级市，或者因为统计的缺失，在较早的年份里，实际的观测值每年是小于286的。之前的一些研究在增长模型中使用五年平均的数据估计短期或中期的关系，也有研究使用十年平均的数据来估计长期经济增长模型（Forbes, 2000）。尽管关于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划分没有统一的意见，我们按通常的做法，分别取1年、5年和16年的时间期限作为短、中、长期的划分。对于中短期经济增长模型，我们使用的是面板数据的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对于16年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退化为一个截面数据模型，我们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作为估计方法。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型基础是Barro（2000）利用跨国截面数据研究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
 
h

 表示不同的时间期限，在短、中、长期模型中，
 
h

 分别为1、 5和16。具体来说，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城市
 
t

 年之前若干年的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的集聚效应主要发生在工业和服务业，为此，在计算人均GDP时，我们在GDP指标中剔除了第一产业产值，在人口指标中相应剔除了农业人口。由于没有城市一级的消胀指数，我们基于省级的城市部门CPI指数构建了消胀指数，对每个省内各城市人均GDP分别进行了消胀。



本章分析的重点是地理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何不同。在地理指标中，仍然控制前面章节中那组地理变量。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变量：



（1） 到上海、香港两个大港口的最近直线距离及其平方项、立方项。因为天津对于环渤海湾都市圈的集聚力并不强，我们没有使用到上海、香港、天津三个大港口的最近直线距离。事实上，即使换成到三大港口的距离，模型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距离变量的显著性略有下降。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那些将到上海、香港、天津三个大港口的最近直线距离作为解释变量的结果。



（2） 到最近“大城市”的直线距离及其平方项。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还控制了最近的大城市在1990年的GDP水平。



（3） 和地理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与最近大城市是否同省的哑变量、海港和河港哑变量。



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遵循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在解释变量中放入初始的人均GDP水平的对数，这个变量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经济在城市一级是否存在“条件收敛”。如果“条件收敛”成立的话，那么，当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得到控制的时候，初始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方，其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更慢。在短期模型中，“初始”是指上一年，在中期模型中，“初始”指5年前，而在长期模型中，“初始”是指全部数据期的第一年。



为了反映投资和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遵循既有文献的做法，控制了投资占GDP的比例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还控制了该城市教师数与学生数之比，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通常还控制政府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表示政府干预和经济开放。由于我们在方程右边放的多为解释变量的“初始”值，可以减轻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所导致的估计偏误。



在重视地理特征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同时，城市内部的经济集聚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的关注（Ciccone and Hall, 1996）。为度量城市内部的经济集聚程度，我们控制了该城市市辖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平方项，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的非农业人口来度量。



此外，我们还将控制其他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初始年份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出比重表示的产业结构。我们还放入通常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文献所放入的省会或直辖市哑变量，中部和西部哑变量，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哑变量。




8.3 实证分析





8.3.1 实证结果




在表8.2中，三个方程分别表示短、中、长期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在方程（1）中，为缓解联立性偏误，我们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用1990—2006年的中国城市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在方程（2）中我们用五年间年均（几何平均）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各因素五年间的期初状况，数据被划分为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因为地理变量是跨时不变的，我们没有对面板数据采取固定效应估计，而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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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程（3）中，被解释变量为1990—2006年的年均（几何平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解释变量为各因素1990年的状况，使用方法为OLS回归。在剔除了极个别的教育和劳动力的异常值之后，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8.2。







8.3.2 地理与增长的关系




我们特别关注城市的地理变量的影响。在方程（1）、（2）和（3）中，到中心大城市距离、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及各自的平方或三次项均显著，这说明从短期到长期，地理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但方程（1）中到最近大城市距离更为显著，方程（3）中到大港口距离更为显著。由于方程（3）的样本观察值最小，通常情况下，样本观察值小时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会下降，但方程（3）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却最为显著，因此，可以判断，在长期内国际市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基于以上方程的估计结果，我们绘制了长、短期内，到大港口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图，如图8.3所示，其中横轴表示距离的公里数，纵轴表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港口处，经济增长率设为0，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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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8.3所示，总的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外，到大港口的距离为600公里的地方，年均经济增长率要比大港口周围低约4个百分点。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在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际市场就不那么重要，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均较高，则不利于经济增长。比较短期和长期的两条距离—增长关系曲线，我们发现到港口距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长短期几乎同样重要，到港口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基本上就是其短期效应的累积。



我们同样绘制了到大城市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在长、短期内关系图，如图8.4所示，其中横轴表示距离的公里数，纵轴表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8.4的结果表明，大城市的集聚作用在长短期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来说，当到大城市的距离较近时，由于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距离越远，城市的经济增长越慢。但在长期，当到大城市的距离增加到250公里以外，到达区域中心市场的交通成本上升，由于运输成本过高，本地需求和其他难以流通的生产投入因素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距离区域中心大城市越远，城市的经济增长反而越快。从短、长期的两条距离—增长关系曲线的对比可以看出，短期里区域内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更大，长期里，在区域城市体系内部，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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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比较图8.3和图8.4可以发现，在长期，到大城市的距离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到大港口的距离的影响。而且，到大城市地理距离对于250公里以外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长期更为显著，这也有利于中国区域城市体系中“次中心”的形成，但这种对区域城市体系“次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需要长期积累才逐渐体现出来。




8.3.3 其他影响增长的因素在长、短期内的差异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的变化。计量结果表明，投资占GDP比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长期内显著性下降且影响为负。这一结果隐含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警告，虽然在短期内提升投资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长期内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优势，甚至可能产生过度投资的低效率（Zhang, 2003）。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也将扭曲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功能，在长期内将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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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和中期的结果里，即使我们将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用期间的平均值来替换初始值，这些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那些在短期内有用的变量在长期内不显著不是因为时间越长期初值的作用越弱，而是因为在长期存在一些反向的机制（比如说低效率），抵消这些变量在短期内的作用。另一种担心是，如果用期初值作为解释变量，实际上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对应于之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实际（当期）因素，本质上这是一种解释变量的“度量误差”，也会带来解释变量系数的不显著。如果我们将解释变量用之后期间的平均值来代替，仍然得到不显著的结果，那么关于“度量误差”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为节省篇幅，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就不报告了。



在人力资源方面，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教育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长期更为显著，系数也更大。这既可能是由于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同时也可能与我们的变量选择有关系。出于数据可得性的缘故，本书选用中小学师生数之比作为教育的度量，这实际上是一个教育投资的变量，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这可能部分解释教育“长期更为显著有用”。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每100个中小学生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本章的开头曾经以《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为例，强调了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提供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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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均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中，劳动力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在我们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中，与教育形成对照的是，劳动力变量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这可能与考察期间中国总体上仍存在过剩劳动力有关，但劳动力数量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显著。换句话说，试图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追求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只会是南辕北辙。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断进行，劳动力质量的相对重要性将越来越强，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追求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没有意义，除非是在大城市，才可能通过人口集聚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不显著，由于在中国FDI的分布非常依赖于地理区位，所以，当模型控制了大量地理变量之后，FDI本身变得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负的显著影响，这表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的特征，但这种“收敛”在长期内显著程度不高。



在具有中国经济特点的结构性变量中，省会和地区哑变量在我们的研究中基本上是不显著的，这与之前的众多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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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同样是因为本研究已经控制了大量城市的地理变量，当这些变量被控制之后，地处西部和中部地区或者城市本身是省会城市都不再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




8.3.4 在长期，地理相对于其他因素到底多重要？在什么地区重要？




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的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作用在什么样的地区更为重要呢？



为了更好地观察地理距离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在原回归中只保留到大城市、大港口距离的变量，使用面板数据的广义最小二乘（GLS）方法估计时间期限为1年和5年的中短期经济增长模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16年的长期经济增长。结果如表8.3。






从对中国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看，本章建立的模型（1）可以解释34.6%，而在模型（4）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可以解释短期经济增长的0.2%。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3）中，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40.4%，而在模型（6）中，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这说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对增长的解释力来说，地理的长期影响相对于短期也更为重要。



从表8.3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不能直观地看到是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地理因素的影响会不同。为此，结合表8.3中的回归（6）与表8.2中的回归（3），我们将长期内到大港口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描绘在图8.5中。






基于图8.5的结果，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模型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对增长的影响更大。第二，从长期来看，如果说模型中控制的其他变量中有不少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加以改变，从而缓解地理因素造成的劣势的话，那么，这种作用在中部地区更强。具体来说，在控制了其他经济政策时，在距离大港口的400—1000公里距离的中部城市，一方面资源被东部地区吸收，另一方面也难以成为国内市场的中心，陷于经济发展的相对劣势，这印证了流传中的“中部塌陷”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部”是按到大港口的距离来定义的，和通常人们说的“中部省份”还不是一个概念。但当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时候，包括教育等在内的政策可控因素的作用部分将体现在到大港口距离的作用里，此时，中部地区的地理劣势得到了缓解。根据模型（3），在长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就是教育，因此，可以推断，主要就是因为中部在教育方面的优势，缓解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对地理劣势。这也说明，虽然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但是，除了教育之外的政策还有什么可能有用，的确超出了我们模型可以预见的范围。这里，我们印证了本章开始引用的《经济学家》杂志文章的观点，如果要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关键不是对其加大补贴，进行直接的投资，而是应该通过加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发展教育，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更有能力致富。同时，我们也验证了在本章之前提出的一个猜想，的确在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部地区，地理的劣势能够得到缓解。



作为对比，我们还将到大港口、大城市距离以及最近大城市是否同省的哑变量拿掉，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分别看了短、中、长期内经济增长的决定，结果发现，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里，在（3）中并不显著的劳动力、投资、省会哑变量等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了（为节省篇幅，这一结果未报告）。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些解释变量与本文中所控制的到大港口、大城市距离有关系，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仍可以归结为地理的影响。值得强调的是，当不控制地理变量时，投资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负，而不是显著为正，这再次说明，如果通过加大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其在长期内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说明存在投资过度的风险。




8.4 小结




本章发现，虽然地理对于城市经济的短期增长解释力还不大，但在长期模型中，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便可以解释城市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相比之下，包括地理在内的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40.4%，也就是说，地理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到大港口的距离为600公里的地方，年均经济增长率要比大港口周围低约4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有益于城市的短期增长，但在长期，这些因素却对增长没有显著作用。在控制了地理因素之后，在长期内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只有教育，并且教育在中部地区有缓解地理劣势的作用。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各级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虽然我们再次证实教育的投资可以帮助欠发达地区获得更快的长期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长期目标恰恰是地方政府缺乏激励去追求的，因为地方政府所获得的激励就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官员的任期也就仅仅几年。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了一个相应的误区，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却加重了对于经济结构的扭曲，使得考察期中中国经济依赖投资的特征有所加强。



本章发现了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一结论不应被简单地推论为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作用。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特别是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系在地区间的分割，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仍然是不自由的。如果限制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反而可能只限制住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而高技能劳动力却持续向较发达地区集聚，这有可能使沿海地区在人均意义上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之间的GDP规模差距在持续快速提升，而人口规模差距却几乎没有变化，如果在那些拥有地理优势的城市GDP总量增长更快，但这些城市并没有同步地吸纳外来人口，那么，城市之间人均GDP增长速度出现差异，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大就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如果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将有助于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



事实上，如果劳动力流动更充分，那么，在经济集聚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内地将越来越落后。首先，我们应该再次强调，如果经济向东部沿海集聚更有利于将经济增长的蛋糕做大，那么，它也能够为更多的地区间财政转移创造条件。其次，恰恰是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内地的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到东部，使得内地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量上升，从长期来看，这是成为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生活质量差距缩小的必要条件。第三，如果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是因为这些地方接近港口，从而运输成本较小，那么，内地的比较优势更应该体现在与当地资源相关的产业（比如矿产和旅游），或者单位运输成本较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比如电脑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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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事实上，无论是农业，还是矿产和旅游，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地的不可移动的资源，对于这些产业，要致富，就只能通过减少当地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第四，中国的中部省份到港口的距离并不太远，完全有可能加入以沿海省份为龙头的产业分工体系，承接在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之后出现的制造业转移。在这方面，有长江黄金水道穿过的安徽和湖北将更有优势。但目前，在沿海地区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的阶段，中部地区还需在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



在经济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小城镇应该如何发展？是否可以通过发展小城镇，让中国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也是我们应该明确给出回答的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城镇规模差距比较小，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大城市还要进一步长大，小城镇也要大力建设。但是，小城镇的功能恰恰应该是连接大城市与农村，不能在发展小城镇的时候将其脱离于大城市。首先，当大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都不断上升之后，只有劳动生产率更高、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现代服务业才适宜于在大城市发展，这时，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必然从大城市向外迁移，其迁移方向如果不是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则必然是在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这时，大城市和小城镇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小城镇的制造业将失去竞争力，如果没有小城镇，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就缺少了依托。其次，小城镇当然也可以成为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区，而大城市也将为小城镇的居民提供多样的、现代的和优质的服务。此外，小城镇将也是服务于农村的，当农业走向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时，小城镇将为农村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包括播种、包装、运输、销售等等。



本章的研究发现，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中小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经济增长越快，这说明，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的确依赖于大城市。如果在经济政策上希望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给中小城镇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结果却可能是“双输”的。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蛋糕”总量可能被做小了，另一方面，当大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的时候，中小城市的发展将受到负面的影响，尽管看上去中小城市可能在蛋糕里分得更多了。



本章所传递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兼顾增长与平衡的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唐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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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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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首都圈膨胀让韩国地方不满》，《环球时报》200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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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引自“Gaponomics”,

 

Economist


 
, Mar. 10t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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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新经济地理学较为全面的总结可参见Neary（2001）。一篇更新的综述可参见Reddi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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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一些政策的变化来识别政策的作用是近来我们团队的努力方向，初步的成果见本书第3、 7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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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时采用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所以，相应使用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趋势是相同的，两者相差3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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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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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根据2000年和2005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每个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再对这一数据计算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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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陈斌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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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使用简单OLS回归时，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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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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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17，远小于方程（1）和方程（3），可能本模型所控制的因素并不能很好地捕捉在中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重点关注方程（1）和（3）所表示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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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以区域性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内部，劳动力流动远比跨省的长途劳动力流动更为容易，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到大城市的距离在长期内没有那么重要，而到大港口的距离却始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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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作用是负的。参见Barro（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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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师生比经常被作为一个教育的代理变量来加以控制，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当使用这一指标时，需要在长期里才看得出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通常的截面或面板数据里，模型常常是看当期教育对当期增长的影响。因此，如果使用师生比这一变量就会倾向于低估教育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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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研究参见Bao等（2002）及Ho和L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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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将其生产基地从上海搬至成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






第9章





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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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生产要素未能充分地进行跨地区的再配置，中国的城市体系存在着多方面的扭曲，而这也一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上有所体现，并产生一系列连带的后果。从上一章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如果一味地依赖投资和政府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其效果最多是在短期内有用，而在长期内，其作用便消失了。更糟糕的是，过快增长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而资源错配所造成的生产损失已经在中国经济中有所体现了（Hsieh and Klenow, 2009； Brandt, Tombe and Zhu, 2010）。在持续低利率的背景之下，投资和政府支出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形成，这使得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偏离了资本积累的最优路径，出现了过度资本深化现象。过度资本深化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并不能充分地创造就业岗位，体现为每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以下简称“就业弹性”）较低。于是，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创造的就业增长却相对较快，以城市人口比重度量的城市化水平就会滞后于用第二、第三产业GDP占比度量的工业化水平。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大量的收入被投资者和政府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充分地给居民带来福利增长（陈斌开、陆铭，2016）。



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问题的成因，同时，就业弹性也是在城市化与居民福利之间建立联系时的关键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选择何种生产方式的依据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通常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工资较低，企业将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随着劳动工资的逐渐上涨，企业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资本，其资本密集度上升。企业的生产方式会反映在就业弹性上，较高的就业弹性意味着一单位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定其他条件，较高的就业弹性还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劳动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更多为劳动者所分享。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时，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创造多少就业还直接影响到工业化进程是否与城市化进程同步，显然，如果就业弹性低，则城市化进程将显著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而在同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中，通常是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就业弹性较低。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在1994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9.9%，这一速度领先于全球，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却相对不足。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明显偏低（见后文表9.1），因此，人们认为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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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出现了持续的显著下降趋势。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的16年（包括1994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32与0.51，分税制改革后的15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11与0.26，分别下降了66%与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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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趋势不得以扭转，那么，经济增长虽然能够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够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但却较少地体现为就业和居民福利的增长，甚至加剧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



基于中国经济资本过度深化的判断，本章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在政绩考核体制和税收最大化的激励之下，地方政府偏好大规模投资，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企业。同时，当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时，也倾向投资于更为资本偏向的项目和基础设施。通过对城市级的数据分析，本章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的确通过两个机制降低了就业弹性，其中，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具有资本密集倾向，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了引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就一直存在，于是，地方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提高，就业弹性就会持续下降。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资源错配的成因之一。与上一章相呼应的是，大量的投资和政府支出不仅在长期对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推动作用，而且也削弱了经济增长创造居民福利的能力。




9.1 资本深化与就业弹性的下降




通常来讲，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方式是由其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的，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迁与经济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工业化早期，相对劳动来说，资本更加稀缺，资本价格相对更贵，因此最大化利润的企业会选择更多地使用劳动，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稀缺程度逐渐得到缓解，而劳动力价格则日渐提高，于是，最大化利润的企业会选择使用资本更密集的技术，就业弹性也会逐步降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就业弹性的变迁通常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



就业弹性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加拿大与日本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08、 0.09与0.12，德国、法国、意大利与英国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09、 -0.07、 -0.16与-1.07，制造业就业弹性偏低的原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扩展，制造业企业更多地采用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Padalino and Vivarelli, 1997）。Mazumdar（2003）比较了1971—1992年间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弹性，结果发现，OECD国家与拉美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为负，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为正。在OECD国家与拉美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抑制了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表现为现有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非雇用人数的增加，所以制造业就业弹性较低。在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供给充足，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带来了企业雇用人数的增加，所以就业弹性相对较高。



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会影响其就业弹性，服务业创造就业能力较强，其发展会提高就业弹性。Pini（1995）、Padalino和Vivarelli（1997）比较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OECD国家的制造业增长的就业弹性与总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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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日本、德国与法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相对较低，分别为0.08、 0.06与0.06，而美国与加拿大的就业弹性相对较高，分别为0.51与0.47。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与加拿大在这段时期经历了相对更快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也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压低实际均衡工资，提高就业规模，从而就业弹性相对较高；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所以服务业比重高的经济体就业弹性也会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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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弹性的跨国比较中，无论是否包括农业，中国的就业弹性水平和下降速度都是不正常的。如图9.1所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在90年代出现了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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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就业弹性国际比较研究和对单个国家就业弹性研究中的结果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不仅远低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见表9.1），而且低于一些就业弹性逐渐降低的发达国家（简新华和余江，2007）。ESCAP（2006）比较了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就业弹性，发现中国与泰国的就业弹性在9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趋势，一些研究从体制转型角度给出了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许多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进城就业没有被统计到从业人员中去，再加上有很多的就业创造用于国有企业逐步消化先前闲置的劳动力，而并不体现为从业人员的增加，因此，就业弹性很难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的变化趋势做出准确刻画（陆铭和陈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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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后，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渠道，而多数研究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在对就业的衡量中都没有包括非正规就业，这就会低估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Cai and Wang, 2010）。但是，这些解释最多能够解释1996—2000年间的就业弹性下降，而令人困惑是，2000年左右劳动力市场转型已经结束，就业的统计也日益规范并且覆盖了常住人口，同时，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在2003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Cai and Wang， 2010），而就业弹性在2005后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而且依然低于同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与墨西哥，这就需要在统计之外寻找原因了。



 



那么，就业弹性的下降是否可以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呢？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现阶段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不利于对劳动力的吸纳，所以就业弹性出现了下滑（张车伟和蔡昉，2002）。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的，如果在出口部门出现了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那么，出口部门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会下降（Feenstra and Hong, 2007）。但是，仅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就业弹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论是说当前产业结构不利于创造就业，还是说出口部门的资本密集化倾向，这本身都是企业技术选择的结果，是需要被解释的现象，与就业弹性的下降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



要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业弹性的下降，就必须细致地探讨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深刻变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约束，市场中的企业需要对制度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中国是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政府支出—GDP比值度量的政府干预度是逐渐下降的，但1994年之后，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袁飞等，2008；范子英和张军，2010a；吴木銮和林谧，2010；王文剑，2010），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很多都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如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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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往往压低土地与资本价格，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这些都可能引起就业弹性下降（蔡昉、都阳和高文书，2004）。与此同时，由于本书前面所提到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局部出现劳动力短缺、房价提升工资等因素，工资出现快速上升，而利率管制压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在宏观层面创造了经济资本密集化的外部条件。如果政府支出的方向本身就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或者政府干预有推动经济走向资本密集化的作用，那么，随着政府支出—GDP比值的上升，中国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就得到了解释。




9.2 为什么政府干预会降低就业弹性：背景与机制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经济。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从当地经济增长中获得税收，并且是地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王永钦等，2007；陆铭等，2008； Xu， 2011）。在1980年，地方政府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75.5%，地方政府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为45.7%。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央政府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但从支出来看，地方政府仍然占据更大份额，也就是说，中央大幅度地上收了财权，而没有上收事权，如果从支出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1994年，地方政府在全国财政收入和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4.3%和69.7%，而在201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48.9%和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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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的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也难免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和就业弹性。




9.2.1 地方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机




理论上，地方政府至少有两个重要动机去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影响就业弹性。首先，经济增长竞争上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引进投资规模巨大的企业，优先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这些企业的引进与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却相对有限。在政治锦标赛中，上层政府对于下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是基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经济增长竞争（Li and Zhou，2005；张军和周黎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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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次产业中，产业链较长，并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从1978年到2009年，三次产业创造的GDP分别增长了4.018倍、28.494倍与25.16倍，其中工业增长了29.06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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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在提高，而且国有部门资本深化的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从数据上来看，即使扣除掉基础设施之后，国有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在1978—1997年间大约增长了1倍，但在之后的十年间却增长到接近1997年水平的4倍。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却增长平稳，在2007年国有部门资本—劳动比相当于非国有部门资本—劳动比的4.5倍（Brandt and Zhu, 2010）。



对于地方政府资本密集型的投资行为，一种理解是，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强烈地表现出追赶动机。为了不在地区间分工中处于落后的地位，欠发达地区有动机采取策略性的行为，发展自己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缩小本地与较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陆铭等，2004）。另一种对于政府投资行为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行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林毅夫等，2010）。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对于其他部门，中国经济中的重工业部门变得更为有利可图。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重工业部门的扶持。



其次，地方政府税收最大化的动机也会引起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向。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模式却基本保持稳定，表现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保持稳定，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分税制改革后出现了剧烈下降（见图9.2）。随着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需要为本级政府的支出融资，省级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与支出的相关性从20世纪70年代的0.172上升到80年代的0.752，在90年代后半期上升到0.998（Jin et al.， 2005）。地方财政支出与当地GDP的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上升，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而地方财政收入与当地GDP的比值却基本保持稳定（见图9.3）。所以说，地方政府在为其财政支出融资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有激励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来增加税收。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划分给地方政府的那部分增值税、主要对劳务与第三产业征收的营业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以及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其中，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分享增值税的比例分别是75%和25%。自分税制改革到2002年，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产权隶属关系划分，即中央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政府固定收入。从2002年1月1日起共享办法变为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企业所得税，中央保证各地区2001年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基数，实行增量分成，当年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2003年及其以后年份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另外，铁路运输、国家邮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三家政策性银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作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谢旭人，2008）。分税制改革以来，各地也陆续比照中央对地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框架，对省以下财政体制适时进行了调整。在省以下财政体制中，增值税的分享办法没有固定模式，但是全国大部分省区采取的办法是省与市县共享增值税，而且分享的办法主要是按比例分享，为了体现财力向下倾斜的原则，多数省级分享比例略低于市县分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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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分税制安排之下，地方政府有为了增加税收的目的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冲动。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通常也是大企业，有更大的税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信息，我们的确发现，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资产总值之间是正相关的，而且，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和税收总额之间也是正相关的。



来自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也是地方重要的收入来源，为此，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样是因为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规模更大，从而税基也更大。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支差额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其中以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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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税收返还的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期年，按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的基数，基数部分全部返还。在2002年实施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时，为了保证地方政府既得利益，中央保证各地区2001年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基数（谢旭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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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2002年以来，税收返还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至于省以下的财政体制中有关税收返还的制度安排，在各省区之间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是参照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制度设计省以下的相应制度的（谢旭人，2008）。



税收征收中的规模经济促使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偏向大企业。在中国的税收体制下，税收征收被视为政府下达给税务部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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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部门都是以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为核心工作，税法的实际执行难以真正做到“应征即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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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去小企业征税的费时费力相比，去大企业征税通常更为容易，而且单位税收的成本更低，所以，从征税的效率来看，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也更加愿意去大企业收税。通常来说，税务部门会将大型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完成任务的基础，甚至以分派的形式向这些企业摊派。因此，在地方政府来看，如果当地有大型企业作为税收大户，税收就更有保障，从而更有积极性来将大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对象。




9.2.2 地方政府偏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机制




上文已经说明，由于在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与日益加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会倾向于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这种干预会降低当地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政府干预降低就业弹性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机制来实现。



第一，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会显著降低就业弹性。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主要组成部分为基本建设支出、农业支出、文教科卫支出、公检法支出、行政费用支出与其他支出。为了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扭曲倾向（傅勇和张晏，2007；傅勇，2010），而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与公共服务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往往投向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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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下，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取得优势，地方政府也有激励投资到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Chen and Yao， 2011）。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投资基础设施，可能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其中包含了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范子英，2011）。无论如何，偏基本建设的财政支出结构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



第二，地方政府干预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投资与运行时的技术类型选择去影响就业弹性。相对于国有资本以及带有地方政府背景的银行贷款，私有部门的投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会更加倾向于去匹配当地的资源禀赋（即要素的相对价格），由于私有部门更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因此，它们会倾向于投资到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与企业。但是，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方，即使不直接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影响招商引资的资本密集度来降低就业弹性。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通常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而地方政府又倾向于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优先的招商引资对象。更直接的做法是，在招商引资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企业规模的门槛，直接对小企业进驻工业园（或产业园）进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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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与资本价格，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蔡昉等，2004）。在招商引资中各地政府（或者当地的经济开发区）开出的优惠政策通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为主的开发服务政策（罗云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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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优惠政策便是各类税收优惠，特别的，对投资规模巨大的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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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便是地价优惠，同样，对投资规模大的企业的优惠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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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和地价优惠不仅直接降低了资本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地方政府欢迎的大企业往往本身就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对大企业的偏爱实际上还起到了挤出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的作用。虽然大企业的引进能够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但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在各地竞相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时候，内地所形成的产业结构更严重地偏离了本应有的比较优势。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每一个城市开发区内和非开发区内企业的平均资本密集度，即每个企业的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之比，再在城市层面取了平均值。图9.4显示了用非参数估计法得到的到香港、上海、天津三大港口的最近距离与企业资本密集度的关系。从图9.4（a）中可以看出，1998年时，地区间的非开发区企业资本密集度差异不明显，内地企业资本密集度略低，但到了2003年企业资本密集度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地的资本密集度超过了沿海，之后所有地区共同经历了明显的资本深化过程。图9.4（b）刻画的是开发区内企业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1998年，开发区内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与地理的关系呈“U”形，即沿海和较远的内地资本密集度更高。在2003年前，由于开发区热，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有所下降。2004年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之后，开发区内企业总体上呈现出资本密集度的上升，而这一趋势在内地更为明显。资本密集度的上升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这不仅与图9.1所显示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一致，而且从地域上来看，根据本章所计算的数据，中西部的就业弹性低于东部，也反映出内地企业资本过度深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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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过度深化一定会带来大量的资源低效率配置问题。中国省级行政区之间工业总产值的空间集聚度在2004年达到峰值之后出现了下降，而人均GDP的省间差距在2005年之后有所缩小［参见陆铭、陈钊、朱希伟、徐现祥（主编），2011，第2、 3章］。这两个“拐点”的出现与大规模的倾向内地的财政转移和土地政策倾斜不无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较大规模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政策之后，带来内地大量国有企业的投资，这些投资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而且产出效率较低，相应地也具有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数据显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产出比明显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而且在1997—2007年间上升更快，在2007年，西部的资本—产出比已经达到东部的2倍多（Brandt, Tombe and Zhu, 2010）。




9.3 数据与模型




本章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5年到200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该数据中包括了除西藏、香港、澳门与台湾外的中国30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286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样本。其中，我们用到的主要变量有：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外商实际投资、非农人口、总人口、是否属于中部与是否属于西部的哑变量。除了是否属于中部与是否属于西部外，其余指标都是市辖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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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市辖区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本章实证部分所用的就业弹性不考虑农业，而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市辖区；第二，地级市所管辖县（市）的数量不等，且不时发生变动，而市辖区则相对稳定；第三，在1993年与1994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仅有市辖区的财政数据，没有全市的财政数据。在构造政府干预的度量指标时，本章还使用了2010年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省级财政数据，包括除西藏、香港、澳门与台湾外的30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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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此外，我们还从1994年到2007年由中国财政杂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财政年鉴》中获得省级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数据。



虽然所使用的数据能够构成城市级的面板数据，但我们需要检验的是政府干预对于2000年之后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弹性的影响，因此，模型退化成了一个截面模型。之所以采取截面模型，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本章主要基于20世纪80、 90年代的制度变革，包括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与分税制改革，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行为主要与分税制改革有关（陈抗等，2002；张晏和龚六堂，2005；傅勇，2010），而分税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年份之间，而是在同样的数据期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有不同，因此，要识别制度的长期影响，最佳的模型设定形式就是截面模型。第二，以年为时间单位的面板数据模型识别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影响，基于本章的理论分析，政府干预一旦扭曲了经济的结构，其对就业弹性产生的主要还不是当期的影响，而是对未来一个时期中的影响。丁守海（2009）也证实了就业弹性对一个因素的反映是有滞后性的。相比之下，用截面模型能够更好地研究一段时间内的就业弹性的影响因素。第三，如果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业弹性必须一年一年地计算，而在一年的时间周期里GDP的波动可能很大，而就业的调整却没有那么快，这就使得就业弹性对GDP的变化过于敏感，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当被解释变量的度量误差增加时，就会使得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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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以上考虑，本章采取如下的截面模型设定形式来识别地方政府干预对于就业弹性的影响：










在式（9.1）中，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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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截距项与随机扰动项。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政府干预指标和外资—GDP比值。政府干预与开放的交互项用于估计外商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是否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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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就业弹性
 
i

 ”是第
 
i

 个城市在2000年到2007年间的就业弹性，计算方法是以市辖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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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0年到2007年间的增长额，除以2000年与2007年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平均数，得到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以相同的方法得到消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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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二、第三产业GDP的增长率，再以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增长率除以消胀后第二、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便得到就业弹性。这样计算的弹性实际上是弧弹性，而不是点弹性，如果使用点弹性，则在计算弹性前先需要根据起始点的数据计算就业和GDP的增长率，这样，就会过于受到初始点数据质量的影响，而弧弹性的计算是根据期间就业和GDP的均值来计算就业和GDP的增长率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数据期间相关数据的度量误差和短期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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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第二、第三产业GDP是因为：第一，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中不包括农业中的就业人员；第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就业中存在隐性失业人员，如果使用全部就业人员与GDP数据计算就业弹性会低估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之所以选择2000年到2007年这个时期计算平均就业弹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在2000年发生了改变，2000年之前年鉴中统计的是全部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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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0年开始转变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第二，由于企业存在隐性失业，2000年以前的从业人员统计会高估实际的就业人数，而2000年前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企业富余职工的分流基本结束，从业人员的统计就更加接近实际就业的数量了。第三，中国经济在2008年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严重的冲击，GDP增长率也出现了异常的波动，所以在计算就业弹性时没有包括2008年与2009年的数据。



本章将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与第二、第三产业GDP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就业弹性的度量，由于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中不包括非正规就业，所以这样的度量可能低估了实际的就业弹性，尤其是考虑到非正规就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蔡昉和王美艳，2004； Cai and Wang， 2010）。由于在2000年之后，我们只能用单位从业人员数据来计算就业弹性，那么，这对于就业弹性的低估是不是严重的问题呢？我们认为，如果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非正规就业创造的GDP占总GDP的比重保持稳定，则用单位从业人员数据计算的就业弹性也能够较准确地度量实际的就业弹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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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正规就业的增长率。同理，如果非正规就业创造的GDP占总GDP的比重保持稳定，则总GDP的增长率等于正规就业创造的GDP的增长率，所以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不会影响到对实际就业弹性的计算。



那么，实际数据中2000年后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变化明显吗？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在2002年左右基本结束（Naughton， 2007），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在2003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Cai and Wang, 2010）。如图9.5所示，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1在2002年达到峰值48%，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在2009年下降到43%，如果在非正规就业中排除个体单位就业，非正规就业比重2在2002年达到峰值39%，在2009年下降到29%，所以城镇就业的主体仍旧是正规就业。在2002年之前，非正规就业快速增加，就业结构剧烈调整，而在2003年之后，非正规就业规模趋于稳定。在我们的数据期，2000年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和2007年的这一比重相差无几，因此，非正规就业对于根据单位从业人员计算的就业弹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但并不严重的问题。






理论上，地方政府干预通过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财政支出与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去影响就业弹性，就业弹性也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干预。当一个地方就业弹性相对较高时，地方经济发展就更多地偏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在经济增长竞争与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方面，地方政府就面临更多的压力，从而地方政府更加有动力去干预经济。因此地方政府干预程度提高会降低就业弹性，而就业弹性高会导致更高的地方政府干预，地方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双向因果关系的方向相反，这会低估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为了缓解就业弹性与政府干预的双向因果关系所造成的估计偏误，以期有效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与间接机制，我们用滞后的政府干预来解释当期的就业弹性。按照所使用数据的来源，对政府干预的衡量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使用城市一级数据计算，分别是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与当地GDP的比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与当地GDP的比值；另外一组使用省级数据计算，分别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当地GDP的比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当地GDP的比值，以及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当地GDP的比值。



除了政府干预，我们还控制了人均GDP、人均GDP的二次项、外商投资、外商投资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城市化水平与地区哑变量。其中，控制人均GDP与其二次项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业弹性将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部门的扩张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以就业弹性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逐步提高。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上升，劳动相对于资本越来越贵，从而就业弹性将下降，但是，当人均GDP继续升高时，服务业的比重将上升，经济发展的吸纳就业能力也将提高，就业弹性又会上升，因此，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就业弹性将经历先上升再下降，而后再上升的过程。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中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在做回归时我们仅控制了人均GDP与其二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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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和城市异质性有关，外商投资程度高的城市，吸引外资多，而外资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据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而倾向于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就业弹性也会更高。然而，在政府干预强的城市，由于政府更加倾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将更愿意吸引相对资本密集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检验政府干预是否会显著降低外商投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我们控制了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其中，外商投资用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当地GDP的比值来度量。



最后，我们控制了城市化这一非常重要的结构变量，用年末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一方面，城市化可能捕捉到除了人均GDP之外其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越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越高，产业发展将出现资本深化的倾向，因此，城市化指标对就业弹性有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就业弹性。因此，城市化对就业弹性的净影响只能通过实证模型来估计。



在正式报告实证结果之前，不妨先看一下就业弹性与政府干预的散点图（见图9.6），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越高的地方，就业弹性相对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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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所建的数据中，不论是用市级数据计算的指标还是用省级数据计算的指标，所有衡量政府干预的指标都随着时间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政府干预的确降低就业弹性，那么，就业弹性逐渐下降的趋势就不奇怪了。







9.4 实证结果





9.4.1 基础回归




为了识别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首先尝试用政府税收—GDP比值去解释就业弹性，结果见表9.2中的模型（1）到模型（3）。模型（1）中我们仅仅控制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在模型（1）的基础上，为了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间接机制，在模型（2）中加入了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税收—GDP比值的交互项。为了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偏误，在模型（3）中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和代表中部、西部的地区哑变量。中国的一些发展政策（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是在地区层面实施的，因此中部和西部的哑变量能够捕捉这些政策的差异。除此之外，一些地形和气候的差异也能够部分地在中部和西部的哑变量上得到反映。






在这一组回归中，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系数都不显著。在模型（2）与（3）中，外商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开放程度更高的城市，就业弹性更高，这说明相对于国内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税收—GDP比值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干预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去影响就业弹性。在模型（3）中，结合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税收—GDP比值的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得到外商投资影响就业弹性的净效应为零时政府干预的临界值为0.0821，所以对于那些政府税收—GDP比值大于0.0821的城市，外商投资影响就业弹性的净效应为负，在税收—GDP比值程度小于0.0821的城市，即使考虑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外商投资仍然促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我们的样本城市中，有14%的城市税收—GDP比值高于0.0821，从而外商投资有降低就业弹性的作用。



人均GDP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呈现倒U曲线特征，转折点出现在人均GDP在5万元左右的水平，几乎全部样本都位于转折点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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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确伴随着就业弹性的上升，而且这一趋势是逐渐减缓的。理论上，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工业部门（在早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长，城市中单位GDP带来的就业吸纳数量会上升。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熟以后，单位GDP带来的就业吸纳数量会趋于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机来实现赶超和增加税收，那么，这就会进一步使得人均GDP低的城市反而就业弹性更低。



城市化显著降低城市就业弹性。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业弹性大约下降0.00325。在中国，当城市化水平提高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应减少，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城市化有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农民工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保留工资相应提高，劳动相对资本变得更贵，就业弹性相应下降。相对于东部城市，中部与西部城市的就业弹性没有显著差异，但系数为负，这说明，在统计上中、西部城市的就业弹性更低是可以由模型中其他变量解释的。



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税收，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去增加税收，但税收收入还是受到税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由于地方的经济活动还有一部分由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来支持，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才真正地代表地方政府的规模，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能够更好地度量政府干预，也是经济增长实证文献中对于政府干预程度的度量（Barro, 2000；陆铭等，2005）。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的政府干预来解释就业弹性的回归结果见表9.2中的模型（4）到模型（6）。与税收—GDP的比值一样，支出—GDP比值的系数符号仍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之间存在严重的双向因果关系，就业弹性高的地方，政府更会有激励通过加大政府干预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地方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农业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公检法支出与教育支出等非生产性支出，而这些支出可能能够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支出—GDP比值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模型的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明显变化。




9.4.2 用滞后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




为了缓解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估计偏误，我们采取了滞后解释变量的做法，即用1994年与1999年间的财政收入—GDP比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政府干预的度量去解释就业弹性，其余的控制变量都用1994年与1999年两年间所有年份该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回归结果见表9.3中的模型（7）和（8）。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使用滞后的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度量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回归结果见表9.3中的模型（9）和（10）。当使用了滞后的政府干预指标后，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双向因果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的确政府干预是降低就业弹性的，但其效应仍然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上，而直接效应仍然不显著。政府干预直接降低就业弹性的效应仍旧不显著，可能还是因为地方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农业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公检法支出与教育支出等非生产性支出，而这些支出相对于基本建设支出来说能够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滞后的外商投资与政府干预（税收—GDP比值或支出—GDP比值）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干预显著降低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至此我们可以确认，政府干预的确降低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另外，城市化、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中部与西部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变化。







9.4.3 加入省级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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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的基础上，我们加入基于省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的系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因为更大地域范围的政府干预与城市一级的相应指标是相关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划分税收收入与支出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加入省级政府干预变量，可以捕捉到一些在模型中没能控制的变量对就业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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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省级财政数据中有财政支出的明细数据，因此用省级数据可以更加有效地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即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我们同时放当期的省市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因为省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与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所以本章只控制了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4中的模型（11）到模型（14），其中，模型（11）与模型（12）是在当期政府干预（税收—GDP比值与支出—GDP比值）的基础上加入省级政府干预（相应的税收—GDP比值与支出—GDP比值），模型（13）与模型（14）是在滞后的政府干预（税收—GDP比值与支出—GDP比值）的基础上加入省级政府干预（税收—GDP比值与支出—GDP比值）。市级政府干预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除模型（11）外，省级政府干预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说明省级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会显著降低城市的就业弹性。在模型（13）中，滞后的省级政府税收—GDP比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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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间接机制仍然存在。






为了进一步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即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本章使用了用省级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回归结果见表9.4中模型（15）与模型（16），其中，模型（15）是在当期的城市级支出—GDP比值基础上加入省级基建支出—GDP比值，模型（16）是在滞后的城市级支出—GDP比值基础上加入滞后的省级基建支出—GDP比值。结果显示，省级基建支出—GDP比值能够显著降低就业弹性，而且其系数绝对值远远高于在其他回归中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系数的绝对值。根据模型（15）的结果，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就业弹性就下降0.089。




9.4.4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章中所研究的政府干预对于就业弹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因此，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1994年数据计算的城市级政府干预来解释就业弹性，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两种机制仍然显著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稳健性检验。从本章所使用的数据情况来看，2000—2007年间，有不少城市的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是下降的，从而造成就业弹性为负这种情况较多地出现在较早的年份，同时，在地区分布方面，就业弹性为负的样本更多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出，即使本章的就业弹性是低估的，也不会对分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做了三组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就业弹性换成了2001—2007年间的就业弹性；其次，我们剔除掉就业弹性偏低的西部城市样本，而仅保留东部和中部样本；第三，我们将就业弹性最低的5%的样本剔除掉。在这些稳健性检验中，政府干预以及政府干预与FDI的交互项的系数符号没有变化，略发生变化的仅是这些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限于篇幅，此处就不报告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了。




9.5 小结




本章虽然仅以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为研究对象，但却试图以此来反映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增长方式的福利后果。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经济增长要创造福利，还是要通过促进就业，这样，GDP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才会转化为人民的福利，而在统计意义上，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会提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本章试图说明的道理是，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方式只有在顺应市场机制的正确方向上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力量在引导资源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周围集聚，资源利用效率可以在空间再配置的过程中得以提高，人民的福利也将提高。在改革开放的最初20年，政策在区域发展政策上鼓励沿海优先发展，看上去是一种“优惠”，实际上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重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客观需要。美中不足的是，受到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体制的制约，劳动力流动不够自由，于是，人口的集聚落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间的差距有所扩大。面对这一问题，兼顾效率与平等的政策本应是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遗憾的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资本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却走上了一条通过行政力量对抗市场的道路。



在政府干预加强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出现了过度资本深化的现象，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随之被削弱。中国的就业弹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也明显更低。如果是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密集度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而在中国，政府干预却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密集度与现阶段的资源禀赋相偏离。本章的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当地的就业弹性，但是，政府干预将削弱外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通过细分省级政府的支出结构，我们发现，具有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0.089。从趋势上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持续上升可以为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提供合理的解释。



政府干预加剧和就业弹性下降除了在时间维度上有所体现之外，在空间维度上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对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以西部大开发为例，从2000年到2007年，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积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7300多亿元（刘生龙等，2009）。另一方面，在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上，也有意识地向内地倾斜，直接的手段就是在开发区用地管理上，对内地采取相对较松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就是在对内地进行资本的补贴，其结果就是导致内地经济的过度资本深化，而其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内地下降得更为明显。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趋势所带来的将是城市体系人为的分散化和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脱节，人民的就业机会和福利未能得到充分的提高。本章的研究说明，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方式，需要从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出发，予以谨慎地再审视。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使城市发展和城市的产业结构重回正常的轨道，使人民从中真正地得到福利改善，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减少由于政府的税收动机而对产业结构产生的扭曲作用。








[1]


 
 具体参见陆铭等（2008）的论述。陈斌开、陆铭（2016）分析了利率管制对中国经济结构性扭曲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







[2]


 
 较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有Rawski（2001）和李红松（2003）。







[3]


 
 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计算。其中，实际GDP是根据1978年GDP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计算而来。由于从1996年开始，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数据根据经济普查数据做了调整，199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包括了调整后的1995年数据，为保持数据口径一致，在计算1996年从业人员增长率时，使用了调整后的1995年从业人员数据。在计算1996年之前的就业人员增长率使用的都是未经调整的数据，计算1996年之后的就业人员增长率使用的都是调整后的数据。







[4]


 
 在计算弹性时，Padalino和Vivarelli（1997）还区分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的总体工作时间弹性。







[5]


 
 Islam和Nazara（2000）估计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总体经济就业弹性与分部门就业弹性，同样发现，服务业部门与对外贸易部门的就业弹性显著高于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







[6]


 
 一系列研究都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显著下降（胡鞍钢，1997；张车伟和蔡昉，2002；蔡昉等，2004；常进雄，2005）。






[7]


 
 以当年的（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减去上一年的（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这个差额除以两个年份（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算术平均值，得到当年（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再以类似的方法得到（非农）GDP的增长率，然后以（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除以（非农）GDP的增长率，就得到这一年的（非农）就业弹性。







[8]


 
 简新华和余江（2007）重新估计了中国1980—2004年剔除国有企业冗员影响后的就业弹性，结果显示1995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并没有下降。调整方法是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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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经调整的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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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整后的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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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业弹性计算时期冗员变化量占就业变化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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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期初冗员数量在就业量占有的比重。通过估计

 

k


 
与

 

d


 
来调整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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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是以2000年与2007年数据计算的弧弹性。实际GDP的数据根据1978年GDP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计算而来。其中，巴西非农就业的数据为2000年与2006年的数据。计算就业弹性的就业数据包括农业就业，GDP数据包括农业部门创造的GDP。计算非农就业弹性的就业数据不包括农业就业，GDP数据也不包括农业GDP。计算方法是：以2007年的（非农）就业减去2000年的（非农）就业，以这个差额除以2007年与2000年（非农）就业的平均值，得到（非农）就业增长率，以同样方法得到（非农）GDP的增长率，以（非农）就业增长率除以（非农）GDP增长率，就得到（非农）就业弹性。因为没有找到印度非农就业数据，所以印度的非农就业弹性没有计算。







[10]


 
 关于当时政府投资的重点方向，参见贾康（2002）。







[11]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







[12]


 
 虽然学者们对于晋升是否基于经济增长还存在争议（陶然等，2010； Shih, Adolph and Liu, 2012），但至少在基层政府，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税收增长是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主要标准，这是没有异议的。







[13]


 
 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中国统计出版社。






[14]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为省级政府当年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所有数据都是以当年价格计算。计算方法如下：对中国除西藏、香港、澳门与台湾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计算1978年到2008年的财政收入/GDP与财政支出/GDP，然后在每一年，分别计算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收入/GDP与财政支出/GDP的算术平均值。







[15]


 
 主要分享方法有按比例分享、按隶属关系划分与按比例与隶属关系交叉划分，有关分享方法的具体信息参见谢旭人（2008）。







[16]


 
 财力性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财力薄弱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委托事务、中央地方共同事务以及符合中央政策导向事务进行的补助，主要用于公共支出（谢旭人，2008）。







[17]


 
 从1994年起，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75%部分）的增长率挂钩，每年递增返还。最初确定的递增率是按当年全国增值税与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在1994年8月改为按照各地区分别缴入中央金库的消费税与增值税（75%部分）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







[18]


 
 在国税部门，是中央政府经过税务总局下达任务，在地税部门，是当地政府下达任务。







[19]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在税务机关完成当年的税收任务后，即使企业想交税，税务局也不愿意收。一旦当年所征收的税款过高，会抬高税收任务的基数，这会增加来年完成任务的难度，毕竟对基层地税局考核的关键是税收增长率，而不是税收总量。







[20]


 
 根据1999年颁布实施的《财政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财政基本建设预算支出范围包括：（一）农业、水利、林业、铁路、交通、通讯、电力、市政设施建设投资支出；（二）国防、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政法等社会公益设施建设投资支出；（三）经法定程序确定的其他建设投资支出。”







[21]


 
 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在前100个搜索结果中，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模挂钩的就占到86%，搜索时间为2011年3月18日下午四点。







[22]


 
 比如四川省人大在1995年颁布实施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办法）》，为在成都投资的台商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多数开发区都设立政务大厅，对投资项目的审批等相关手续实行一条龙服务，如成都市在2000年对台商投资企业负担实行登记监督制度，并在企业设置企业负担监督员，对台商投资审批实行“一站式”服务。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符合产业导向的重大项目，可享受“一事一议”的特殊扶持政策，而且区内设有“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可确保项目审批事项全部在区内办结。







[23]


 
 例如，山西忻州经济开发区对于上缴税收开发区留成部分超过100万元的企业，开发区管委会将留成部分的10％至30％扶持企业，用于技术开发、改造和管理升级。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规定从进驻开发区的项目建设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或实际利用外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投产后，按该项目征地费用同等额度，县政府对企业每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留县部分予以返还。一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000万元以上或注册利用外资50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以同等方式减半返还。外商新增100万美元以上用于扩大固定资产规模的投资，新增所得税留县部分两年内全部返还，后三年减半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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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定对投资在30亿人民币以上的龙头项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的生产装置用地地价给予50%的补贴；对投资在10—30亿人民币的龙头项目、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的生产装置用地和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地价给予30%的补贴；对投资在3—10亿人民币的龙头项目的生产装置用地地价给予10%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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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陈斌开在数据分析中提供的帮助。此处的分析均指“规模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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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辖区包括城区和郊区，全市包括市辖区、下辖的县和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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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预算收入是指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由各级财政部门组织并纳入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也就是会计制度改革以前所称的“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是指各级财政部门对集中的一般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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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也尝试过年度面板数据模型（包括3—5年移动平均的面板数据模型），未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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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形式上，也有文献以就业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GDP的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做回归，ln（GDP）的系数也就是需要估计的就业弹性（Islam and Nazara， 2000）。我们没有采取用GDP对数解释就业对数的形式，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如果直接用当期GDP解释当期就业，还是不能处理GDP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滞后性的问题；第二，不同的就业弹性本身度量的就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相比之下，就业—GDP的双对数模型更适合于用来估算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弹性，其假设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不同的观察点处在同一个生产函数之下。事实上，即使使用双对数模型，我们仍然证实，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更高的地方，其经济增长对就业吸纳能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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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从业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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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各省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1978=100）进行消胀。之所以不用GDP平减指数，是因为在省一级没有分产业的GDP平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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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尝试过使用点弹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未得到任何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由于使用点弹性和弧弹性的模型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因此，使用点弹性的模型未得到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初始年份数据的度量误差和短期波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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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包括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私营业主、个体户主、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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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即使控制人均GDP的三次项，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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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时，我们将数据中就业弹性绝对值大于1的样本作为奇异点删除。就业弹性绝对值大于1表示就业增长率的绝对值大于GDP增长率，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作为奇异点处理。这样的奇异点为7个，分别是黑龙江牡丹江、黑龙江绥化、安徽宣城、广东湛江、广东揭阳、江西吉安与江西抚州。即使保留这些奇异点做回归，本章的分析结果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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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计算，处于倒U曲线转折点右边的城市为深圳与东莞，这两个城市的人口统计中没有包括大量非户籍的常住人口，所以计算出来的人均GDP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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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使用省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代替地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其结果在同时用省级数据与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限于篇幅，这里只报告同时放省市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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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市一级的变量也会遗漏，因此我们在表9.4的基础上加入1994年初始年份的市级政府干预指标，结果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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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政府干预的单位是%，所以政府干预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的变动为政府干预的系数/100。






第10章





为什么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












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均值已经超过100%（IMF, 2014）。如此大规模政府债务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公共财政的持续性（Ghosh et al., 2013），也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Kumar and Woo, 2010），使政府有激励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政府债务规模（Aizenman and Marion, 2011）。并且，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变化也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甚至进而导致金融危机（Reinhart and Rogoff, 2011）。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引起了各界关注（李扬等，2012a, 2012b; Fromlet, 2013）。中国的政府债务由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由于债务构成相对透明，再加上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因此各界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不仅规模庞大，同时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从2008年年底的5.35万亿增长到2010年年底的10.72万亿和2012年年底的15.89万亿，其年均增速达到31.28%，如此高速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显然不可持续。而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主要依赖于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因此地方政府会进而采取各种政策来阻止房价的下跌，这又使得地方债务风险与土地财政风险累积在一起（何杨和满燕云，2012）。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借债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也会挤出私人投资，并有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郑春荣，2012；刘伟和李连发，2013； Xu and Zhang, 2014）。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高速扩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中央政府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在这4万亿政府投资中，中央财政只出资1.18万亿，其余部分需地方财政自行筹措。并且，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在中央政府原定投资计划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本地区的投资规模，据计算，当时全国仅24个省市公布的投资计划总额便已接近18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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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有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大规模借债来进行政府投资，从而维持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债务的高速增长还与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在晋升激励下的政绩观和官员短任期所产生的短视行为等相关（龚强等，2011；钱先航、曹廷求和李维安，2011；纪志宏等，2014）。



本书的第3章中已经指出，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如果仅仅从加总的层面来看，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如果分省来看，则会发现，总体上债务和GDP的比率（负债率）与人均GDP是负相关的。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用于经济建设的，因此，债务和GDP的比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投入—产出比。“空间的力量”的作用恰恰体现在，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如果仅仅通过加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投资本身就创造GDP和就业岗位，但是，将时间拉长来看，如果投资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投入—产出效率低的另一个反映就是负债率高。



地方政府债务高速扩张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央地关系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实行单一制的治理结构，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即使出现债务危机也不能破产。并且，一旦某地方政府债务出现实质性违约时，地方债务风险就会转变为中央政府的债务风险（刘尚希，2004；丛书海，2005；郭玉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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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有着大量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的分配也主要偏向中西部地区，这就使得我们需要考虑在单一制的国家治理结构下，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及其在地区间的异质性。



在本章中，我们以地方政府设立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在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时，会使得地方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28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的发行则并无显著影响。并且，我们的回归结果也说明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并非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所致。更进一步，我们将样本划分为沿海（即东部）和内地（即中西部）两个地区时，发现这种关系只在内地存在，而在沿海地区并不存在。最后，我们还考察了地方城投债的借新还旧机制，发现地方政府借新还旧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欧元区，相对欠发达的希腊等国受制于统一货币的制度，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增长，进而摆脱危机。而在中国，天然就是统一的货币区，欠发达地区同样受制于统一货币的制度，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增长，这样，也会产生借债的冲动，而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又进一步加剧欠发达地区的借债冲动，这样的机制会使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有持续膨胀的危险。这种统一货币区内欠发达地区负债率更高的现象被我们称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0.1 央地关系与政府债务





10.1.1 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务的相关研究




尽管世界上不同国家在政治上采取联邦制或者单一制的治理结构，但一般都认为财政上实施分权的体制安排有利于增强政治稳定性、改进政府治理效率和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World Bank, 2000）。目前，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分权的财政体制安排，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因此也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但财政分权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够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与之相反，当前几乎所有国家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都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从数据上看，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60%左右，而即使对于OECD等发达国家来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Broadway and Shah, 2007）。



如此大规模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必然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财政转移支付的获得对本地区公共品提供、人力资本水平、贫困率、地方官员的腐败等都会造成影响（Reinikka and Svensson, 2004; Litschig and Morrison, 2013）。除此之外，财政转移支付还有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无效率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对于其机制，目前文献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公共池问题”（common pool problem）。对于那些获得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其转移支付的支出收益一般由本地区所享有，而其成本却由整个国家来承担。因此，各个地方政府都有激励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此同时，那些获得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地方政府为了表明这种分配的合理性，需要使本地区财政表现得更为困难。这样，对地方政府而言，其理性选择就是获得财政转移支付越多，该地区的地方债务也越高（Weingast, Shepsle and Johnsen, 1981; Baskaran, 2010）。另一种解释是由财政转移支付所带来的预算软约束。中央政府通常会对陷入债务困难的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施救助，而一旦地方政府形成这种未来会被救助的预期之后，其当期的财政支出就会增加，并进而导致政府债务的产生（Rodden, 2002; Kornai et al., 2003; Pettersson-Lidbom, 2010; Akai and Sato, 2011）。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逐步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种通过上级政府预算安排的方式来对下级政府进行无偿的资金拨付，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萍，2010）。但与此同时，财政转移支付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尽管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地方短期经济增长，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却是不利的（范子英和张军，2010b），除此之外，财政转移支付也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膨胀（袁飞等，2008；陈宇峰和钟辉勇，2012）。并且，由于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转移支付一般采取项目申请的方式进行分配，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的关系资本以及相关中央部委官员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存在较大的影响（卢洪友、卢盛峰和陈思霞，2011；范子英和李欣，2014）。



当前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除了审计署在2011年和2013年公布了全国层面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之外，由于公开数据的缺乏，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张春霖（2000）、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刘尚希（2004）、郭玉清（2011）等对政府债务的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李扬等（2012a， 2012b）、Xu和Zhang（2014）则在审计署公布数据的基础上，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分别估算了中国政府的资产和负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目前尚处于可控范围。而对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机制研究，当前文献主要从土地财政和官员晋升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何杨和满燕云（2012）对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作为杠杆来借债融资的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会使得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的双重风险累积在一起，增加了控制地方债务风险的难度。范剑勇与莫家伟（2014）则对地方政府利用借债来促进地区工业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该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只要地方官员在当前晋升体制下具有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强激励，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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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地方债务背后有更深刻的原因，即在统一的货币区内部存在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也没有研究央地关系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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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以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从央地关系的角度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并同时考察了不同性质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及其地区异质性。




10.1.2 地方政府债务




中国的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部分的债务。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主要由中央财政债务、中央国企债务、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债务、政策性银行债务、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等债务组成，地方政府债务则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包括省、市、县、乡镇等各级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债务、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等债务组成。债务形式主要包含了银行贷款、BT、债券融资、信托融资、向其他单位和个人借款等多种渠道资金来源。根据审计署在2013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6月底，中央政府债务为12.3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为17.89万亿元，两项之和为30.2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占比为59.1%。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已经开始出现，但改革初期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不大。然而，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财政分税制改革，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却又层层下放，这使得县乡等基层财政异常困难（杨之刚，2006）。尽管《预算法》规定地方财政不能出现赤字，必须保持预算平衡，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基层政府，尤其是中西部的基层政府普遍通过借债过日（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杨志勇和杨之刚，2008）。另外，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央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避免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但也导致了政府债务的迅速增加（张春霖，2000）。根据审计署数据显示，199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相对1997年增长幅度达到48.2%。



在此之后，地方政府债务又一次急剧增加出现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央政府推出史无前例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大部分政府投资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而且，地方政府也纷纷在中央政府投资目标上进行层层加码。由于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因此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借债来实施政府投资项目。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对借款人做出了明确规定，使得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向商业银行进行借款，并且除法律和国务院另行规定之外，地方政府也不能发行债券。这就让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变通形式来进行借债（凌华、唐弟良和顾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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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存在由来已久，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数量急剧增加主要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根据银监会所统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名单，在2010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超过了1万家，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地级市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便达到了30家左右。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实际上从事的都是非经营性或准经营性项目，盈利能力普遍不足，并且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相关经营计划、人事安排以及发展规划等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甚至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由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兼任，或者从政府有关部门调任（凌华、唐弟良和顾军，2005；周沅帆，2010），这就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最后实际上都会演化成为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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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并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债务的详细数据，也不能得到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数据，公开的数据只有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数据，其中包括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企业债、中期融资券、短期票据、公司债、私募债等各种形式的债券。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开始较大规模地发行城投债是在2006年之后，而城投债发行的爆发则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城投债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的“市政债”（周沅帆，2010）。




10.1.3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




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最高的25.5%降到1993年的12.3%，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最高的40.5%降低到1993年的22%。在财政极端困难时期，中央财政甚至需要向地方财政借款，这在名义上叫做地方向中央财政做贡献，但这种借款通常都是有借无还（刘克崮和贾康，2008；李萍，2010）。这两个比重的下降，不仅影响了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也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在经历了充分的准备和与地方政府的协商之后，国务院在1993年12月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行财政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分权、分税、分机构”和“返还、挂钩、转移支付”。其中，“分权”是具体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并由此确定相应的支出范围；“分税”是将所有税收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三类；“分机构”则是将原来存在的一套税务机构分为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机构，分别负责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征收。由于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集中了原属于地方政府的财力，因此需要对地方财政给予补助收入，“返还”就是指对地方政府以1993年为基数，对地方财政进行税收返还，以基本维持地方政府改革之前的存量税收收入；“挂钩”则是指这种税收返还与地方政府税收的基数和每年增长率相挂钩；“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改革集中的财力，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再返还给地方政府，并且主要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刘克崮和贾康，2008）。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相对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三部分财政补助收入。分税制改革之初的税收返还只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而由于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和2009年的成品油税费改革，又新产生了所得税基数返还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与此同时，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由此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力也有较大差异，为了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央政府也对地方政府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之前称为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是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财力转移。在一般转移支付口径下，还有多种细分口径的转移支付，较大规模的有均衡性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基本养老金和低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多种转移支付。每种具体项目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均有其固定的计算公式，具体可参考李萍（2010）。由于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均按照事前给定的计算公式来进行分配，因此，总体上来说，地方政府基本能够预期本地区每年能够获得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范子英与李欣，2014）。



专项转移支付是对于地方政府因承担中央政府的委托事务或政府间共同事务，或者是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务而享受的中央政府补助资金。当前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大都是以项目申请的方式来进行。这种申请方式往往会导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不透明，因此也常常遭到社会各界，甚至政府部门的诟病，经常为媒体所报道的“跑部钱进”便是对此的一个形象描述。卢洪友、卢盛峰和陈思霞（2011）的研究发现，拥有“关系资本”的地方政府官员所在的辖区能够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而范子英和李欣（2014）则发现，掌握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权力的中央政府相关部委部长，会将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给他们的出生来源地，并且这种影响在重要部委更加明显。




10.1.4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统一货币区的视角




中国经济当前的状况与欧元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处理不当，中国经济也将面临欧洲化的风险。中国因为是统一的国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货币区，但同时，由于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劳动力不自由流动，中国省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巨大。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全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样的汇率相对于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来说是偏高的。这样，内陆地区相对来说劳动生产率较低，缺乏出口竞争力，再加上地理劣势形成的更高的运输和贸易成本，出口困难会更为严重。经济总量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但出口能力受限则制约了地方政府财力的增长，而本地居民却需要政府的财力支出来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当前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有限，需要依靠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自己的卖地收入来弥补财政缺口，当这些仍不够弥补支出时，地方政府便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债券、信托等多种借债方式来融资。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的动机扩张本地的财政支出，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本地可控的经济资源，同时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而地方政府借的债务却是由未来的政府偿还的。即使未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还不了，当前借债的地方政府官员也会预期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将承担无限责任，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借债的“道德风险”。面临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倾向，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可以实现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央担心地方乱要钱，于是会要求地方政府为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项目（专项转移支付）进行配套。一些欠发达地区又没有足够的配套能力，这会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借债的动机。地方政府债务在2009年以后增长很快，与地方政府需要配套4万亿支出计划有关（龚强、王俊、贾坤，2011）。我们用图10.1来总结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机制，在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地方政府债务。






在本质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基本条件与欧洲主权债务是一样的，都是劳动力尚未自由流动与货币已经统一之间的矛盾。尽管中国已经作为共同货币区，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实施相同的货币政策，但中国却并不满足组成共同货币区的条件（Bystr'm et al., 2005；宋旺、钟正生，2006）。中国各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都有较大不同，这使得各地区容易面临不对称的宏观冲击。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各地区为了稳定增长和就业，纷纷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全国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地方而言也不能通过汇率贬值进而增加出口的方式来复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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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当前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限制而不能自由流动，这就使得中国在面临不对称宏观冲击时缺乏相应的调整机制。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货币的统一是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未来，要走出“中国经济欧洲化”的困境，就只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缩小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当劳动力从地理处于劣势的地区流出的时候，欠发达地区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压力将减少。同时，其生产结构可以转变为以服务于国内需求为主的产业（如农业、旅游、矿产），在这些产业上，欠发达地方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以内需为主，从而可以摆脱汇率对本地经济出口能力的制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弥合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距，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在上述逻辑下，一个关键的实证研究课题是，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可能性之一是，如果能够得到来自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有钱花了，就会减少债务融资的冲动。可能性之二是，如果存在“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得到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越多，越是会期望中央在未来代为偿还债务，这时，转移支付和政府债务就将是正相关的。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当前的任期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只会关注短期目标，债务融资后产生的投资本身就是短期的GDP增长，而这些投资的效率和地方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却被严重的忽视了。这样，在中国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中的“道德风险”就被放大了。究竟在实际上转移支付与地方债务两者的关系是正还是负，让我们通过数据来回答。




10.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0.2.1 研究设计




本章的研究样本为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因此，我们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i

 代表地级市，
 
t

 代表年份。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perdebt

 为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每年发行人均城投债的规模；我们主要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两类转移支付指标：人均专项转移支付（
 
pertransfer_special

 ）和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
 
pertransfer_nonspec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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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了每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其他控制变量
 
X

 包括：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人均土地出让收入、人均GDP和人均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变量。除此之外，在模型中我们也控制了不随时间而变的地级市固定效应（
 
θ



i






 ）和代表宏观层面影响且对所有地区均相同的年份固定效应（
 
σ



t






 ）。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城投债的周期较长，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决定发行城投债，到联系主承销商准备发行材料，然后再递交相关部委审批，到最后的成功发行，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并且，考虑到城投债发行与转移支付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在2006年之后发行城投债的样本开始增多，本章使用的样本为2006年到2012年间有过城投债发行记录的216个地级市。



在控制变量方面，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也是最稳定的财力指标，当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越高，其预期未来偿债能力也会越高，可能会有更多的借债，因此我们预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对于地方城投债的发行有正影响。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管理的地方收入，地方政府对其的使用有较大的自主权，其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周飞舟，2012）。因而，土地出让收入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会使得地方政府预期未来偿债能力提高，因而当期借债增加；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越多，其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越多，从而其对于融资的需求会降低。因此，土地出让收入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并不确定。除此之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未来偿债能力会提高，但同时对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却会越低，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也并不明确。而根据Rodrik（1998）、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等系列研究，认为政府规模会受该地区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影响，因而贸易越开放，政府支出规模会增大。基于此，本章也控制了人均进出口贸易量，以此来验证贸易开放程度对于地方政府借债的影响。



在本章基本计量模型中，尽管我们已经控制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的相关变量，同时也控制了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但仍有可能遗漏掉某些与专项转移支付相关，而又会直接影响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变量。如果这种遗漏变量与专项转移支付相关，其所导致的内生性会使我们对专项转移支付系数估计的不一致。为了尽可能处理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在研究中还进一步采取了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本章采用了两个工具变量：由于相同地区在不同年份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存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将本地区上一期的专项转移支付作为当期专项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申请上存在相互竞争关系，并且，这种竞争关系在相邻地区间最为明显，因此我们采取与在本省范围内与本市地理上接壤的地级市所获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均值作为本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这是本章的第二个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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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第二个工具变量的构造思路与Pettersson-Lidbom（2010）也是一致的。本章分析中所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不是完美的，尽管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一组变量，仍然很难绝对地说，这两个工具变量不会通过其他未观察到的机制来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分别使用两个工具变量后所得到的转移支付变量的系数相差无几。



由于中国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中央政府出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考虑，在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时存在非常明显的偏向内地的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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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偏向内地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是否也会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对此，在研究中我们还将继续区分沿海和内地两个地区的样本，观察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更进一步，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出台诸多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政策，但在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下，为发展本地区经济，地方政府仍有可能继续维持借债发展的增长模式（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仍有很大可能会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大量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却在逐渐到期，根据审计署在2013年所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年为地方政府的偿债高峰。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借债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旧债进行偿还，在这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的新增债务是否会用于偿还存量到期债务，本章在实证分析中对此也进行了考察。




10.2.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章所使用的城投债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其中包含了省级、地级市及以下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在债券市场（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私募债等各种类型的债券。其中，由于本章所使用研究样本为地级市层面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数据，而有部分发行城投债的平台公司是省级融资平台，对于这部分省级融资平台公司，其一般属于省级政府建立，主要负责全省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对省级城投公司发行的城投债，本研究并未将其包含在内。本章所使用的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数据来自于财政部预算司出版的历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其他变量，包括GDP、公共财政收入、人口规模、进出口贸易额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而土地出让收入则包括了招标、拍卖和挂牌三种出让形式的土地出让总收入，其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0.1所示。







10.3 实证结果与分析





10.3.1 基本结果分析




表10.2为本章的基本回归结果。其中，方程（1）和（2）采取固定效应估计，这两个方程的区别在于是否控制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变量。从方程（1）可以看到，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显著为正，当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人均城投债发行增加0.096元。根据方程（2），当我们添加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变量时，此时，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变量仍然保持稳定，其系数为0.091，且显著为正，而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人均城投债发行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的影响，主要是来自需要地方政府主动申请、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而非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根据事先给定的计算公式，地方政府一般能够预期其获得的这部分资金安排，因而，非专项转移支付并不能带来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的增加。



进一步，为了控制可能的与专项转移支付相关，并且直接影响城投债发行的遗漏变量，我们进行了工具变量估计。方程（3）和（4）为采取本地区上一期的人均专项转移支付作为当期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为了避免弱工具变量问题，我们首先进行弱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
 
F

 统计量检验，两个方程
 
F

 统计量的值分别为516.351和410.645，大大高于
 
F

 值为10的经验标准。根据这两个方程可以看到，专项转移支付变量的系数相比于方程（1）和方程（2）中显著上升，这说明方程（1）和（2）的结果可能由于遗漏变量的原因导致回归系数被低估。从方程（4）可以看出，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人均城投债发行会增加0.284元，而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仍无显著影响。






由于上一个工具变量主要利用专项转移支付在时间维度的信息，为了验证回归系数的可靠性，我们进一步采取与本地区地理上接壤的本省周边地级市当年所获得的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的均值作为本地区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这个工具变量利用的则是专项转移支付在空间维度上的信息。具体的回归结果如方程（5）和（6）所示。此时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一阶段
 
F

 值分别为205.034和151.815，也大大高于
 
F

 统计量的经验值10。根据方程（6），此时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会导致人均城投债发行增加0.274元左右，而与方程（4）结果基本相同，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也并无显著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方程（7）中，我们同时利用两个工具变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信息，将两个工具变量放入方程同时进行估计。由于此时工具变量的数量多于内生变量数量，因此需要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此时，过度识别Sargan检验的
 
p

 值为0.936，并不能拒绝原假设，这说明我们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此时，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人均城投债发行增加为0.282元，这也与前面回归方程的系数高度一致，而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同样无显著影响。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我们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



其他控制变量，由方程（7）可以看到，当地方政府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增加1元时，其人均城投债发行也会增加0.138元。这说明地方政府在发行城投债时，本地的公共财政收入是其未来偿债的一个重要考虑。而土地出让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会让地方政府借债激励增加，同时也会使得地方政府融资需求降低，因此其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并不确定。从回归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土地出让收入对于城投债发行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均GDP提高1元，会导致城投债的发行增加0.014元。同时，贸易开放度对于城投债发行也有显著正影响，人均贸易额提高1元，会使得人均借债增加0.008元。




10.3.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是面板数据，因此在做固定效应估计时，其使用的样本信息是相同地区在时间维度上的信息而进行的估计（within estimation）。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预期这种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在截面意义上也应该存在。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样本中所有变量取均值，然后进行截面回归。这样可以在截面上观察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以此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见表10.3）。



此时的回归结果见表10.３，其中，方程（1）为OLS估计结果，而方程（2）和（3）为分别使用两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方程（4）为两个工具变量同时使用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有较为稳定的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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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程（4）中，当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时，会使得人均城投债发行增加0.192元左右，这与表10.２的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均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人均城投债发行的影响显著为负，其系数为-0.131。因此，从截面意义来讲，专项转移支付会导致城投债发行的增加，而非专项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补充地方政府财力的作用。






另外，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时，中央政府为了引导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向，发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示范作用，同时也考虑到提高地方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水平，中央政府会要求地方政府对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配套。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配套压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同地区配套比例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于需要配套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东部地方政府的配套率要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对于需要配套的专项转移支付，其配套资金尽可能由省级财政承担，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各地省、市、县乡三级财政承担的配套额分别占70%、15%和15%（李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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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的研究以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因而对于市级财政而言，其专项转移支付所带来的配套压力并不大。



但为了进一步检验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并非由于配套压力所致，我们对此也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做法是，将地方政府当期所得到的专项转移支付，对本地区上一期或当期所发行的城投债进行回归。如果城投债发行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压力所引起的，那我们可以预期：当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增加时，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多的配套资金，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地方政府在本期的专项转移支付会增多。而从表10.3的方程（5）、（6）、（7）可以看到，城投债发行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专项转移支付显著增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并非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压力所致。




10.3.3 区域间差异




由于中央政府在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时，存在明显的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倾向，为了进一步考察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将样本分为沿海与内地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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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10.４的回归结果中，方程（1）和（2）是采用上一期专项转移支付作为工具变量，从这两个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主要是在内地省份，此时，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系数为0.302，而在沿海地区并不显著。方程（3）和（4）使用周边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可以看到，此时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的显著正影响也同样只存在于内地，在沿海地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此时，对于内地样本而言，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为0.305，与方程（1）高度一致。方程（5）和（6）为两个工具变量一起使用的回归结果，该结果也与本表其他四个方程高度一致，此时，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会导致内地省份的地方城投债发行增加0.303元，而对沿海省份的城投债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同时，由本表的六个回归方程都可以看到，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的发行均无显著影响。







10.3.4 进一步讨论




根据国家审计署在2013年的审计报告，地方政府债务在2014年、2015年、2016年这三年为偿债高峰。现实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继续借债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需要消化逐渐增多的存量债务问题。如果未来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能够逐渐减少，长期而言，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并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存量逐年递增，并且通过不断的借新债来偿还旧债，这样持续下去，则可能演变为严重的债务危机。



我们接下来也对地方城投债发行是否存在借新还旧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的回归思路如下：由于城投债发行的爆发主要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分别计算出样本中地级市城投债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年底尚未到期的城投债存量，并将地方政府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发行的城投债对上一年尚未到期的城投债存量进行回归。如果存量债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城投债发行中的确存在借新还旧的现象。表10.５为我们的回归结果，其中，方程（1）、（2）和（3）分别为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新发行的人均城投债对上一年人均城投债的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2010年时，城投债存量的系数为0.038元，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在2010年时，城投债发行的借新还旧现象还未显现。但到2011年，城投债存量的系数为0.088元，显著为正，这说明城投债发行的借新还旧开始凸显，但系数还不是很大。此时，2010年人均城投债存量债务增加1元，会使得2011年的人均城投债发行增加0.088元。而在2012年，城投债的借新还旧现象开始变得比较严重，此时，城投债存量的系数为0.251元，显著为正。这说明，当2011年人均城投债存量增加1元时，这会使得2012年城投债发行增加0.251元。这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2012年发行的城投债，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偿还之前的存量债务。通过这三个回归方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需要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10.4 小结




本章在中国单一制国家治理结构下，考察央地间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我们的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增加1元，这会使得地方城投债发行人均增加0.28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内地，而在沿海地区则不存在。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借新还旧现象逐渐显现，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通过采取控制地方政府借债来逐步消化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可能性也在下降。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比较中国地方债务危机与欧债危机，会发现其中有其相似之处。欧元区债务危机主要出现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南欧国家，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欧元区作为共同货币区，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各国需要维持相同的名义汇率，但这种汇率水平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南欧国家而言是偏高的。在经济危机之前，这些南欧国家由于享受了欧元区低利率的好处，家庭就会有激励更多地借债消费，政府也会扩大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这导致这些南欧国家经常项目出现赤字，进而主权债务迅速增加（Lane, 2012）。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欧元区经济面临衰退，南欧国家债务占GDP比重迅速上升，当市场意识到这些国家的债务状况不可持续时，债务危机便首先在这些边缘国家爆发，并逐渐在欧元区内部蔓延，这就引发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在维持欧元区统一性的前提下，这就需要欧元区内部的法国和德国等国通过国家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进行救助（陆铭和钟辉勇，2015）。



与之相似，中国作为共同货币区，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统一的货币，维持相同的汇率水平，但这种汇率水平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内地地区而言是偏高的。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各地区为了稳定增长和就业，纷纷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增加，并且，内地的债务问题更为严重。此时，由于全国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债务问题更为严重的内地而言也不能通过汇率贬值进而增加出口的方式来复苏经济。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最终的化解也需要依靠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地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钟辉勇和陆铭，2015）。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展望中国未来，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转型为像欧元区国家那样的高收入国家。但与此同时，即使中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需要对未来可能会陷入如今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保持高度谨慎。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经济不仅要致力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同样也需要防止“中国经济欧洲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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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报道和数据可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zdt/2009-10/27/content_1450208.htm）、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663913.html）和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20395）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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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对于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条是：“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但这种承诺的可信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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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强、王俊和贾珅（2012）对地方债务产生的机制、相应的监管等相关研究做了很好的综述。







[4]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比较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见钟辉勇和陆铭（2015）。







[5]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是指地方政府以划拨土地、财政注资等形式组建的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并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城市建设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形式存在的公司。这类平台公司在资产和现金流上基本可以达到融资标准，地方政府以此作为独立的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融资（巴曙松，2009；封北麟，2009）。







[6]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调研发现，在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公司，尽管是以独立的公司形式存在，其财务上却与当地财政局在同一家账户上（范硕，2014）。







[7]


 
 与欧元区的情况类似，对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中国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工资刚性，通过降低工资来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并且，中国还存在诸如最低工资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在阻碍工资的下降。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西部省份，最低工资具有推升职工平均工资上升的作用。从地区间平衡的角度，中国目前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较大，如果寄希望于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来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不利于地区间收入均等化。请参见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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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根据事先给定的相关分配公式计算，地方政府对于这部分资金的获得有比较完美的预期（李萍，2011；范子英和李欣，2014），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需要地方政府采取项目申请的方式来向中央政府进行申请，地方政府对于是否能申请成功并无确定把握。因此，我们将转移支付分为专项转移支付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两类。







[9]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可能遗漏掉的比较重要的变量是地方政府官员与上级政府的政治联系，因为这可能既影响本地区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也可能会影响到监管部门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审批。但由于本章的第二个工具变量是与本地区地理上接壤的周边地级市获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均值，这就和本地官员的政治资本并不相关。因此，本章所使用的第二个工具变量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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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根据财政部网站对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总结，就明确说明“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并向中西部财力薄弱地区倾斜”。具体见财政部网站：http://ys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311/t20131129_1018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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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方程（3）中，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系数并不显著，但其

 

T


 
值为1.49，已经非常接近10%的显著水平。在该方程中显著性下降，这很可能是由于取均值进行OLS估计之后样本量减少所导致的显著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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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中央政府也在有意识地不断减少需要地方政府配套的专项转移支付。最新《预算法》对此也就做出规定，除按国务院规定应当由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项外，上级政府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







[13]


 
 其中，沿海地区为东部省份地级市，包括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与河北省，其他省份地级市为内地。其中，由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市为直辖市，而本研究的样本为地级市，因此并未将其包含在样本内。






第11章





再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











围绕本书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工作试图为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和隐忧提供一个视角，一个空间的视角，一个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视角。



理解中国经济，必须时刻牢记，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带有强政府干预的色彩，尤其是它的生产要素配置还远未市场化。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获得的，而全球化进程则使得全球的资本与中国价廉质优的劳动力相结合。中国经济的成功一面体现了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再配置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而规模经济机制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作用。反过来说，当前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仍然受到土地、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很多结构性矛盾与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未能充分流动有关。



当前的制约也是未来的希望。中国一直依赖于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投资的低效率和低回报还给财政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反过来说，如果未来中国能够顺利地推进土地、户籍等制度的改革，那么，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再配置还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效率改进空间，从而给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城乡、区域间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城乡“新二元结构”日渐消解的过程中，社会和谐能够得以增进，而这又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有益（上述逻辑总结于图11.1中）。







11.1 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出路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现象。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最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本书认为，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城市化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速度相对缓慢，压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进程，也相应压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弱势的状况下，工资被维持在劳动力的保留工资的水平上，保留工资的压低则抑制了劳动收入的上升。相比之下，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于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并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Perkins and Rawski, 2008）。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那么，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也仍然需要20—25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将极大地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市对于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却面临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采取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的策略，那么，其相应采取的政策将不是整合地区间市场，而是分割地区间市场，不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而是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当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时，地区之间的产业同构便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下一个结果就是，对于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方而言，将采取分割商品市场的政策来保护本地产业。当每一个地方都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的时候，虽然可能是有利于本地短期经济增长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既不利于发挥资源跨地区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改进，也不利于企业突破地区间的市场边界，扩大生产规模，享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的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便尤其重要。



很多人喜欢将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如此，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呈现泡沫迹象。但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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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在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同样道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个日本当年所不具有的潜在的需求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各个城市间住房价格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城市内部外来移民所占比重而解释（陆铭、欧海军、陈斌开，2014），这意味着，如果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提高，住房的实际需求就能够相应地增长，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就有可能得到支撑，而不至于像日本那样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在无数次面对学界同行、政府官员或社会公众时，本书作者总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更有甚者，听众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一个他自己的回答，这条路不会被政府采纳的。我的回答是，首先，在知识的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经济集聚的好处，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一些“城市病”被简单地归结为人多，但却忽视了技术和管理对于城市病治理的作用。其次，即使在知识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市场分割的“囚徒困境”里。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算大家都认识到市场整合是有利的，但每个地区都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整合市场的政策不被实施。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每个地方都想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对于已经流动到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不愿意接纳其为永久市民。



如果不能顺利地推进市场整合与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中国经济将面临潜在的“欧洲化”的危险。一方面，中国的省之间存在的市场分割使得整体经济的规模效应面临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劳动力未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地理劣势地区有强烈的动机来扩张本地的经济，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冲动来加大本地投资，甚至大规模举债，而长期的低利率则为地方政府举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而一旦经济增长总体下滑，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将首先在投资效率最低的地方显现出来，这和欧元区的弱国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机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这时，欠发达地区因为是中国这个天然的统一货币区的一部分，是不能单独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债务困境的。当然，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统一财政的国家，一旦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国不会像欧元国家那样为是否援助希腊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运用财政资源，甚至用通胀的方式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那么，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是由普通百姓来承担的。对于较发达的地区而言，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通过上述逻辑，最后以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低效率、债务危机和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这些形式造成的福利损失最终还是要发达地区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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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已至此，我想再重复一下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请注意，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欧洲化”的局面，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在采取类似“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这本书的目的便是在知识的层面将上述道理讲明白。总结起来的话，我想告诉读者以下几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城市化和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相对于小城镇，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更高，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城市通常人均教育水平更高，人们更能够在相互学习中获得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往往担心，城市人口增长后会造成就业困难。恰恰相反，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而且，与人们容易形成的误解相反，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提升就业和收入的效应对较低技能者而言更大。



第二，城市化和经济集聚发展的坏处被严重高估了。城市扩张过程中生产和生活成本会上升，而这在本质上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带动地价和房价的上升，地价和房价又会传导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去。而城市扩张中出现的拥挤、污染、犯罪这些“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与管理，城市扩张中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并有利于对污染和犯罪的治理。如果城市可以兴建高效的地铁和公交系统，并转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那么，城市污染便不会是严重的问题。“在发展中治理”是对城市病进行“疏”的思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作用。如果对城市病的解决通过限制城市人口来加以控制，则走的是“堵”的路，既会损失经济增长，也会制造出人为的歧视，从而有损社会和谐。



第三，地理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试图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上的劣势，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不顾经济规律，用增加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过度依赖于投资和政府支出，在长期却对区域经济增长无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而在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干预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资本化，降低了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若干年来，低效的投资让一些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本书再次强调，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应该走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当前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正在提高，而生产要素（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劳动力）的集聚却远远滞后，其结果就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地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那么，城乡间和地区间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反而更容易实现。在生产要素更为充分流动的前提下，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就能够形成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从而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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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制度障碍与政策调整




当前，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和再配置的制度主要就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是与户籍身份挂钩的，因此，公共服务制度也相应地成为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而与此相连的更深层次的制度背景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考核制度。如果地方政府必须承担本地公共品提供的责任，并且必须接受来自上级的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税收绩效考核，那么，地方政府一定会成为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阻力。因此，如果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改革，而这一系列改革的切入点，则是户籍制度改革。




11.2.1 不应错误地夸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地方政府反对户籍改革的背后，是他们认为赋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将让地方财政背上巨大的财政包袱，并且短期看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大量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的研究，似乎也在佐证这种观点。不少研究认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14万元之间，并以此推论中国未来10—20年将为农民工市民化耗费总额20—50万亿的公共成本（张国胜，200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我们认为当前实施市民化政策的成本被严重高估。



一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忽视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对于新增人口所增加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要小于现有的平均支出。因此，不能将个人市民化成本进行简单加总，也不能将新增人口的人均成本等同于现有人口的人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支出。



二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进行了大量重复计算。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将农民享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转化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新增的成本仅为城乡人均公共服务的差额，而现有核算方法大多仅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增加项，而忽视了其放弃农村公共服务的减少项。如2011年中国城乡初中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为8181元和7439元，差额仅为742元；而城乡小学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为6121元和5719元，差额仅为4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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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严格区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不应将个人承担部分计算在市民化成本中。在某些成本核算中，将农民工的所有社会保障成本均计算为了市民化成本，忽视了其中大部分是由个人承担的事实。“五险一金”作为居民最主要的社会保障，其绝大部分是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政府补贴的份额很少，如2011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平均每人5951元，而财政对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基本养老补助金额仅为772元（丁萌萌、徐滇庆，2014）。此外，大多研究还将农民工的住房成本以建设廉租房的形式计算到了市民化成本当中，这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大量农民工已在城市居住生活，表明其已经通过租赁的形式获得了居住条件，城市并非一定需要新建大量廉租房来满足其居住需要，如有必要仅对部分困难群体给以租房补贴即可。



考虑到以上二、三这两个问题，有研究按照流量核算当年新增市民化支出，每年新增支出仅为6409亿元（丁萌萌、徐滇庆，2014）。相较于13万亿的财政收入规模，这一市民化成本也并非是难以负担的数字。



在正确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的同时，应当考虑市民化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带来的各种收益。对此，本书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不再重复了。




11.2.2 户籍制度改革的步骤及措施




1. 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缩小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



当前中国存在着由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造成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公共服务差异。由于事实上存在着大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在城市内部形成了因为户籍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体现在教育、医疗、廉租房、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减少由户籍身份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地方公共服务的获取权应以在本地居住并缴税（特别是财产税）为前提，从而形成通过房价和财产税为本地公共服务付费的机制，而户籍则逐渐演变成一个身份认定和常住地登记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应从两个方面同时推开。一方面是逐步降低外来人口获得本地城镇户籍的门槛，另一方面，应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推进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如果不同地方的公共服务差别太大，那么，必定造成大量人口流动并非出于提高收入水平的目标，而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而这样的人口流动并不提升劳动生产率，却会抬高房价，挤出一部分可能为提升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劳动力流动。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减少户籍与城市居民福利的联系，同时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
 


[5]




 ，从而减少仅仅为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出现的人口流动。



2. 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应作为未来重点突破的方向



当前，由于中小城镇落户相对容易，而大量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以大城市为就业目的地，因此，当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矛盾在大城市更为突出。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已经集聚了大量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劳动力，这部分常住人口已经超过大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在广东的一些城市超过了城市常住人口的一半。城市规模扩张是必然趋势，如果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那么，大城市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比重必然持续上升。其结果是，这一代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着的二代农民工，他们既难以在城市定居，又难再回到农村务农。他们在未来将面临严重的家庭分居和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这将给社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促进劳动力在就业地落户为方向，而这就更要求大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当前一些城市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农民进城，但这些都只能解决本市范围内的农民进城问题，而全国范围内的难题却是农民异地就业甚至定居之后，如何真正进城转为市民的问题。本章在最后将提出一系列户籍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的政策建议，为农民异地进城落户探索可行的途径。



3. 未来应科学而渐进地降低大城市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标准



只要公共服务与户籍存在一定程度的挂钩，未来的改革就不可能立即完全取消户籍，或采取自由登记制度。如果改革过于激进，将会导致短时期内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给城市带来不可承受的压力，尤其在大城市，这个担忧是现实存在的。而只要户籍制度不是立即取消的，那么，就存在如何制定落户标准的问题。在谁应该获得户籍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将追求就业而不是公共服务的人识别出来，而且应该给那些想在一地长期工作和居住的人优先获得户籍的权利。因此，落户标准应以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障的记录为主，并以在一地工作和居住的年限作为给予户籍的排序条件。对于大学生群体，应以其事实的就业情况为落户条件，而不应预先根据其所学专业和毕业学校来设置落户门槛。与此同时，因为本书多次提出的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在当前户籍制度下盛行的教育水平和技术职称门槛不应继续作为落户标准。如果相关制度继续歧视低技能劳动者，那么，相当于是将公共服务的获取权首先给予了高技能、高收入者，这样一来，公共服务原本应该具有的缩小城市居民实际福利差距的功能也被削弱了。



4. 应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改革



为了配套上述户籍制度改革，应尽可能地减少仅为获得较发达地区的福利而进行的人口流动。不久，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逐渐可跨地区接续，有无本地户籍与是否享有社会保障之间的联系将减弱。在教育方面，大城市的户籍所附带的福利主要体现在优质的幼儿园、中小学教育的获取权，因此，未来既要缩小有无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享有本地基础教育资源方面的权利差距，又需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推进城乡间和地区间教育资源的适度均等化。同时，为了缓解城市扩容给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造成的人口压力，也应更为重视在大城市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适度均等化。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多集中在东部的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均给予本地生源更多进入这些院校的名额，教育部已经提出要将高校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逐步降低，这一改革方向也有利于减少户籍与福利的联系。此外，减少优质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正确做法是增加供给，而不是控制需求。比如说，大城市特别应该考虑在职业教育上吸引优质的海外教育资源入驻本地，从而为提升城市的劳动力素质创造条件，也为外来人口的职业教育提供优质而广泛的选择。




11.2.3 为什么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是可行的方案？




1. 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方案



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着大量农民跨地区地进入城市，在这一进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点：一是如何扩大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资源，不至于在城市扩容中引起原城市居民的反对；二是土地制度如何改革，进城的农民在家乡的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如何处置，城市扩容过程中近郊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从现有体制出发，本书所提的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方案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工作的农民将其在家乡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其就业所在城市，作为城市扩张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家乡则通过宅基地复耕的方式相应增加农业用地保有量（本书第5章已经用一个图解释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地区再配置的含义）。同时，由于在内地的宅基地的市场价值不高，而在人口流入地的建设用地指标却有相对较高的市场价值，因此，在人口流入地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并实现城镇近郊土地增值收益后，相应放弃家乡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能够有新增的资源获取当地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避免新增城市居民与原居民之间因公共资源分享而形成的矛盾。



一种类似的操作方案是，在那些吸纳更多外来人口的城市，中央直接给予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这一方案在本质上与我们所提的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方案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让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向与劳动力流动方向一致。但相比之下，直接将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外来人口数量挂钩的方案需要借助于行政性的手段，它对于政府所需要掌握的信息的要求非常高，而在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方案中，市场的价格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信号机制。



在实际操作中，用于转让的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是由上级政府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可以是既有的建设用地（如厂房占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所产生的指标。这一改革方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在现有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使得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以跨空间再配置的资产。设想有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他老家在内地或者离城市很远的农村，即使将他家的宅基地所有权界定给他，这个所有权也不值钱。但是，如果将他的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土地使用权界定给农民，这个指标的价值却可以与原宅基地的区位脱离，因为它的价值体现在它可以被用来将较发达地区城市近郊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实现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为有价值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的资产收入，与中央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精神一致。农民在转让了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后，其承包的农业用地则可以有偿地转让给农村集体，或以转包、入股等形式分享未来农业经营收益。



当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在试验农业用地的“占补平衡”，这种试验如果配合农民进城时的户籍身份转变，那么，在本质上就是“土地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但这些地方试验推行的范围却仅限于本市市域范围之内。相比之下，本书提出的改革方案更加强调要解决农民工跨省（区、市）异地进城的问题，在这一方案下，政策应允许跨省（区、市）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即在不同地区之间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这一方案与农民工流动的主体是跨地区流动相一致，也可以借助土地利用效率在省（区、市）间的巨大差距来最大化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的价值，实现劳动力和土地两种资源的利用效率。



2016年10月，国土部、住建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目标任务是，到2018年，基本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到2020年，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地挂钩机制政策体系，为如期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提供用地保障。这一改革与本书提出的方案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同时，这一“人地挂钩”的改革又说“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原则上不因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而实际上，恰恰是超大和特大城市吸纳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多，人口流入和土地供应的矛盾更大，因此，“人地挂钩”改革不应该将超大和特大城市作为例外。



一种担心是，土地使用权（特别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交易将不利于保护耕地。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方面，跨地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不会带来耕地面积的下降，因为农业用地是“占补平衡”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居住用地的容积率在城市远比农村高，农民进城反而是有利于农业用地保护的。从数据来看，2008年，农村居民点占地16.5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4.06万平方公里，农村居民点面积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4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当前的问题是，农民出现了“双重占地”的现象，即，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需要为外来人口增加居住和基础设施用地，而农民因为未在城市扎根，还要在老家占用甚至扩建住宅。因此，只要土地制度改革到位，可以让进城农民自愿且有偿放弃家乡的宅基地，那么，城市化进程只会更有利于耕地保护。另外，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实行退耕还林，导致耕地减少，而这却常常被误以为是城市化造成的。1996—2009年耕地面积年均增长40万公顷，这比之前的耕地面积增加速度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我国开始进行大面积的生态退耕还林工程，与此同时可供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少（徐滇庆，2014）。



一个相关的担心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土地更肥沃，而作为人口流出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质量也较差，农业用地的跨地区占补平衡不利于保证粮食产量。这一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相应问题是可以在机制设计中解决的。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地区流转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将人口流出地复耕的宅基地面积用一个系数换算成人口流入地的建设用地增加量，其换算系数可以用“流入地平均亩产/流出地平均亩产”作为依据。



还有一种担心是，土地流转可能造成农民失业，这也完全不必要。现代经济是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当前中国农业GDP在总的GDP中的份额已经降至10%左右。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是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本书第5章也已经证实了城市扩张有利于增加就业。如果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建立在其已经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前提下的，那么，允许其实现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不仅不会造成失业，而且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资产收入，有利于他们在城市落户并获得社会保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中，多方主体共同谈判机制的交易成本太大，政府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模拟市场的角色，因此，要有相应的制度来防止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占放弃宅基地的农民的利益。农民转让自己的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当前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操作中存在着政府强拆强迁的现象，这常常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增值收益不够大，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不能在当地充分实现，农民也难以获得足够的补偿。相比之下，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江浙一带），强拆强迁的现象相对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盼拆迁的现象。因此，当前应推进跨地区的农业用地的“占补平衡”，避免在局部范围内进行农业用地的“占补平衡”反而造成巨大的利益冲突。



2. 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是多赢的方案



在本书所提出的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中，人口流入地的城郊土地增值收益在当地近郊农民、进城农民、城郊土地使用方、人口流入地政府和人口流出地政府之间共同分享。人口流入地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农民都应获得城市户籍和各自的合理补偿，城郊土地使用方则获得了新的用地空间，人口流入地政府代表当地居民获得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而人口流出地政府也分享部分收益用于被放弃的宅基地的复耕整理，以及未流出人口的公共服务提供。要让这个多赢方案成为可能，必须借助于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的再配置，将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产收益最大化。建设用地使用权（特别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初始配置与居民原户籍所在地有关，但却可以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动。只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市场，土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被最大化，而其产生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动则成了一种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转移支付”。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应让多方主体分享人口流入地近郊土地的增值收益。其合理性在于，人口流入地区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换过程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并不是当地居民单独创造的，而是由大量外来劳动力共同创造的。从长期来看，本地居民还会从城市扩容所产生的持续经济增长效益中获益，也可因为社会融合的推进而减少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支出。因此，人口流入地居民和政府应该让外来劳动力分享其土地增值收益。



另一个相关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再将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在本书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农民放弃家乡的土地使用权进入城市必须以在城市就业并自愿放弃土地为前提，同时，在获得了城镇户籍之后，他也相应地获得养老、医疗、失业和住房等社会保障，这时，土地就不必再承担社会保障的功能。以前，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而农民工在城市也不拥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土地的确承担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而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应该逐步摆脱仅以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使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获得更为有效的利用。如果土地使用权能够成为可交易的资产，那么，一块土地是用于农业还是非农业，同样的建设用地是在哪个城市用，同样的农业用地是分散地用还是规模化地用，都应遵循稀缺资源的产出最大化原则。



3. 土地制度改革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



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方案对既有的土地制度仅是边际意义上的改革，只需明确将农村土地使用权（特别是宅基地使用权）界定给农民即可，而不需要更改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有不少学者将中国城市化和土地制度的问题寄希望于土地的所有制改革，本书并不否认土地所有制改革对实现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保障农民权益以及合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土地所有制改革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却可以在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中避免。



第一，土地的所有制改革将扩大农村居民间的财产不平等。必须注意到，不同地理位置的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增值空间，而这种差异来源于地理位置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土地是私有的，位于不同地方的农民将拥有不同潜在升值空间的土地，造成事实上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第二，在土地所有制改革方案下，户籍制度改革将难以推进。如果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脱钩，可能使中国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人口流入地的政府可以买下当地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并将其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土地的增值收益主要由当地的农民分享，而大量外来人口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仍然难以在当地落户。



第三，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制度是和保护耕地的目标相配合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的方式总能与全国范围内耕地总量目标相配合，维持特定数量的耕地，但土地所有制改革却可能给中国未来的耕地保护目标带来风险。



事实上，在当前制度框架下，如果将土地（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界定给农民，并且允许其交易，那么，从收益获取的角度来说，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差别并不大。使用权年限越长，其价值越接近于所有权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地区的交易，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与土地原所在位置脱钩，而土地所有权交易却必须与具体位置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反而使土地资源的最优利用难以实现。具体举例来说，如果是使用权交易，一个内地农民进入较发达地区的城市之后，可以将其宅基地复耕，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市场价格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城市使用，这一交易的基础在于较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价格高于欠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价格。而如果在土地私有的制度下，一个内地农民进入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后，他可能仍会长期保留其家乡的宅基地，除非其宅基地的使用价值低于当地农业用地的租金。但是，相比在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方案下的结果，农民长期保留宅基地并未最大化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值。




11.2.4 其他配套改革措施




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目标是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再配置，因此必然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关系调整，否则，相应的改革方案便难以实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地方官员考核体制的改革，以及财政体制（特别是地方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的改革。



在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方面，应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以不同权重。
 


[6]




 如果实现了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那么，势必造成人口流出地的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这时，如果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完全基于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绩效，那么，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发展战略将得不到人口流出地区的支持。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对官员考核体制做出大的调整，可以在考核体系中同时兼顾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增长和GDP总量的增长，并且为这两个目标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为了适应人口跨省流动且向较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越是经济发达地区，GDP总量增长目标的权重应该更高，而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目标的权重应该更高。



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更为根本的举措。首先，应降低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减少地方政府对于GDP规模和税收增长的盲目追求，更多地让经济规律来决定城市的合理规模和区域间布局。第二，应适当在分税制框架内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并强化中央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的职责，减少地方政府增加本地税收的压力。第三，中央向欠发达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在结构上应更多地投向地方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应避免直接通过国有企业投向生产领域，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经济的过度资本化问题。




11.3 结语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当前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远远没有市场化。除了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受到土地和户籍等制度的制约以外，在资本的配置方面，利率也受到行政力量的管制，不能真实地反映资本的边际价值，影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如果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一定是供给适应需求，资源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而如果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大量经济资源被行政力量配置到了回报较低的地方，而且供给不是适应需求，而是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政策往往去抑制需求。



现代经济学自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中，经济学最为重要的革命是引入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时间维度上，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当期投资过多，回报下降，则从长期来看，未来的资本积累速度反而会下降，因此，当前过高的投资可能使经济偏离最优的增长路径。在空间维度上，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告诉我们，经济资源在集聚的过程中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经济增长注入巨大的活力。对于当代中国发展，重温一下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原理，有利于认清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和机遇。



看人类历史也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上，人类历史是一个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结构由农业为主演变到工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主的过程。在空间维度上，人类历史则经历了一个农业社会不断开疆拓土，且人口均匀分布，到人口逐渐集聚在少数都市圈，而在都市圈内又集聚在核心大城市周围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业革命后崛起的国家都以大的港口城市为经济中心。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原来的工业中心逐渐演化为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参与到国际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国家仍然会重复这条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即沿海的大港口及其周围将成为制造业中心，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当大港口演化为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后，其参与国际贸易的制造业的主体仍然不会远离港口。而此时，远离沿海港口的内地则形成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将以满足区域性市场为主。其他地方的产业结构则以农业、旅游、自然资源为主，人口逐步流出，但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且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帮助下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那么，这些人口流出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一样可以提高。



如果承认经济规律的普遍性，那么，中国不会在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的道路上成为一个特殊的国家。相反，如果不承认经济规律，那么，当试图用人为的力量去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却反而在各个方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其结果就是当前已经出现的内外多重失衡的局面，以及城市体系的扭曲。现在，是应该全面反思“人定胜天”的发展方式，呼唤人们追求公共利益，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让中国经济回归人类发展的正常轨道的时候了。








[1]


 
 数据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go.jp/data/chouki/zuhyou/03-03-a.xls。







[2]


 
 关于中国经济的欧洲化（或者确切地说是“欧元区化”），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陆铭（2016）的《大国大城》一书和钟辉勇、陆铭（2015）中更为详细的讨论。







[3]


 
 本书提供的经验证据和政策选择不能简单地推导出“城市越大越好”，或者“经济越集聚越好”，这是很多读者在解读城市规模经济时容易犯的错误。事实上，正如本书在第2章便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个城市的最优规模是由经济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共同作用而决定的。







[4]


 
 数据引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


 
 之所以强调促进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是因为从绝对水平来说，完全的均等化是不可能的。同时，转移支付也会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低效率。因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能适度（陆铭、蒋仕卿，2007）。







[6]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0）也提出了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的设想，但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发展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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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有关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系列专著的第三部。将地理因素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决定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核心因素，并且将中国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作为反市场的力量，这一思想形成于我和陈钊合著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那本书里，我们构建了刻画中国区域间市场分割形成机制的策略性分工模型，并且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工业集聚和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三年之后，我和陈钊出版了第二本专著，《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本书将我们对于市场分割的研究拓展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收录了地区间不平等的研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应该在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本书还指出，通过促进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经济集聚与区域平衡是不矛盾的，城乡融合与城市发展是不矛盾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也是不矛盾的。目前这一本书时隔恰好又再三年，它是我前两本书的延续和深化，地理和政治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城市和区域增长，这一点仍然贯穿其中。我坚信，离开“空间的力量”，看不透中国经济，但愿这一点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并对当下的改革有所推动。



成书之际，首先要感谢的是陈钊教授，其实他是本书一系列研究的主要合作者。此外要感谢的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们，他们在我的组织下与我一起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并在收集数据、文献和资料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他们是周群力、许政、高虹、向宽虎、孟可强、欧海军、冯皓和蒋仕卿。这些研究（包括部分没有收录在此书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南方经济》、
 
Worl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等杂志上，在此，要一并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我还要感谢陈斌开、钟宁桦和杨汝岱，我们已经完成的户籍与消费的研究，以及正在推进的有关中国资源误配置的研究加深了我对于土地和户籍制度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理解，一部分前期的想法已经在本书中有所体现。成书之后，张航通读了全书，提出了仔细的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在复旦大学的杨玉良校长、陈晓漫副校长和林尚立副校长的直接关心下，我和陈钊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团队研究工作，这套丛书和这本书都是这个工作室的成果。为此，要对几位领导特别致谢。同时，也要感谢格致出版社何元龙社长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王静编辑的工作。



在整理此书的期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问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使我能够远离纷扰。为此，要感谢Richard Freeman和Elaine Bernard两位教授的邀请以及他们为我研究工作创造的条件。我还要特别感谢在哈佛期间共同工作的几位前辈学者，他们（按姓氏音序）是Richard Freeman、 Edward Glaeser、胡永泰、黄亚生和Mary Lovely。



此书的系列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133004）和面上项目（712730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ZD04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YJA790126）、上海市曙光学者跟踪项目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的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感谢父母和家人，但愿我的努力能够给你们辛苦的一生带去欣慰。



最后是句自言自语：看得清自己的过去，也望得见自己的未来，因此，每一部完成的作品都只是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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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我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出版了一本具有科普性质的书，题目叫《大国大城》，让学术研究为公共政策的讨论提供基础，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恰逢此时，我的《空间的力量》一书出版三周年，格致出版社钱敏老师联系我，希望我出版第二版，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在过去几年间，我有关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除了一些工作论文有待发表外，一些已经公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正需要以结集出版的方式与读者见面。于是，我将最近的研究选取了一些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充实到了《空间的力量》一书中，同时对本书第一版中一些内容结合当前的需要进行了修订，于是有了读者现在看到的《空间的力量（第2版）》。



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本书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我的很多合作者和学生对本书各章节的写作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们分别是陈钊、万广华（第2章），向宽虎、钟辉勇（第3章），梁文泉（第4章），高虹、佐藤宏（第5章），向宽虎、孟可强（第6章），张航、梁文泉（第7章），许政、陈钊（第8章），欧海军（第9章），钟辉勇（第10章）。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多年以来我的合作者和学生们与我共同工作。



2013年我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15）“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根本途径和政策选择研究”的资助，这本书的新版也是这个课题的成果，一并致谢。



此书再版的时候，我已经加盟了上海交通大学。此处特别感谢周林、陈宪、潘英丽三位前辈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的行政团队为我的工作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这时代，它离我们的理想还远，但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不完美，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如此叛逆，而且居然还富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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